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总序

俞可平

“治理”原来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术语，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它便成为中国政治的热门话语。对其含义的种种不同解读，甚至各种争议也随之产生。有人认为它是西方的政治概念，有人则认为它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之。其实，“治理”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治国理政”。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政治活动，它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明之中。然而，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新概念，它则是当代的产物。治理不同于统治，它指的是政府组织和（或）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善治意味着官民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

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重大的理念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者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而绝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抄照搬。实际上，在英文文献中至今还没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应的概念。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也完全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对现代国家治理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政治变革，并且对治理问题率先进行了研究，发展起了各种治理学说，就认定这只是西方的理论或实践。一种理论或实践，只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它们最终都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并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今天我们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等等，莫不如此。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总序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研究治理理论的团队之一。它首先从译介国外的治理理论开始，然后结合我国的治理实践，致力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治理理论，并且努力推进我国的治理现代化。这个团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和生态治理等专门领域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承担过“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中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社会管理创新”、“城市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等重大课题，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且建立了国内最权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和“中国社会创新案例”数据库。

有幸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这套“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由《大国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和《生态治理》6本书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团队在治理方面的主要成果。各卷分别由何增科、杨雪冬、曹荣湘、陈家刚、周红云等研究员任主编，他们都曾经是这个团队的核心骨干，现在不仅是中央编译局相关业务部门的主要领导，而且分别成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人们经常说，理想的研究目标，就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0卷本的“中国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丛书，现在我又看到了这套6卷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的出版。这使我不无自豪地想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理想目标。作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创立者，一方面，我要对这些年轻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合作与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本丛书除了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成果外，也收录了国内同行的其他若干成果。在此，我对这些作者也一并表示感谢。

2014年11月10日于京郊方圆阁



 导论 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杨雪冬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波全球化”，以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一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二波”区别开来。
[1]

 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推动社会生活诸领域发生变革的历史力量，因此其体现的形式和产生的影响是不断发展的。与前几个阶段的全球化相比，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更为充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且形成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则是一个新现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世界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市场化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57个，21世纪以来加入的国家有近20个，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世界贸易谈判不断深入，各国关税在种类和幅度上不断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资本、商品、信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点，并且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性城市的出现成为了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两个突出特点。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时代；如果说20世纪是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的世纪。“世界正处于高速的‘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2030年新增人口将增加一倍。”
[2]

 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城市中，一些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
[3]

 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了世界范围交往的中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超大城市不断增多，但是全球的城市依然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因此城市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全球化的不均衡性。

导论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既体现了各国对比较优势的有意识地利用，也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南非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对外投资，而且成为世界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市场。工业化的加速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更有效地发挥其国内市场潜力，使其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提供了经济条件。如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占到世界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根据对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2009年多份研究报告的参考比对，下列数据可以说明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大变革：153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2%升至2008年的47%，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升至2008年的45%。全球30大经济体中有12个是发展中大国，其中前10大经济体中，新兴力量占了3个。中国在2005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在2011年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而位列第六，印度则成为第11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去工业化”过程，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率的稳定。而工业化与“去工业化”之间的重要因果链条则是资本的跨国流动产生的新的国际分工。

交往工具的改进一直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使“地球村”成为现实，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每个人都亲身体会到全球化的存在。根据internetworldstats.com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3月31日，世界互联网用户总规模突破20亿，从2000年12月31日到2011年3月31日，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达到480.4%，亚非拉地区的增长率超过500%。信息化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的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不断变革。在很大意义上说，信息化的发展是目前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1世纪以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为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并且放大了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这既可以加速发展，也会导致更多的全球性风险，从而使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每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球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首先，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格局。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增长八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与“七国集团”持平。
[4]

 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8%，美国则为14%。2000年以来，新成立的25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占有世界主权财富基金的40%，其中，中东国家的占有35%。
[5]

 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在1999年成立的“G20”中，发展中国家有11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德国《明镜》杂志总结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说，这是西方“失落的10年”，因为西方制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财富、和平以及民主，反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6]



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社会、民族、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更为主动地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全球化是交往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和人口的流动有力地支持了多元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来描绘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地方、群体、自我的意识。“9·11”事件将社会组织、个人的力量极端地放大出来。不同社会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交流、比较，不仅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也找到了更有效强化和维护自我认同的方式。这些多元主体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和维护自我的权益，从而使全球化进程呈现为各种利益的激烈博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阐发自己的价值理念，以赢得更多的追求者，从而使得全球化进程也体现为各种价值的激烈竞争。

最后，在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中，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也进一步深入。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寻找西方之外发展道路的信心。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对“北京共识”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这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反思。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一篇文章中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
[7]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也开始反思自身，有学者说，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华盛顿和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把美国树立为亚洲国家学习的楷模，而今天，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资格给美国人上一课。
[8]

 美国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其所著《后美国世界》一书中颇为深刻地指出，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第三，随着各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内与国际两个局面的互动更为紧密频繁，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独善其身”的，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编制的全球化指数显示，虽然各国的排名每年有所变动，但是全球化水平都在稳定提升，全球化水平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
[9]

 因此，各国都不再把全球化视为外在的力量或发展的背景，而是作为思考和推动本国发展的出发点以及发展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形成本国的全球化战略。

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经济领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边界更加模糊，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同方面都有所提高，而国际市场的变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中美共同体”“中印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形象地描绘了这些大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正在超越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统计，中国成为多个拉美国家的重要出口市场。智利为13%，秘鲁为11%，阿根廷为9%，哥斯达黎加为7%，巴西为7%。在进口方面，巴拉圭为27%，智利和阿根廷为11%，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为10%。
[10]

 2005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对拉美地区贷款总额达750亿美元。2010年，中国银行对拉美贷款总额超过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
[11]



二是社会领域。人员、信息的流动推动了各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国际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21世纪初，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就达到了4.4万个。
[12]

 一方面，国内公众因为了解到国际社会的发展，对于本国政府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通过国际化的组织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内社会的国际化才导致了或者加重了众多国内问题的“国际化”。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这些变化的典型案例。

三是政治领域。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并且主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这种趋势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全球战略意识的增强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2003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进一步充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与美国在2003年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重要共识。中印签署了 《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等。此外，各国也更加重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国家政治与国际组织作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然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是能够找到国际因素的，而众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这就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防止国际因素影响国内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更强烈地主张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另一方面为了加快某些国内问题的解决，又必须求助于国际社会，甚至接受后者提出的苛刻要求。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就形象地说，现在出现了民族国家、民众政治以及全球化的“三难选择”，只能有两个能同时共存。
[13]



第四，全球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其中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此有学者提出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
[14]

 时期。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这些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构成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了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等特点，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它们带来的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以及单一主权国家的能力，并且在一些方面与国家权力形成了不对称，其解决和应对需要依靠国家间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完善现有的国际规则。以全球恐怖主义为例，它摈弃了传统的战争方式，既不尊重敌国的主权, 也不尊重保护它的盟国的主权。
[15]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全球治理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宣传的一种理念成为了现实实践。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各国首脑签署了“新千年宣言”，“9·11”事件的发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2002年各国首脑签署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提出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共同努力。2003年的SARS事件显示出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各国行动的重要性。全球气候谈判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推动了许多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具体措施的出台。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提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20国集团”作用的加强，成为全球治理方面的最重要创新。
[16]

 改革现有国际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也成为了“金砖国家”首脑论坛的重要议题。
[17]



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治理无论在制度化还是有效性上都远远不够，既深受国家利益尤其是个别大国意志的制约，也困扰于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说，“当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时, 全球‘治理’就变得很脆弱了。对于制约美国自由行动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耐烦。”
[18]

 因此，全球治理不仅要依赖双边、多边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地区性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发挥作用，更有赖于国际秩序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合作协调的深化。

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为全面激烈，国家职能的发挥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伴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竞争也更加激烈、全面。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不仅重视由资源物质组成的硬实力，也更加重视制度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以及“巧实力”。
[19]

 各国争夺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拉动了围绕战略要地、国际要道的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谋取在多维作战空间的军事优势，组建战略联盟对潜在对手实施战略围堵，增强了国际军事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它们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干预别国内政，用战争手段改变他国政权，也增大了国际军事冲突、政治动荡的风险。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也对国家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检讨“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并且将国家的介入看做是拯救经济的重要措施。因此，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对此，《纽约时报》不无调侃地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1月的一期封面文章《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各国正在通过支持企业来缓解全球化的压力。尼尔·弗格森的一篇文章就以“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因为各国政府支出的比例都已经非常高。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为23%，占世界183个国家排名的第147位；德国排在24位，政府开支占GDP的48%；美国为44%，占第44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瑞典的开支比例都超过了德国；丹麦最高，达到了58%。
[20]



国家社会职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年轻人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反应也最为强烈。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7500万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换句话说，每5个失业者中就有两个是年轻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近两年来18—24岁美国人中，就业率只有54%。
[21]

 2011年11月，英国年龄在16—24岁之间的尼特族（“不上学、不就业和不受训的青年群体”，简称NEET)人数达到了116.3万人，同比增加13.7万人。加入全球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抛弃了平等主义和福利，并产生了高失业率。在阿拉伯世界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超过23%。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率的提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骚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2005年的法国大骚乱、2011年以青年人为主体参加的“阿拉伯之春”、英国骚乱以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至于2011年被称为“愤怒的一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批评美国现状说，在美国，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因此，美国社会陷入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困境
[22]

 。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社会职能的挑战，引发了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国家不仅是基本的治理对象，而且是主要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存在着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治理模式来衡量优劣。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使西方治理模式受到更强的质疑。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Kupchan）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而许多新兴国家得益于经济力量转移，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他认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
[23]




[1]
 Will Straw，Alex Glennie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January 2012.


[2]
 联合国人居署编：《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于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
 Saskia Sassen.


[4]
 O’Neill J，Challenges as the World Economy Adjusts,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2011.


[5]
 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


[6]
 DirkKurbjuweit, Gabor Steingart and Merlind Theile，The Lost Decade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10 Years of Excesses.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zeitgeist/the lost decade 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10-years of excesses a-668729.html，12/28/2009.


[7]
 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 《新自由主义败因,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8]
 Harold James, “The Making of a Mess Who Broke Global Finance, and Who Should Pay for I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9.


[9]
 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浏览其官方网站：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10]
 《西报载文说中国对拉美越来越重要其增长放缓将影响拉美》，载《参考资料》，2012年5月2日。


[11]
 《西媒说中国进出口需求增长带动拉美与亚洲贸易不断扩大》，载《参考资料》，2012年5月2日。


[12]
 安德鲁·库珀：《重新建构全球治理：八项革新》，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13]
 Dani Rodrik,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
 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2页。


[15]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4期。


[16]
 布拉德·格罗瑟曼：《创建新的国际秩序》，载《参考资料》，2012年5月24日。


[17]
 金砖五国：《德里宣言》，2012年3月29日。


[18]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67页。


[19]
 “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2007年在美国发表的《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该报告的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将“软实力”与“硬实力”巧妙结合便是“巧实力”。


[20]
 《弗格森分析中美及其所代表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实质》，载《参考资料》，2012年2月20日。


[21]
 迈克尔·舒曼：《失业的一代》，转引自《参考资料》，2012年5月9日。


[22]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23]
 Charles A.Kupchan，“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目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总序



导论 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



全球化进程中的俄罗斯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国



全球化进程中的德国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



全球化进程中的巴西



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度



全球化进程中的越南



全球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治理改革



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应对




 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

谢来辉　浦启华
[1]



全球化一度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化，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突出。尽管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其动力既有通信及交通技术的发展，也包括马克思所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的本能，但是也还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全球性制度安排的政策。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导世界各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是旨在降低投资贸易壁垒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各种区域一体化安排（如NAFTA，APEC等），对于世界统一市场形成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其向全球推广民主的外交战略，所产生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示范效应，也是推动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进入21世纪的10多年来，全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美国发生的变化尤为明显和深刻，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两个典型事件是“9·11”恐怖袭击以及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于美国，起因于全球化，并对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种措施，也通过全球化的各种渠道极大影响了世界。

关于美国是否在衰落的争论仍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持续，美国是全球化的赢家还是输家尚难定论。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应对全球化方面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深刻借鉴。


一、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一）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及其变化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和起始时间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美国霸权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并基本同步进行。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代表了或者说就是全球化中的一个过程；美国霸权是“全球化”的，“在当今影响世界的主要事件中，各种大事小事中的主要规范，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几乎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2]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领导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在20世纪60—70年代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全球化战略以及起源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动力。曾有学者归纳了美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具有六个方面的主导 （leading）地位与作用，即“6L”，分别是主导了：（1）世界政治秩序；（2）世界经济发展；（3）世界科技革命；（4）世界军事革命；（5）文化全球化；（6）世界各民族“聚合”
[3]

 。

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在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曾高居世界首位，但是在2003年被欧盟超过。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美国GDP占世界份额从2000年的30.7%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了24.3%，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23.6%，到2010下降至20.2%。但是从人均GDP来看，美国从2000年的35 327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7 484美元，增幅为34.4%，领先于日本和欧盟。但是在同一时期，美国不仅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八国集团中除了加拿大以外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在2000年美国的人口为2.82亿，到2010年上升到3.07亿，增长了8.46%。

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明显有所下降。根据WTO的国际贸易统计，2000年，美国进口和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的份额分别为18.9%和12.3%，均为世界第一。到了2010年，美国货物进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的份额分别为12.8%（世界第一大）和8.4%（低于中国的10.4%）。如果将欧盟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美国是第三大货物出口国，低于欧盟和中国之后，是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2010年美国出口服务额总计5183.35亿美元，占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28.9%；进口服务额为3580.74亿美元，占进口贸易额的15.4%，顺差为1602.6亿美元。不过与货物贸易的情况一样，美国占世界服务贸易的份额也有明显下降（如图1所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研究，美国的竞争力在2005—2006年以前一直稳居世界第一，2010—2011年，美国排名已经下降到了第4位，并在2011—2012年排名进一步降为第5位（见图1）。

从贸易依存度也能够看出过去10年来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在下降。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依存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最高时接近29%。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较大幅度地下降，接近25%。后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依存度又大幅下滑，在2009年降到24%。之后由于采取一些刺激政策措施，才有所恢复（见图2）。

[image: ]


图1　美国在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变化：2000—2010年

数据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 Annex Tables: Historical Trends, pp.20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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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1995—2010年

数据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年。

从国际投资方面的变化来看，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优势地位明显降低。1990年美国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35%，是排名第二位的英国的3倍多。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2000年，美国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33.8%，略有下降，但在绝对值上相比1990年增长了2.7倍。2010年，美国的比重降为23.7%，是英国的2.85倍，但是相比于2000年在绝对值上仅增长了8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很大打击。很多美国公司为了去杠杆化，纷纷从国外把资本抽回，这使得美国在海外的资本明显减少。所以可以认为，在21世纪的前10年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增长动力大为削弱（见表1）。

表1　1990年、2000年、2010年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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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91—193页。陈宝森、王荣军、罗振兴主编：《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更加宏观地来看，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可能确实有所削弱。根据KOF全球化指数，美国在政治和社会全球化方面的表现要明显优于其在经济维度上的表现（见表2）。除了日本这个特例以外，美国的全球化指数排名较为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尽管在绝对值方面美国的投资与贸易对于经济全球化举足轻重，但是美国对外贸易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美国经济相对较少受到世界经济中其他地区发展的影响，美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地理上的距离使之较少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

表2　2011年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的KOF全球化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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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里参与排名的一共有208国家。指数都是根据2008年数据。

资料来源：2011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static/pdf/rankings_2011b.pdf。

从历史趋势来看，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确实明显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排名明显从前10位左右降到了19名，到了2010年甚至降到了第27位。这种变化幅度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要明显得多（见表3）。

表3　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近年KOF全球化指数排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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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ttp://www.atkearney.com/index.php/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index.html。


（二）美国在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化事件的主要影响


全球化一开始是美国化，是美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标准化的全球扩展过程。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就像一个回旋镖，又回击了美国，其中有两个代表性事件：一个是“9·11”事件，恐怖主义袭击了美国；另一个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对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的回应。而这场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发生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深深地挫伤了美国经济，而且越演越烈演化为经济危机，并扩展到了全球。对这两大事件的应对，不仅构成了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及国际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也涵盖了小布什（连任两届）和奥巴马两位总统的主要议程。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对美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

21世纪以来，美国遭遇了两次经济衰退（见图3），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第一次是在世纪之交，受IT市场泡沫破灭以及“9·11”事件影响所致。更为严重的是2007年以来的这次经济危机。它从2007年12月～2009年7月历时18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因此也被称为“大衰退”。据2012年2月23日英国《经济学家》分析，根据一定的衡量标准，美国因为此次经济危机倒退了整整10年。其标志有三：一是股市市值方面。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一个月内，美国股市市值缩水1/4。股票是家庭退休基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这一个月，5年的增长消失殆尽。此后主要指数明显回升。标准普尔500指数大约回到了最高点的90%。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这个水平。二是房价方面。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以后，美国的房价回到了2001年。三是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0%，失业人口升为1500万人之众，高于1983年时的水平。
[4]

 此外，美国家庭财富2007年达到顶峰，约为66万亿美元，经过危机到2009年缩水17.5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多，2009年4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是距离顶峰还是下降了21%。总之，受此次危机的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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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年经济增长率的趋势：1990—2010年

数据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年，作者绘制。

表4　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2003—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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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2.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不过，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逆差因为进口明显减少而明显降低，2009年最为明显。不过随着经济复苏，逆差额又在2010年进一步扩大（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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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逆差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1990—2010年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年，作者绘制。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明显衰落。首先，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自从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欧元在国际债券存量、跨境贷款存量、跨境存款存量、每日外汇交易量和全球外汇储备存量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31.4%、20.3%、22%、42.8%和27.3%。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欧元在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的商品出口中的占比，在11.8%～97.3%。从各种指标来看，欧元份额的增长都意味着美元份额的下降。其次，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是因为经常账户的恶化在1986年变为净债务国。这一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更趋严重，2008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49万亿美元（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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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美国经常账户余额情况及其构成：2000—2010年

注释：经常账户余额（图中第三条线3）=货物贸易余额（最下方的线4）+服务贸易余额（第二条线2）+收入余额（最上方的线1）。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 2011），第149页。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经济危机和应对冷战，美国财政平衡一直趋于恶化。这一状况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有明显改善，一度还恢复了盈余。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里，因为两场反恐战争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一直处于预算赤字状态（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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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二战”以来美国财政预算平衡情况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大打击。很多美国公司为了去杠杆化，纷纷从国外把资本抽回，这使得美国在海外的资本明显减少。例如，世界最大的50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中，1995年美国占55.5%，到2008年下降为29.5%。同期，日本从8.8%上升到13.3%，发展中国家从1.1%上升到8.0%，欧盟则由27.0%增长到40.0%。
[5]

 （见表5、表6）

表5　流入和流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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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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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流入和流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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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NCT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2。

分析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等收入家庭受损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在2000年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没有再延续原有的增长势头，而是开始下降。这一下降的趋势因为2001年前后的IT泡沫破裂导致的衰退以及2007年次贷危机而大为加剧，目前平均收入跌回到了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如图7所示）。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报告，在过去10年中，由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崩溃，美国失去了600万个工作岗位。从1960年到2010年，美国的商品生产（含制造业）的就业数量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38%下降到14%，而服务业则相应地从62%增加到8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动化和外包的双重挑战，特别是在与中国争夺世界最大的制造商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1%下降到如今的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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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变化情况：1979—2010年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年，第2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2011年在《外交》杂志撰文讨论全球化与就业的关系，其中提出：最近10年的全球化第一次表明，美国的增长和就业已经分道扬镳。伴随着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升高，并且这种“全球经济结构演化”正在成为一种持续的、不可逆转的变化。1990—2008年，美国就业从1.22亿增加到1.49亿，净增2700万。美国的就业增加基本来自于非贸易部门，这其中，政府和健康医疗部门创造的就业高达1000万，占全部新增就业的40%。比较而言，贸易部门同期新增就业仅为60万人，占总增加人数的2%。在贸易部门中原来美国占主导的半导体、制药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产业，已经被新兴经济体大面积占据，其就业机会随之流失。斯宾塞指出，除了产业链的高端外，美国的就业结构已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将来会更甚；不仅如此，美国非贸易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将减弱。一言以蔽之，美国将面对长期高失业。
[7]

 依斯宾塞之见，美国摆脱困局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增加贸易部门的就业。为达此目的，除了扩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刀阔斧改革税收制度外，美国决策者还必须作出选择，以便切实地保护本国贸易部门的就业。

美国在总体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只有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分享了全球化的成果，而美国中产阶级未能分享到日益繁荣的果实。由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资本到全球范围内分享增长的收益，而劳动阶层却面临了失去就业机会的挑战。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1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充分流动性的资本降低了缺乏流动性的劳动的谈判能力，并且削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在政府、有组织的劳工以及资本三者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
[8]

 。尽管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总体上不能抵补损失，而且这些好处可能还会暂时掩盖实际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如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统计所显示的，在过去20年，美国中产阶级“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中值，总共上升了不到10%；过去10年则陷于停滞。”但是，“廉价进口商品和廉价信贷的剧增，一度掩盖了生活水准受到的影响。美国人靠从银行借债和购买廉价中国商品，可以过上与梦想相符的生活。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场狂欢曲终人散。” 
[9]

 此外，蓝领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美国国内近期多本重要著作讨论的主题，如查尔斯·默里2012年的新书《分裂：美国白人的状态，1960—2010年》（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外交》杂志撰文，提出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化首次不仅影响到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还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就业和收入，造成政治上的影响。因此他质疑自由民主主义能否在中产阶层没落的情况下存活：“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在的形式正在摧毁中产阶层的社会基础，而它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
[10]



当然，美国国内这种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并非完全由全球化所产生，美国国内的政策在其中恐怕扮演着更为重要角色。美国的收入差距自1979年以来呈加速扩大的趋势，这被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称为“大分化”（the Great Divergence）
[11]

 。从图8中可以看出，自1979年以来，美国最富的人（1%）的收入急速上升，而剩余部分群体的收入却持续低迷。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2011年兴起所谓“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99%反对1%”的口号，确实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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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自1979年以来美国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Economist, 2011。


二、美国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一）美国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


一直以来，出于美国人特有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 把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推向全球就被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的神圣使命。此外，在冷战时代出于斗争的需要, 美国的重要国策之一就是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非市场经济国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转化。美国政府深知, 经济全球化必然引起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时期都实施了较为积极的全球化战略，特别强调要以全球化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1993年初，克林顿政府在分析冷战后的时代时，将“商业和资本的全球化”作为主要的时代特征之一。1999年2月26 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更是强调以全球化为立足点，他提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这样一个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 
[12]

 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明显优势地位有关。2000年, 美国在国际竞争力排名表上占据了首席，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席约克尔森说“全球化也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还宣称“现在我们成为世界标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
[13]



但小布什很少提到过全球化这个概念
[14]

 。他采取的是一种所谓“无视全球化”的战略。也就是说，“在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框架中, 只是把它们看成是威胁, 而并不注重这些威胁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和对付这些威胁与全球化可能提供的机会。” 
[15]

 在2000年竞选过程中，尽管他也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主张单方面保护美国利益；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主张缩小美军在全球维和使命中的作用。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增加了一章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关注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指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改变了过去的挑战影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其中包括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环境破坏等都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其中还提出国际制度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有意愿的集团会更加迅速和有创造性的反应，至少在短期是如此”，“美国应该领导改革现有制度及创建新制度的行动，包括构建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16]

 国内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共同性……”“正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日益深化的认识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的积极的思维。”
[17]



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背景下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氛围加重的情景中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对贸易、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与小布什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1）虽然也承认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是更强调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代价和调整，强调贸易的“公平”而非“自由”，主张在WTO框架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阻止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出口补贴和非关税壁垒；（2）主张政府积极干预，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政策调整来培养和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3）强调对因贸易和国际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积极救助，强调贸易政策不能“只为跨国公司服务”；（4）认为美国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未能确立完善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应当加以修改；（5）提议通过税收手段限制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从而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本土
[18]




（二）美国公众对全球化的认识


美国公众对全球化的认识在第三个千年之后从乐观转向悲观的态势较为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社会差距日益凸显使得不同群体在全球化中的损益差距明显，也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一直在掩盖这些差距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迅速消失。

如2007年7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全球化的受益者和非受益者》一文指出，“美国企业利润的全球化程度提高可能意味着：尽管国内经济仍然发展缓慢，但美国股市还是能够保持强劲增长，因为大型企业能够在国外获得大量利润。” “全球化进程中制造的经济差距正在日益增大”，这种差距是在“投资时抓住了国际增长机遇的美国人与没能抓住这种机会的美国人之间的差距”
[19]

 。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2002—2008年，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从41%一路降到23%，虽然2009年一度有所提高达到36%，但在2010年又出现下降趋势降，低到30%，2011年更是降到了前所未有的21%，同时对国家发展方向乐观的受访者只有18%。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调查还发现，认为自由贸易不好的比例从2002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36%，足足翻了一倍；2008年更是达到了41%；之后三年随着经济复苏，该比例明显回落，分别为30%、27%和29%。
[20]



美国调研公司PIPA在1999年10月和2004年1月的两次调查显示，受调查者对全球化的评价出现了明显下降。受调查者在0到10之间给全球化（包含经济、通信、旅游和文化多方面的定义）打分，前后两次的打分均值分别为6.04和5.62。其中，认为全球化是乐观（打分超过5分）的受调查者比例从53%下降到40%，认为好坏参半是中性（打5分）的从30%上升到39，但是认为全球化是负面（低于5分）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19%。
[21]

 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相对淡漠（见表7）。

表7　世界部分大国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调查

[image: ]


数据来源：47-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World Publics Welcome Global Trade—But Not Immigration, Pew Global Centre, October 4, 2007; http://www.pewglobal.org/2007/10/04/world publics welcome global trade but not immigration/。


三、美国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及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更多复杂的影响，推动美国各界对全球化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一些观点甚至发生了转变。美国政府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方面等多个层面应对全球化，包括在经济、政治、安全、教育、移民等诸多问题上采取了重要措施。我们选取了一些重要方面进行讨论，希望能基本描绘美国政府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轮廓，并大概体现其精神内核。


（一）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


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10月，《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获得国会通过，制定了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济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RAP）。奥巴马上台后采取了三大措施：（1）要求财政部实施“金融稳定计划”（FSP），总耗资约为1.5万亿～2万亿美元。（2）在2010年2月17日又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 Reinvestment Act, ARRA），计划耗资7870亿美元。（3）实施“房主负担能力和稳定性计划”和“居者有其屋”住房援助计划，通过补贴购房者来降低“月供”从而防止其无力还贷而陷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局面，该计划估计总成本为750亿美元（其中500亿来自TRAP的剩余资金）。其中“金融稳定计划”的内容包括：①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②启动支持消费信贷的项目，激活消费信贷；③设立公私合营的投资基金，清除有毒资产。《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资金主要用于：①直接发放给消费者以救助失业者，以支撑消费市场；②投资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以增加就业。这些政策的效果已经初步体现出来，2009年下半年的GDP已经恢复增长。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防止通货紧缩预期的发展，美联储实现了放松银根、刺激通胀的政策。除了使用公开市场业务稳定联邦基金利率在较低水平并通过再贴现大量增加信贷以外，美联储还采取了特殊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及购买大量的长期债券，发行数量庞大的联邦储备货币，从而对联邦基金利率的未来走向做出指引，并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等长期利率。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中，美联储购买了3000亿美元的国债、1750亿美元的机构债务凭证和1.25万亿美元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了第二轮总额为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每月购买750亿美元国债，直至2011年6月底结束。美国这种大规模发行货币的做法是非常罕见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产生以邻为壑的后果。它虽然有利于美国应对危机，但是却推动了全球的货币流动性增强，导致了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价格的上涨以及推动了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因此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为了防范类似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美国政府启动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改革，以确保金融稳定和公正。2010年7月15日，国会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也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u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该法案包括三大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和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可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3）采纳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s），即禁止银行和其分支机构以及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投资或设立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对系统重要性强的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和结算建立统一的标准。其核心是重新要求银行机构与投资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从而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将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的又一块金融监管基石，并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的标尺。

具体来说，其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第一，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共有10名成员，由财政部长牵头。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从而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 第二，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第三，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大部分衍生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 第四，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第五，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 第六，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将对美联储向银行发放的紧急贷款、低息贷款以及为执行利率政策进行的公开市场交易等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督。 第七，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美联储将提供纲领性指导而非制定具体规则，一旦发现薪酬制度导致企业过度追求高风险业务，美联储有权加以干预和阻止。

不过相关监管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如有评论认为，虽然美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有了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每年公布首席执行官与普通个人的薪水比率，然而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还没明示如何使这一决定落到实处。可见，美国人有公布收入比率的命令却没有执行的政治动力，也缺乏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政策的眼光。
[22]



此外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也加紧了对跨国公司的征税工作。2010年8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拨给州及地方政府260亿美元救助资金的法案。这一额外注资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美国的体制中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不存在从属关系，无权要求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笔资金主要来自于封堵海外跨国公司税务漏洞的所得，部分来自于向美国跨国公司加征的96亿美元税费。据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估算，法案中有限制海外税收最高面额的条款，为此美国跨国企业每年将多支付近10亿美元的税款。
[23]




（二）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无疑是涉及全球化的重要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多边主义贸易政策曾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随着日本和欧盟的竞争力加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优势有所削弱。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总体上看，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已由多边主义变为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单边主义并举，以及在公平贸易前提下的自由贸易。

比如小布什时期大力推动“竞争性自由化”政策，其中包括三大目标：（1）在美国市场的准入方面引入竞争，促使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其市场；（2）促使其他经济体采用美式企业法律和管制体系，或至少采用美国企业较容易适应的管制体系；（3）促使其他国家支持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以及“美国价值观”。此外，2002年小布什从国会获得了中断6年之久的贸易促进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并直到2007年。因此，与克林顿政府时期更多关注多边策略明显不同，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区域、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范围不断扩大。到2006年年底，美国启动、完成或批准的自由贸易协议达17项，其中6项开始正式实施；同时还签订了至少24项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在以进攻性姿态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小布什政府在贸易救助方面也表现单边主义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援引“201条款”限制外国钢铁的进口和2002年大幅增加农业补贴。这些颇具单边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体现了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和美国经济衰退背景下进行的对外政策调整，意在强化贸易政策与安全政策的联系，并加强美国对世界贸易体系未来走向的影响力。
[24]



奥巴马时期的贸易政策在政策目标和优先议题的安排方面与小布什政府有明显不同。在《2009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8年贸易政策报告》中，主题定为“让贸易为美国家庭服务”。其中的前三项优先政策议题是：（1）美国支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美国将在WTO多边体制下“积极地捍卫美国的权益”，贸易要公平；（2）美国贸易政策需要加强“社会责任”和“政治透明度”，其中社会责任包括要考虑救助受到全球贸易冲击的工人，以及要求贸易伙伴“改善”其本国工人的劳动状况和条件，提高劳动保护水平；（3）贸易政策要成为实现美国的国家能源和环境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25]



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氛围的影响下，奥巴马政府尽管多次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采取了不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他签署了附加“购买美国货”条款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对汽车等产业进行大量救助，并发起大量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限制会损害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进口产品，如在2009年9月对中国客车和轻卡征收额外关税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实施“国家出口振兴计划”（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简称NEI），宣布要“使美国的出口在今后5年内翻一番”。其核心是用5年时间使出口规模增长1倍，即出口额从当时的1.5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14万亿美元，使已经完成“金融化”的美国重新依靠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为美国创造200万个新就业岗位，解决最令美国政府头疼的失业问题。据美国商务部时任部长骆家辉表示，NEI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1）对出口促进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并建立一个向总统负责的出口促进内阁（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农业部、进出口银行、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小企业局）；（2）让有意出口的中小企业能更方便地获得信贷；（3）加强国际贸易法规的执行，消除阻碍美国公司竞争的壁垒，使它们能自由、公平地进入国外市场。有关统计数据显示，NEI的出口目标正在实现：2011年出口比2009年的水平上升了34%，出口总额超出2.1万亿美元。

尽管奥巴马曾承诺推动多哈回合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但其自由贸易政策延续了“区域贸易合作优先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奥巴马认为，诸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成员必须承担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相一致的额外责任，在农业、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市场准入中做出更多让步。而与此同时，却在不断加大区域及双边贸易的合作力度。例如，加大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区域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等。在双边贸易领域，加大了与澳大利亚、巴西、新加坡、韩国、巴拿马等国家的合作进程，推动上述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进程。同时，美国承诺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特别是在2009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东京参加APEC会议时高调宣布将加入并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11 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 峰会上，正在磋商的9个国家宣布将于2012年年底前正式签署该协定，而且日本也在美国的催促下宣布决定加入TPP 谈判。


（三）农业补贴


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每年出口的农产品要占其总产量的2/3，占美国总出口额的10%左右。农业从产值方面看，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67%，下降到2000年的1%，到2008年微升到1.1%。农业方面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71%，下降到2000年的1.7%，到2008年再下降到1.49%。自1991年以来，美国农业出口增长了50%以上。1996年，出口占农场收入的24%，到2000年，每一美元的农场收入中由30%来自出口市场。因此，美国农业部表示要积极、努力地加强国际竞争力，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国际市场上解决美国农产品的过剩问题。

21世纪前10年里美国通过了两个重要的农业立法。2002年通过了《2002年农场安全和农村投资法》（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该法案所有计划的成本总计为6年4408亿美元，相比延续之前的类似法律增加了451亿美元。其主要内容包括：（1）农产品计划，创建反周期的“安全网”，帮助农场主抵御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2）固定政府付款，补贴种植特定作物的农场主；（3）市场贷款，授权对主要计划作物和大豆生产者提供销售援助贷款；（4）环境保护计划，相比之前法案增加了80%开支，达到10年内385亿美元。2008年5月22日，在2002年农业法到期后国会（未经总统签署）强行通过了《2008年食品、环境保护和能源法》，为期5年，授权资金2880亿美元。该法案继承了美国农业补贴的长期历史以及在能源、环境保护、营养和农村开发等领域的政策诉求，其特点是较多鼓励生物燃料的种植和使用，鼓励农村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这两个法案遭到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批评，持续农业补贴被认为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也给多哈回合谈判增加了难度。


（四）振兴制造业


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一地位受到了一些削弱。198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例是24.2%，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占比例（12.7%）的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占领市场，其中制造业是先锋。美国因此从日本等对手中重新夺回了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此后又有反复，1995年，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例超过了美国，占比为25.5%，美国仅为22.6%。但是到了2007年，美国的比例是21.3%，而日本只有11.7%，同时当年中国的比例达到了16.8%。
[26]



虽然美国企业通过核心竞争力等战略控制了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不过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有人甚至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美国制造业劳工队伍从1990年的2134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1963万人，到2008年降为1590万人。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18年间减少了544万人，总就业的比例由18%下降到11%。但是，从2010年美国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来看，1990年美国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是14262亿美元，2008年是15743亿美元，18年间增长了1481亿美元，增幅为10.4%。
[27]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据《美国统计摘要》数据显示，1990—2008年，美国企业年均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为2.3%，其中非农企业年均增长率为2.2%，而制造业为3.7%。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真正在萎缩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2010年《美国统计摘要》显示，1990—2007年美国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指数都在增长，只有纺织品、服装和皮革、纸和纸制品等行业产量下降。相比之下高新技术产业大幅增长，而这些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行业逐渐向海外转移。

另外，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增长趋势放缓，制造业在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据统计，美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989年为3675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6.2%；2000年猛增到11080亿美元，但是占比降为22.8%；2006年为11006亿美元，占比又再降为16%。
[28]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在过去20年间美国制造业出口一直稳步上升，2011年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27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到60%。而2008年，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7%。机械、化工及交通设备是美国最具优势的三大制造行业，三者出口额将近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鼓励“内包”和“本土制造”。其中的代表是2010年8月11日生效的《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2010》（United State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10）。该法案旨在：（1）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并创造就业；（2）提高劳动者素质；（3）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4）保持并提升国家安全。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经济赢得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制高点，引领可能到来的下一场科技革命。白宫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在国内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不会发展不具备原材料地理优势的制造业，而是在既有产业基础上的“再工业化”，实质上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为“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年底，美国制造商协会提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四大目标：（1）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造中心；（2）美国制造业的市场扩大到全球的95%；（3）美国制造业拥有所需的优秀劳动力；（4）美国制造业成为创新的引领者。在2012年年初的美国《国情咨文》中，“制造业”和“制造商”等词先后出现15次。奥巴马总统描绘了一个以美国制造业为发端的发展蓝图。他还声称在过去的两年，制造业增加了4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首次出现的增长。


（五）移民政策和人才战略


全球化时代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强，特别是移民更多进入劳动力稀缺而福利保障完善的发达国家。这有利于推动美国人口的增长，保持美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推动生产和消费活动。但是与此同时，汹涌而来的移民浪潮同时也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可能冲击美国主流文化使之进行分化，从而影响美国的国家特性和政治及社会认同感。如在当代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don）看来，美国日益面临国内的“文明冲突”。他特别提出美国需要担心“自1965年以来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涌入，使得美国分成两杈，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化（盎格鲁文化和拉美裔文化），从而加剧或者取代美国社会中原有的黑白人种分杈现象”
[29]

 。美国本身也像它在世界政治中那样，面临它所企求的同一性与无法消除的多样性这一矛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已不像当年法国19世纪政治思想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的那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文化为主体来融化外来各族的“大熔炉”，它正在变成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社会”。

现在美国3亿多人口中，1/3是“少数民族”，即1亿拉美裔、黑人、亚洲裔和美洲土著居民。移民现在占美国人口12.4%，1860—1920年移民最高峰时期是14%。现在移民总数为3570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1.3%，10年后将占总人口的40%。据联合国统计，美国拥有全球20%的移民。在1900—2005年的15年中，美国吸引了全球新移民的75%，即1500万人。
[30]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预测，从2008年到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族裔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6%下降到46%，少数族裔将从目前的1/3上升到54%。其中，拉美裔人口增长最快，人口将增加1倍，达到人口总数的29%，从目前的4279万增加到1.328亿，几乎是目前的3倍，届时每3个美国人中就将有1个是拉美裔。
[31]



外国移民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毫无减退迹象。由此可见，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即移民数量持续保持高水平。反恐战争、美国经济走弱及减少签证申请待办数量已经产生影响，使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总数从2000年3月—2001年3月的240万人，降到2001年3月—2002年3月的120万人。
[32]

 但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在2000至2005年的5年内，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共接纳了790万合法与非法移民。这5年是美国移民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移民人口最多的来源国是墨西哥，墨裔移民数量已达到1080.5万。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移民政策存在的明显漏洞，如边境巡逻和执法力量薄弱；外国人进出境缺乏记录和跟踪；联邦政府各机构的信息彼此并不共享，缺少各种层面的协调和合作等。鉴于此，美国开始改革和调整其移民政策，应对措施是成立国土安全部，重塑移民机构。2002年11月25日，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这是自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机构调整。移民与归化局并入国土安全部，并被分拆为三个局，分别是公民与移民事务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开始了美国移民政策以国土安全为中心的10年。国土安全部的预算从2002财年的195亿美元猛增到2010财年的553亿美元，而移民事宜是国土安全部的一个支柱，占用了国土安全部40%的人力资源。
[33]



防止恐怖分子入境和引进人才都是美国政府移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9·11”事件之后，引进人才的工作一度受到了抑制，特别是移民改革从此陷入停顿。一直以来，引进人才战略是美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希望在本土打造成为支撑美国在全球扩张的堡垒，在国际分工中把高端技术、高端价值链保留在美国。为此美国在全球大力吸引人才。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数字，每年全世界150万留学生中的48.1%在美国学习。

“9·11”事件发生后，为了国土安全并防范此类事件的重演，小布什政府对外来人口加强了管理。对愿意到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科技人员的标准也更严格。这使高技术人才签证从19.5万人的高峰急剧下降到6.5万人。这种状况引起科技界、教育界和广大公众的严重关切。他们呼吁改革美国的签证制度，提出要在国土安全和引进人才之间寻求平衡。各界的呼吁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过度严厉的管制政策进行修改。2006年小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号召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来。2007年8月7日，《美国竞争法案》获得通过并被小布什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对移民政策做了修改，制定了新F-4学生签证，允许有关领域的博士生在获得工作岗位后成为合法的永久公民，从而为延揽所需要的人才创造条件。
[34]




（六）基础教育政策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基础教育对于美国应对全球化无疑意义重大。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高中辍学率最高，拥有高中文凭者占人口总数仅过半。此外，学生们在阅读和数学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为此有学者指出，“美国尽管具有全球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并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大量的知识产权利益，但是其中小学教育质量和产出的相对地位却不断下降，成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丧失、蓝领中产阶级衰亡的重要内因，从长远角度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
[35]



21世纪以来的两位美国总统都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2001年1月23日，乔治·布什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上任一周内，就向国会提交第一份立法提案《不让一名儿童落伍》（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后经美国国会批准成为国家法律。2007年5月，美国教育部发布了《2007—2012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 For Fiscal Years 2007-2012），规定新时期教育部的使命为：通过加强优质教育和保证教育公平，提升学生学业成绩，为全球竞争做好准备。该战略规划提出4个教育目标：（1）提高学生学业成绩，重点提高所有学生阅读和数学能力，到2014年使其达到年级合格水平；（2） 提高所有高中学生学业成绩；（3）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减轻经济负担、学校为学生学业负责，为学生就业和进一步深造、为成年人终身学习做好准备；（4）确定教育部综合管理战略目标。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也积极推动教育改革。而且他不顾危机背景下的“大政府、滥开支”指责，在美国面临严重赤字的情况下，提出大幅追加教育经费拨款。他批评保守派所谓 “业主社会”的通过税收减免鼓励个人购买保险和教育的政策，认为国家的力量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我们将把更多的钱用于教育，我们必须对人力资本投资”。

2009年3月10日，奥巴马提出全面教育改革计划，提出要在大幅增加教育预算的同时，采取包括延长学时、提高教师待遇和提高教育标准等措施，帮助美国学生提高国际竞争力。根据奥巴马的计划，美国政府将在2010财年中用于教育的预算增加近两倍，其中教育部预算为1278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2009财年仅为462亿美元。
[36]

 奥巴马表示，他的教育改革计划将贯穿“摇篮到职业生涯”，确保所有美国人接受全面教育，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经济形势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敦促美国各州采取更加严格的教育标准，特别是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并扩大和重新制定联邦学生援助项目。2009年7月24日，奥巴马宣布联邦政府拨款40.35亿美元，启动“争当一流”（Race to the Top）教育改革计划。美国教育部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教育改革投入。该计划将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评价标准，帮助学生将来在大学或工作岗位取得成功；招募合格教师、校长，提高专业水平和工资待遇，留住优秀人才从事教育事业；通过建造数据库系统，测量学生成绩，告知教师、校长如何改善教育教学实践；并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力度。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起还实施 “0—5岁教育计划”，振兴学前教育。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指出：“我们必须投资于能源、医疗和教育这些能让经济实现增长的领域……美国增长最迅速的领域，3/4的工作机会需要超过高中文凭以上的教育”。
[37]



但是，美国基础教育的不足已经显示出严重的后果，而上述政策一时尚不能发挥效用。国际货币基金会前首席经济学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新近对德国《明镜》周刊指出：“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房产泡沫的根源，是美国政客无法通过改善教育来提高下层阶级停滞不前的收入，因而通过宽松的房贷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一虚假财产泡沫的破灭，更加突出了美国蓝领阶层面临的长期困境。”


（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做法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其对全球化的认识。

自1989年以来美国曾一直是领导国际社会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力量。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1997年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并签署。但是美国国会1997年全票通过了反对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伯瑞德—海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因此，在克林顿任内《京都议定书》从未拿到国会去投票通过。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以伤害美国竞争力为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而是转向推动《清洁空气法案》，提出碳强度减排目标。但是在第二任期内随着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加强，小布什也发起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APP）以及“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等，试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外，自己主导建立基于技术的和区域性的气候合作平台。这些做法也凸显了小布什抵制多边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

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就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要积极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并在当选后积极推动“能源新政”。在奥巴马的推动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其中提出美国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17%，到2050年减排温室气体达到80%。但是这一法案在参议院一直没有获得通过。

虽然奥巴马对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方面没有作出显著的贡献（典型例子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不过基于美国重振产业竞争力的“能源新政”政策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也肩负了走出衰退、创造就业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增加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拨款607亿美元投资于八大领域共56个项目。这8个领域是：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发电、电网现代化、先进电池、车辆和燃料技术、传统运输和高铁、碳捕获、分离和储存技术、绿色创新和职业培训、清洁能源设备制造业等。（2）提出要在三年内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翻一番，使其占美国电力的比例从8%提高到2012年的10%，到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25%。（3）提高电器、汽车和卡车的能效标准。奥巴马提出在18年内实现燃料效率至少提高一倍。（4）签署《联邦可持续发展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在环境、能源和经济表现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政策主要是为了国内经济振兴和能源安全，而并不是着眼于全球利益。不过，美国这方面的政策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12年3月30日，美国政府发布《能源安全未来蓝图》，全面勾画了国家能源政策，提出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的三大战略：（1）开发和保证美国的能源供应；（2）为消费者提供降低成本和节约能源的选择方式；（3）以创新方法实现清洁能源未来。奥巴马要求在2025年前将美国的进口石油量削减1/3，并表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主要取决于两件事情：第一，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和生产更多的石油；第二，通过更清洁的替代燃料和更高的能源效率，全面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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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军事战略
 
[39]



美国全球化的最先也是最现实的表现，是军事的全球化。美国实现了建立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将之部署到全球范围的梦想，也就是说美军的确实现了全球存在。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其心目中的全球化就是要确立美国版的世界新秩序，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其表现就是实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领导，对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使用甚至占有。作为当今世界具有全球力量投放能力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实现其全球化的过程中极其自然地要使用其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实现美国的全球化目标。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军队更加傲视全球，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目前，美国一国的军费几乎等于排名其后的所有国家的军费。权威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在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7年鉴》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球2006年军费开支总额估计将近1.2万亿美元，美国一如既往地独占鳌头，占据全球军费开销的大约46%。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核力量，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还建立了网络战司令部和太空战司令部，把军事力量引入虚拟世界和外层空间。而且美国军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不是按国内地理区域划分军事防卫区域，而是按全球地理区域划分军事防卫区域的军队。虽然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仍然举世无双。目前美军仍有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驻军多达30万人。2012年1月5日，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在为公布该报告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指出：“美国是世界已知的保卫自由与安全的最强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建立了训练、领导、装备都最好的军队。作为三军总司令，我将继续保持这种传统。”这段话不仅代表了奥巴马政府的立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为确保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建立并保有一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美国企图全方位主导、彻底控制世界石油和能源运输线的战略要点，控制海洋、天空，最终控制外层空间。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安全战略态势。美国利用全球反恐的新形势，对军事战略进行新的调整，以加快美军适应全球化的步伐。具体来说，“9·11”事件对美国安全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非传统安全进入国家战略领域。“9·11”事件打破了美国本土不被战争威胁的神话，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它表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战争形态已不再是唯一的安全威胁形态，在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信息战、走私等非对称性战争构成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态，它已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适时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一是高举反恐的大旗，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恐怖主义宣战。二是重视美国的本土安全。2002年4月17日，美国五角大楼对外宣布，美军将组建其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全面负责本土防御的司令部。同年1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了《2002年国土安全法》，宣布成立国土安全部，这是自1947年成立美国国防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机构调整。与此同时，美国还加紧了本土的安全防范，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其次，以反恐的名义加紧了向世界战略要地的扩张，其扩张的重点地区是中东、中亚、东亚和非洲地区。其战略目的之一是反恐，如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老巢，并借机在中亚获取军事基地，威逼中俄；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则意在石油，如通过伊拉克战争，军事控制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的中心地区；其在非洲的行动，也是意在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并排挤中国在非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存在。近年来，美国日益加强了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如美国加强了在邻近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水域的海军力量。继在非洲东北部的吉布提拥有军事基地后，又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立了军事基地。为指挥美国在非洲的所有军事行动，美国于2007年10月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非洲司令部，美军希望通过非洲司令部，打压和制衡其他国家在非洲的活动，增加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近几年来，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美国渐渐地把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了与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相关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日益加强，军事战略调整也在紧锣密鼓之中。美国军事战略的一系列调整表明，它就是要充分利用反恐为契机，加紧调整全球化形势下美军的新的战略部署，以适应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安全战略态势。

第三，进行军事力量的全球部署以实现军事力量的全球存在，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部署还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依据与盟国的条约把军事影响力渗透到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在“9·11”事件后，表面上看，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问题，美国似乎无暇顾及东盟，但实际上一直在寻找机会与东盟建立密切关系。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利用在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机会，与东盟7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美国又于2006年与东盟10国签署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以期从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全面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为此，美国还“钦点”菲律宾为美国与东盟事务的“首席协调员”。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态势大有组建亚洲版北约的架势。

在吸取“9·11”事件之后的几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后，美国军事当局渐渐不再满足目前的军事打击样式，而不断提出了新的作战样式。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1）濒海作战的理念。随着美国海军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的巨变，美国海军逐渐认识到“今天的战场在濒海，在五大洲陆海交界的地方”。为此，美国海军不断地调整军事战略，先后提出了“由海向陆”“前沿存在”等战略思想。近年来，美国海军又提出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概念。为此，在加紧建造更加现代化的诸如航空母舰之类的大型水面舰只的同时，建造适应近海作战的濒海战斗舰等小型舰只。濒海战斗舰必须具备大洋航行能力，能远距离到达全球需要部署的地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不超出近海几百海里区域内，为部队提供快速机动的高精度、强火力打击支持。

（2）“一小时打遍全球”战略。2006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个小时打遍全球”的战略。该战略要求在未来战争中，美军能够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在一小时之内摧毁全球任何一个目标以及在地球范围内夺取制地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为确保“一小时打遍全球战略”的实施，美国不断加强传统的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导弹体系的建设，不断改进战略导弹体系，建造更为先进的潜艇和战略轰炸机。2008年10月24日，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唐利宣布，美国空军将成立全球打击司令部，专门管理战略轰炸机和核导弹。除了传统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导弹系统，美国还加紧了太空武器的发展步伐，研制超高速空天轰炸机。

（3）为因应全球化时代军事冲突的新变化，美军加紧了军事科技的研发，提出了许多新的战争理念，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太空军事化和网络信息战。2009年年初，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唐利正式宣布成立“全球打击指挥中心”（GSC），并表示“全球打击指挥中心”将确保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确保美国有能力“一次性摧毁俄罗斯或中国所有远程核力量”。2010年4月22日，美国成功将X-37B轨道测试飞行器送入太空，X-37B其实是一架可重复飞行的无人空天飞机，最久可飞行270天；X-37B在轨道飞行过程中，可在两小时内攻击全球任何目标，它装有的“机械手”还可以捕获卫星。以此为基础，美国将会研制出空天轰炸机、空天战斗机和空天运输机等系列作战平台。美国军方文件2008年10月透露，五角大楼正在计划使用“天军”，在两个小时之内将海军陆战队运往地球上任意一个角落。此外，根据新战争构想，美军还将于2015—2020年在太空部署激光和动能武器等，以实现在一小时内打击地球表面的任何目标，并力争将打击时间缩短至30—45分钟。

除了太空战以外，美国还准备利用其领先全球的信息技术，打一场“网络战”。21世纪以来，面对应用日益广泛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美军不断强化网络安全意识。它一边渲染国外黑客或敌对势力对自己的网络威胁，一边加强筹建各军兵种的网络战部队。2002年，布什政府抽调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核心机构甚至盟国的顶级电脑天才，秘密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网络黑客部队——“网络战联合功能构成司令部”（JFCCNW）。2010年5月 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为了打击敌对国家和黑客的网络攻击，美国“网络司令部”于当天正式启动，并于当年10月全面运作。按照计划，整个美军的网络战部队将于2030年左右全面组建完毕。届时，它将担负起网络攻防任务，确保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拥有全面的信息优势。


四、美国应对全球化的启示


鉴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其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必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全球化的动力、速度和方向。认真研究和总结其应对政策以及效果，对于预见当下乃至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尝试进行一些初步的总结。

首先，美国应对全球化的基本政策从经典的自由主义转变到了更加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这在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尤为明显。在克里顿执政时期，美国处于各方面的优势地位，美国大力推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过程反过来对美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说明全球化本身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家应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也积极进行调整和干预，采取了较多保护国内利益的政策（如对跨国公司征税、加强金融监管等），而没有僵化地延续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这也体现出美国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意味着全球化的趋势可能放缓，国际规制和协调可能加强，这可能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加强对全球化的治理。

其次，美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化问题上仍没有足够的全球化、多极化的思维，在政策方面仍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具体体现在布什政府两个任期内遵循新保守主义的思路，推崇单边主义和亲资本的政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没有积极的调整。这导致有人称21世纪前10年对于美国来说是“失去的十年”。奥巴马上台之后，虽然在多个方面已经出现了调整，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如在反恐问题上，恐怖主义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对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秩序的一种极端反应。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认识背景，只是通过以暴制暴，那么美国只会树立起一个越来越大的对立面，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威胁。

第三，美国一直以来都积极推动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但是也在国内积极构建防护网，以保护国内社会免受全球化的冲击。其中也有不符合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措施，比如通过补贴积极推动出口（尤其是保护本国农业和振兴制造业的做法）。这种在国际市场与国内社会之间建立保护和缓冲的措施，对于其国内民众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政策失败导致的教训，特别是缺乏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导致贫富差距趋于严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这种差距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性差别：流动性强的资本要素与流动性弱的劳动要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存在明显不同程度的脆弱性。

第四，美国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予以了高度重视，认识到这是长期有效应对全球化的关键措施。当前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素质对于赢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美国的高新技术优势总体上仍然得以保持，但是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培养大量具有较好知识基础的劳动者，对于创造就业岗位和发展新兴产业十分重要。鉴于多年来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下降，蓝领中产阶级面临失业困境的严峻现实，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政策希望扭曲这一趋势。

第五，由于多种原因，美国应对全球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下降，更多着眼于国内的利益和问题。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美国更加自私，未来的全球治理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第六，美军在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安全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40]

 ：一是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安全战略态势的新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相比已扩大了许多倍。在安全的类型上，既有传统安全又有非传统安全，很多情况下两种安全形态交互影响；从安全的区域范围看，在国家安全之上，又产生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科技革命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这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凡此种种，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当今世界大国中，中国是唯一至今仍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而且与周边国家存在大量的领土之争，并被很多的有核国家包围，近年来又日益被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国家作为战略打击假想敌。同时，在内外反华敌对势力的鼓动下，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依然有激化的可能，反恐怖主义任务仍然不容忽视。可以说，中国既有非常繁重的传统安全问题，又存在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中国必须在安全战略上早作应对。二是根据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国必须重视海空力量的发展。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利益的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海洋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中国要想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就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的海上通道的安全，必须重视对自己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要做到这些，没有强大的海空军事力量是绝对不行的。三是加快新军事革命的步伐。全球化时代是科技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军事科技的发展更为迅速，中国要想在全球化时代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加快军事科技发展的步伐，必须有克敌制胜的杀手锏，中国不仅要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军事战争，而且要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高科技军事实力，形成高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威慑，使对手不敢轻易发动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确保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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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俄罗斯

徐元宫
[1]




一、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俄罗斯



（一） 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初期的状况


1991年年底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独立国家的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遗产之一是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重生产轻流通，把服务部门视做非生产领域，忽视第三产业。1991年，服务性产值占GDP的24%，而商品产值占76%。而在生产领域，又片面重视工业特别是军工的生产。对此，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就指出，苏联解体前军工领域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而且机器设备又陈旧、老化，科技总体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于1992年年初开始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即“休克疗法”，推行价格自由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剧烈而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削弱，俄罗斯并没有迅速地建立起有效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相反造成了大规模的生产倒退、经济混乱。自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俄罗斯经济持续6年衰退，一直是负增长，直到1997年其GDP才恢复正增长，但是受国内外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俄罗斯经济又出现了5.3%的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GDP下降了50%左右。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还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较艰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日益加剧。


（二）俄罗斯国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和认识



1.俄罗斯社会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分歧和争议


1998年俄罗斯《独立报》《今日报》等报刊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月刊《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社于1999年年初主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全球化问题”圆桌会议，同年11月23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举办“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俄罗斯的位置”圆桌会议。此后，俄罗斯社会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多层面论坛和探讨活动纷纷展开。

在探讨的过程中，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分歧、对立和争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态度和观点是激烈反对、抵制全球化。如达辛于2000年在俄《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透视》一文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政治在后冷战时代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季诺维也夫也于2002年撰文指出：全球化是战争意识形态下的幌子，美国及西方世界要以此统治全世界并对人类精神进行意识形态愚弄，把美国化当做全球化，把美国发展模式提升到人类未来普遍价值观的高度，希望人们只追寻全球化，这类手段夸大了西方生活观念或科学技术的普遍性价值，并使人类信息领域中的巨大进步成为意识形态欺骗的物质基础，“西方人没有死光，反而将世界引向了死亡之途”。弗里德曼和库兹涅佐夫在他们合作撰写的《全球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根据20世纪60—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结构和水平的主要数据，论证指出全球化是一种在不断加剧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80%的居民都卷入了这一进程，但是1999—2000年联合国发展报告则表明这期间发展中国家3/5的居民没有达到卫生保健水平，4/5的居民的居住条件不够标准，这让人怀疑全球化的正义性。

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是对全球化持认同态度，主张俄罗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如И.科罗列夫于1998年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第8期上发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明显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特别是国际贸易结算的自由化、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增强等，吸引了更多的国家融入全球化体系。尽管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在加强，但是世界经济的多元化格局也正在形成，因此主张俄罗斯应当融入全球化。《社会与科学》杂志2000年第5—6期发表连载文章，称“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世界发展不可避免的结局”。《自由思想》杂志2001年第1期也刊发文章指出：目前“正是全球化的世界”，这种趋势促进了全球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朝着有序竞争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克服了落后地区信息闭塞、教育落后等不足，能够解决现代化时期和前现代化时期的许多矛盾。В.科瓦廖夫在2000年8月28日《独立报》上撰文指出：“全球化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主流，忽视这种趋势则意味着把自己排除在历史之外。俄罗斯是不应该走这样的路的。”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院士也于2001年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在当代国际社会成为范围越来越广的综合现象，尽管弱化了政府职能却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任何国家的发展若背离这一趋势将会不堪设想，断言“俄罗斯正处于全球化时代”。

在主张俄罗斯应当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俄罗斯知识精英中，不少人还对俄罗斯应当怎样融入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阿布杜拉季波夫于2000年9月15日在俄《独立报》上撰文指出：“对于俄罗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能利用亚太地区的资本、市场和有利于俄罗斯经济高涨而推行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毫无疑问，俄罗斯应该融入亚太……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不断发展的视角来看，要保证俄罗斯的长期经济效益关键在于，使我们的经济能够适应当今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并为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好好利用来自东方的机会……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开发、工业建设是俄罗斯同亚太地区未来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合作点，要充分利用俄罗斯作为欧亚天然桥梁的有利地理位置……希望能成功的把西伯利亚和远东由原来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地区变成俄罗斯繁荣之地。”德米特里特列宁于2002年在《欧亚的终结：处于地缘政治与全球化交汇点的俄罗斯》一文中也指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抑或兼有欧亚特点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论点，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偏见，国家强力不能再靠疆域大小来确定，国家利益也不能通过疆界来捍卫。俄罗斯今天面临着来自西面北约和欧盟的扩张，来自南面伊斯兰文明的进攻，来自东面东北亚国家的迅速崛起，因此俄罗斯的欧洲地区的地位等问题，不全是俄罗斯内部所导致的，而是外来压力凸显了俄罗斯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民族认同问题的重要性。


2.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政府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和判断


在上述两种观点激烈争论、交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化已经进入实践层面并产生了效果，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转向正面认同全球化。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之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越来越趋向于理性而非情绪化地、务实而非抽象地认识全球化及其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俄罗斯社会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争辩及其效果，对于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相关决策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1997年12月17日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在其签署的总统令《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全然没有提及全球化，那么到2000年6月28日新任俄联邦总统普京在其批准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则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优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不广泛参与国际经济联系的体系是不可思议的。”这里不仅提及了全球化，而且明确指出了全球化与俄罗斯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2001年7月下旬八国峰会期间，俄罗斯代表明确表示俄罗斯要积极参与全球化。此后，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更加务实地应对世界变化和扮演自身的角色，突破俄罗斯民族的或者地域的封闭性限制，理性地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俄罗斯的进一步改革和社会转型更加稳健，并注意借鉴、遵循国际社会变革的普遍性经验和规律。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政府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和判断经历了一个前后调整的过程。


二、21世纪以来俄罗斯应对全球化的举措和对策



（一）经济方面的举措和对策



1.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1992年俄罗斯独立以来，社会、经济体制实行了转轨，但是经济发展始终未能摆脱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便是2000—2008年普京两任总统期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增长，资源性产品出口仍然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俄罗斯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性产品的大量出口，这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建立在一种较为单一、脆弱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对此，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如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就曾强调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国家经济应当根据其科技优势来发展。当然，很遗憾，俄罗斯工业使用的大部分工艺设备相对于先进水平已经落后了不只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又强调指出：“俄罗斯在教育、科学、创作上的财富给了我们可以看到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提高我们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力，提高经济竞争力，这种经济不是以开发自然资源速度为基本动力，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比别人更快地使用这些资源的思想和技术。”2008年2月，普京在谈及《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构想》时指出：“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还是未能摆脱能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俄罗斯对进口商品和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导致我们沦为世纪经济的原料附庸，并被挤出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同时也无法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正常发展，国家还会面临存亡的危机，这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为避免事态这样发展，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国家应鼓励企业向技术研发领域多投资，国家对科研事业投入的经费应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应集中于基础科学和科研攻关领域。”可见，其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资源型经济向国家创新发展模式转型。


2.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实际上，早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不久，俄罗斯就已经关注本国的科技创新问题了。如1997年俄罗斯就根据科技部、教育部等机构共同制订的跨部门规划建立了俄罗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主要环节是技术创新中心，专门从事开发成果的完善和商品化经营工作，当年投入规划的资金为5000万美元。但是，在较长的时期里，俄罗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绩效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数量逐渐减少，从1990年的449个减少到1999年的289个。只有10%的企业开展科研活动，2.5%的企业开展项目咨询，15%的企业进行产品试验。只有1/20的俄罗斯企业能够制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这使得专利申请数不断下降，从1993年的32216件降低到1998年的21326件。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科技创新的法规，如《2002—2006年国家创新政策基本原则》《俄联邦2010年前和未来国家科技发展基本政策》等，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规划，如《1998—2000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纲要和实施计划》《2002—2006年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教一体化专项纲要》《2002—2006年俄罗斯联邦优先发展方向研发专项纲要》《2002—2006年国家技术平台》。

俄罗斯政府还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经费支持力度，2005年1月25日总统普京在庆祝莫斯科大学建校2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作出这样的决策，对高端技术和教育给予直接支持，来自政府方面的直接支持，并且我们会长此以往地坚持下去。”2006年5月10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已经着手采取具体措施来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就像人们过去大谈特谈的那样，要让我国经济具备新的素质”，“我们目前需要一个能够产生新知识的创新环境”。俄罗斯政府实施国家支持教育贷款方案，增强学校的金融自主性，建立政府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家向高校投资。俄罗斯政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门拨款1800亿卢布，为推动科技创新又拨款近1800亿卢布。普京指出：“根据政府的特别计划，我们将于2008—2010年在这些领域（高科技领域）投资约6000亿卢布（约合254.4亿美元）。”


3.调整产业结构


普京执政之后，在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2003年5月16日普京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和同年8月25日俄罗斯政府向社会正式公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开始了新世纪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国情咨文的主题是经济翻番，即“十年内我们应该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纲要》则对经济翻番的内涵和具体措施进行了解释，即经济翻番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竞争力，而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措施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纲要》第一次将竞争力界定为“吸收全球经济资源和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能力”，第一次明确地将民族经济竞争力划分为国家管理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人力资本竞争力三个层面；把结构优化和升级界定为提升竞争力进而繁荣民族经济战略举措的重中之重，并且从生产与出口的非原材料化、发展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核心的新经济、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改造和加强国防工业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宏观部署。

应当说，俄罗斯推行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生产和出口的原材料化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如2007年俄罗斯工业总体增长6.3%，其中加工部门增长9.3%，不仅超过工业总体增速，而且也超过GDP8.1%的增速；原材料部门的增长减速，矿产开采仅增长了1.9%。2008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了这一态势，动力、燃料部门增长0.7%，石油开采下降0.1%，天然气开采增长1.8%；机器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长16.4%，出口同比增长58%；化学、医药等加工部门的生产也都保持较高的增速。可利用矿产资源的开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25.5%下降到2005年的9.1%，而加工部门的贡献率则从62.7%增加到82.6%。俄罗斯军工产品的出口由1994年的十七八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1亿美元，2007年约为75亿美元。此外，国防工业生产的民用产品份额2005年为45%，到2015年预计可以达到60%，这些变化表明俄罗斯军转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6.5%下降到2004年的5.5%；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0%左右；200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根据俄学者的预测，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75%—80%。


4.调整外贸结构和外贸政策


多年以来俄罗斯依靠出口资源性产品赚取外汇，同时大量进口国内需要的轻工产品，这种对外贸易结构和对外贸易方式不仅不利于俄罗斯对外贸易效益的提高，而且也不利于俄罗斯本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技术创新。如在2007年俄罗斯出口商品中，能源类产品占67.7%，木材和纸浆占3.5%，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占1.7%，这几类产品共计占出口商品的72%，如果把金属和化工原料计算在内，资源性产品所占比重将会更高，而机器制造业产品仅占出口总额的3.2%。

因此，俄罗斯开始实施限制资源出口、鼓励在俄罗斯国内开展深加工等政策，如2008年4月俄罗斯把每立方米木材出口的关税提高了50%，达到15欧元；俄罗斯还提高了石油出口关税，如2007年8月1日俄罗斯石油出口关税为每吨223.9美元，到2008年8月1日提高到每吨490美元。2008年5月5日，普京签署法令限制外资进入俄罗斯的42个“战略行业”，其中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领域。根据这一法令，外国公司持有俄罗斯矿业开采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5%。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采取措施遏制一些轻工产品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以保护、发展俄罗斯本国产业，努力实现进口替代。


（二）政治方面的举措和对策



1.确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


普京执政之初就明确提出俄罗斯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1999年12月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普京这样讲，完全是针对叶利钦时期政府职能混乱、国家政权体系软弱、国家政局不稳、寡头肆意乱权干政而言的。普京执政之后，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1）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遏止分离倾向。普京通过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建立七大联邦区，设立总统全权代表，并且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2）在国家杜马中形成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确保议会跟政府的合作。2001年年底，在普京的授意下，两个中间派政党“团结”与“祖国—俄罗斯运动”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俄罗斯共产党丧失了对议会的控制。议会跟政府的合作，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有效贯彻和实施。（3）打击乱权干政的俄罗斯寡头，消除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寡头经济和政治体系。曾经一度迫使俄罗斯政府频繁更换总理、能够在俄罗斯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的七大财阀受到了普京的打击和整肃，2000年6月俄罗斯总检察院以涉嫌在圣彼得堡电视台私有化过程中侵吞1000万美元为由批捕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3天后古辛斯基在签署了不离境保证书之后获释。7月20日，古辛斯基签署了将“桥—媒体”公司出售给由国家操控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协议几天后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逃往海外。而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也被迫将俄罗斯公众电视台出售给了另一个大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之后迅速逃往英国。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4）严惩腐败，打击犯罪。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对官僚腐败发出了严厉警告，2003年俄罗斯开展了一场全俄范围的肃贪反腐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和警察。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在2006年5月10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普京再次发出警告：“政界和实业界的某些人无视法律和道德准则，靠损害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一夜暴富……当然，我们今后仍将致力于提高国家机关的威望，仍将支持俄罗斯实业界。不过，家财亿万的富豪和各级官员都应当懂得：一旦他们利用特殊的相互关系牟取非法利益，国家绝不会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普京在俄罗斯恢复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不过，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不是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翻版，而是面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府职能的变革，这种变革促使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


2.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为配合强有力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俄罗斯改革政府机构，以精简机构，优化政府职能。2003年7月，普京在其签署的总统令中，就俄联邦政府机构2003—2004年改革措施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1）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主体所实施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整，发展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2）在政治领域，完成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权限划分工作，使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区域性机关的工作积极主动起来; （3）对联邦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取消各种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重叠职能和权限，从组织上划分经济活动的调整、监督和检查职能，加强国家财产的管理职能，由国家机构向公民、法人提供服务的职能。由于卡西亚诺夫政府拖延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普京于2004年2月24日签署命令决定卡西亚诺夫政府辞职。接任的弗拉德科夫政府承担了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任。经过2004年政府机构改革，俄联邦政府构成精简了十多个联邦部，国家机关工作效能得以提高。


（三）社会方面的举措和对策



1.推进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


俄罗斯政府积极推进俄罗斯社会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以争取俄罗斯社会对全球化问题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为俄罗斯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减少阻力，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如2001年年底俄罗斯原子能部圣彼得堡教育中心举办“全球化的陷阱——西方的版本”研讨会，2002年2月初独联体国家政府、学界、企业界人士在莫斯科举行“经济全球化、地方一体化及其对劳动密集型国家地位的影响”论坛等，这些会议和论坛对于俄罗斯社会全面、深入认识全球化及其对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的利弊影响，达成共识、凝聚人心、有效推进俄罗斯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2.建立“稳定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


长期以来，石油、天然气出口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国内财政收支平衡至关重要，俄罗斯经济对于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出口的依赖日益严重，与此同时，这种依赖对于俄罗斯经济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也日益加重，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波动容易造成整个国家经济和财政收支的大起大落，在苏联时期以及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都曾发生过因为石油价格下跌而造成整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先例。为了从长计议，在现有丰厚能源收入与未来可能出现收入不足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同时也为了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推进国家经济的全面、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俄联邦政府于2004年1月1日建立了稳定基金。根据《俄罗斯预算法典》第13条第1款规定，稳定基金是联邦预算资金的一部分，稳定基金来源于每月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可利用矿产开采税以及部分或全部上一年度的财政盈余。稳定基金的具体收支规定是，基金的基础储备量为5000亿卢布，超出部分可用于其他用途；当原油价格大于每桶27美元（初期定为20美元，2006年改为27美元）时，超出该基准价格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及可利用矿产开采税计入稳定基金。建立稳定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平衡财政收支，积蓄石油部门的超额收入用于弥补未来因石油价格下跌而可能导致的财政不足。

在2007年4月26日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时间证明建立稳定基金的决定是正确的、值得的。我们实现了持续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这利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今天的经济任务的性质要求在保留——无条件地保留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调整稳定基金的职能和结构。”普京提出将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一分为三。其一，储备基金，其目的是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严重下跌时确保俄经济风险的最小化；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货膨胀，这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的提高。其二，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收入应计入联邦财政用于完成大型的社会规划。其三，其余的石油、天然气收入计入未来基金，普京认为，“未来基金的资金应当用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经济，用于改善后代及当代人的福利，正因为如此，将其称作‘国家福利基金’更准确。”

2008年1月30日，“稳定基金”被拆分，当时总额达到38518亿卢布，约合1574亿美元，其中30690亿卢布（1254亿美元）注入“储备基金”，7828亿卢布（320亿美元）计入“国家福利基金”。同年2月1日，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正式成立。


（四）国际交往方面的举措和对策



1.建立经济特区，积极招商引资


2005年俄罗斯通过的《联邦经济特区法》决定建立13个经济特区，其中包括4个技术推广型经济特区、2个工业生产型经济特区以及7个旅游休闲经济特区。2007年年底，俄罗斯修订《联邦经济特区法》，决定增加新的经济特区种类——港口型特区。为了吸引外商和外资进入各类经济特区，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设立联邦基金，为投资项目提供融资，2006—2010年提供投资项目融资185亿美元；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在经济特区里企业利润税为20%（区外为24%），统一社会税为14%（区外为26%）；生产型经济特区内企业可在10年内不缴纳土地税、运输税和财产税，其他类型特区内企业5年不缴纳财产税和土地税；经济特区实行自由关税制度，进入特区的外国产品不缴纳关税和增值税。俄罗斯还组建了国家“发展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集团，吸引外国投资。俄罗斯吸引外资的重点目标是：更新和发展企业生产潜力；发展出口定向生产和进口替代生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和生产；发展运输基础设施等。截至2007年年底，俄罗斯累计利用外资220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46.7%（1014.76亿美元）。


2.扩大对外投资


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以知识、金融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以跨国企业为载体的国际经济新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开展对外贸易，走向国际市场，而对外投资则是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于独联体国家，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两个目的，一是占领市场潜力较大而竞争力相对较弱的销售市场，如移动通信领域，2002年在白俄罗斯开通移动通讯网，2003年收购乌克兰的移动通讯公司（100%控股），2004年收购乌兹别克斯坦移动通讯公司74%的股份，同年又收购了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一家移动通讯公司。另一个目的则是降低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如对独联体国家的有色金属行业和石油、天然气行业进行直接投资。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总体规模较小，并且对独联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对独联体各国直接投资的比例波动较大。2000—2006年在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占据了大半份额。1997—1999年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9%，而在2004—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约12%。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直接投资比例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实力有限、同时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公司的强有力竞争、独联体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而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壁垒等因素所致，如在“基辅动力”“塞瓦斯托波尔动力”“日托米尔动力”公司控股自由化竞拍中，俄罗斯统一动力系统控股公司就输给了美国的爱依斯电力公司丝绸之路分公司。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日渐恢复和不断发展，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年底俄罗斯累计对外投资537.59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321.08亿美元。2006年，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位，占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8.9%，仅次于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俄罗斯国际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增长，同时有利于俄罗斯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因为俄罗斯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国当地开办合营企业或者收购的方式获取当地的技术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优化俄罗斯国内的产业结构，最终推动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增长。


3.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资本、生产、技术、信息和货物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广泛而自由流动，而且使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作为一个实行经济转轨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努力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首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自1992年6月俄罗斯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年合作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如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总额达321亿美元的贷款。在所有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最多，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俄罗斯经济转轨和经济稳定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不过，俄罗斯在享受这种支持的同时，也在国家经济主权方面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牺牲。随着俄罗斯经济日渐复苏和稳定发展，俄罗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

其次，与世界银行的合作。1992年，俄罗斯加入世界银行。俄罗斯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对俄罗斯提供贷款资金。1992—2005年，世界银行批准的对俄贷款项目共有53个，共计向俄罗斯提供了134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俄方已经使用的资金为84亿美元。世界银行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主要被用于电力、道路建设、运输基础设施等领域，还被用于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2）在政策咨询层面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世界银行向俄罗斯政府积极提供政策建议。如2004年4月7日世界银行就向俄罗斯政府提供了一份对俄罗斯各行业财产情况进行调查的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俄罗斯1300家公司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23家大财团控制着俄罗斯1/3的工业、17%的银行资产和至少1/6的就业岗位。整个俄罗斯经济，无论是石油开采、汽车制造还是银行，都已经被以寡头为首的10大公司瓜分。报告建议俄罗斯政府推行反垄断政策来限制寡头们的影响，因为他们阻碍着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发展能力；报告还建议俄罗斯政府解决资产过于集中的问题，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进入竞争。


4.加强与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俄罗斯还积极加入各类地区性国际货币信贷机构和金融机构，开展与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首先，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合作。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俄罗斯所参加的或者与俄罗斯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所有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中对俄罗斯投资最大的银行，如在1991—2002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批准提供给俄罗斯的规划借款总额达140多亿欧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给俄罗斯的贷款大多投向了俄罗斯实体经济部门，如2002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的24.3%用于工业，12.1%用于交通和通讯，26.7%用于电力和开采部门，31.7%用于财政银行部门，1.8%用于农业企业，1.9%用于市政发展。这些贷款对于扶持俄罗斯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与欧洲投资银行的合作。欧洲投资银行是欧盟的一个金融自治机构，其成员国是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根据欧盟的利益要求和政策目标开展业务活动，约有85%的银行总投资用于欧盟国家，仅约15%的总投资用于欧盟以外的国家，因此，俄罗斯从欧洲投资银行获得的贷款是有限的，如2001年3月，欧盟国家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决定由欧洲投资银行向俄罗斯有关项目提供的贷款仅为1亿美元，并且还对这笔贷款的提供设置了一系列附加条件。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在积极争取同欧洲投资银行的合作，以期从欧洲投资银行获取更多的贷款。

第三，与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独联体跨国银行，以及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的合作。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是原先经互会办的金融机构经过重新改组之后保留下来的，原先的经互会成员国通过一项决议保留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从事纯商业目的的业务活动，并进行国际结算。在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法定资本中，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为44.35%，在国际投资银行法定资本中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为44.7%，俄罗斯成为这两个银行的最大股东。

独联体跨国银行是在俄罗斯的倡导下于1993年成立的，其创办者和成员是独联体各国的中央银行，是一种次区域发展银行，成立该银行的目的是根据独联体内部经济和金融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为发展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独联体跨国银行在为独联体各成员国提供相互贸易结算保证和对成员国合资或其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援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于1994年12月签署协议成立的，到1997年1月该协议才正式生效，到1999年6月该银行才开始自己的银行业务活动，该银行主要提供出口信贷，扶持农业部门和加工工业部门的中小项目。

上述四家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银行资本金都比较少，因而所开展的业务活动规模一般也比较小，如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自1999年开始业务活动至2003年的四年间，仅提供了总额为5.29亿美元的贷款。因此，与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使俄罗斯获益不大，然而，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对这些银行注入了较大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是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能使俄罗斯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而能够对区域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施加自己的影响。


5.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自1992年独立以来俄罗斯一直主张展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开放化为核心的转型，打破苏联时代对外封闭的格局，谋求融入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成为新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宗旨之一，俄罗斯领导人认识到，苏联闭关自守囿于狭小的经互会国家圈子的自给自足型经贸关系是一条自绝于993年6月正式递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申请。2011年12月16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在日内瓦正式批准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使俄罗斯长达18年的入世历程最终画上了句号，这一横跨欧亚、拥有1.43亿人口的最后一个重要经济体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柱，在协调各成员国贸易政策和平衡国际贸易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种种国内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俄罗斯最终还是在经历了长达18年的艰难历程之后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对俄罗斯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大有好处，除了有助于俄罗斯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扩大出口等，还会促使俄罗斯进行内部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建设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进而提高俄罗斯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6.积极开展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更加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为2011年12月初在上海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会准备的俄方报告提纲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报告指出：“不完善与亚洲大国（首先是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协作，不考虑该地区其他积极参与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加强俄罗斯东向发展——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系列措施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发展最迅速的这些年，亚太地区处于世界经济力量重新分配的中心，并逐渐成为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分配的中心。这一进程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亚洲国家经济同时迅猛发展”，“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提升的基础在于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只有亚洲国家成功地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为将世界经济拉出衰退的主要火车头。如果说目前亚洲国家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3，那么到2050年，其份额将超过50%”，“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俄罗斯必须转向亚洲，重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们提出的‘西伯利亚项目’已经成为国家未来10年至20年至关重要的现代化任务，其内容应该包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原材料深加工以及在亚洲市场建立农业和其他‘水密集型’产业。为此，需要理性的政府政策，去最大化地吸引外资，为投资者提供最大的优惠和保障。如此一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就可以享有经过俄罗斯加工过的资源以及在亚洲正在相对稀缺的农产品。而中亚国家、中国、印度、朝鲜，可以提供我国稀缺的劳动力。”

事实上，2008年4月，俄罗斯就通过了《2008—2013年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计划投资220亿美元加强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6600公里公路、5100公里输电线路以及2400公里的通信线路，新建17个支线机场和10个海港。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建设无疑会扩展、深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五）法制方面的举措和对策



1.设置经济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


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建立，俄罗斯联邦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市场经济立法。为了保障国家重要规划的实施，以及国家经济空间的统一，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在联邦立法执行情况监督总局内增设了经济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


2.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修改及法律对策


2008年9月以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场危机，其中包括修改、完善一系列法律等反危机法律对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针对信用收缩采取的法律对策。（1）为了确保资金的流动性，2008年10月13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71号联邦法，即《修改中央银行法第46条的法律》，强化了央行权能，将6个月内的无担保融资的供给权赋予央行，央行可以向具有一定评级的商业银行提供最长6个月的无担保融资。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颁布第317号联邦法，将最长时间6个月扩大到最长一年。至2009年3月23日融资余额为1758亿卢布。（2）为了救济银行和企业，2008年10月13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73号联邦法，即《支援金融体系措施法》，赋予开发银行、外经银行两项权利，即对企业在2008年9月25日前借入的外债，到2009年12月31日前，对企业偿还外债有提供外汇供给的权利；对2008年9月25日前借入的外债，开发银行和外经银行可取得企业海外债权人的请求权。（3）为了保护个人存款、提高存款保护上限额度，俄罗斯为了防止存款外流，于2008年10月13日颁布了第174号联邦法，即《银行个人存款保险法第11条和其他俄联邦法令的修正》，规定个人存款保护限额从10万卢布（2003年12月23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77号联邦法，建立存款保护制度，对银行破产时应当百分之百保护个人存款提供了10万卢布的上限）提高到70万卢布。（4）为了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俄罗斯于2008年10月28日颁布了第175号联邦法，即《到2011年12月31日前强化银行体系稳定性的追加措施法》，规定当银行财务出现不稳定征兆，威胁银行体系稳定性和存款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时，央行和存款保险局须积极采取措施防止银行破产，尽快恢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5）为增强资金的流动性，2008年10月28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76号联邦法《中央银行法及证券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央行与国内外的信用机构以及与俄政府之间，在公开市场，不仅可以进行国债交易，而且还可以进行有价证券交易。（6）为了保障流动资金的充足，积极利用国民福利基金。俄罗斯动用国民福利基金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商业银行放贷，二是向国内证券市场投资，其法律依据是2008年10月13日第173号俄联邦法的有关规定。

其次，对相关税法进行修正和完善。（1）对主要出口商品实行减税。如对原油出口实行减税，2008年10月原油出口税为每吨372.2美元，从2008年11月1日起减至每吨287.3美元，从12月1日起减至每吨192.1美元，2009年1月1日起减至每吨100.9美元。从2011年10月1日起，对原油和成品油出口关税税率开始实施新税制：60—66—90。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税制改革促进原油、成品油炼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原油的深加工能力，提高石油行业的经济附加值，并以此达到石油行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增加其财政预算收入，在如，根据2009年1月21日俄联邦政府《关于非合金镍和铜的出口税率的规定》，从2009年1月30日起，对非合金镍和铜的出口税实行无税化。又如，根据2009年1月27日俄联邦政府第65号政府决定《从俄联邦向关税同盟域外出口肥料的特定品目的出口关税规定》，对氮肥和含有氮、磷、钾两个种类以上的化肥的出口税从2月1日起实行无税化。（2）降低法人税。根据2008年11月26日俄罗斯颁布的第224号联邦法《税法典的修改》，从2009年1月1日起法人税从24%下调到20%，与此同时对附加值税实行免税，即从2009年1月1日起，进口在俄罗斯境内不能生产的技术设备，免除附加值税。（3）对能够促进俄罗斯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的进口实行关税减免。如根据2008年11月7日俄联邦政府第813号决定《关于铁屑、钢铁废弃物及压延材料的特定品目暂时性进口关税税率的规定》，从2009年1月14日起9个月内对铁屑实行无税化。再如，根据2008年12月10日俄联邦政府第936号决定《关于天然橡胶的暂时性进口关税税率的规定》，从2009年1月16日起9个月内对特定天然橡胶实行无税化。

第三，减少失业、增加就业的法律对策。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失业率一下子升高，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比前一个季度上升20%左右，截至2009年3月正式登记的失业者超过200万人。根据俄联邦政府第1089号决定，由联邦中央政府向各联邦主体提供财政补贴，决定在2009年度联邦预算中拿出440亿卢布作为补助金交付地方，自2009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些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失业者的就业培训及自我创业等。根据2008年12月30日修改的联邦居民就业法，2009年1月以后企业解雇员工要履行报告制度，企业或者雇佣者须向联邦劳动就业局提交报告，俄政府对企业解雇员工实行严格监督，截至2009年1月14日，12623家企业受到俄罗斯政府的监督，与2008年10月的情况相比，增加了11倍。这些措施对于遏制失业率攀升势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激发中小企业活力的法律措施。2008年7月22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55号联邦法《税法典第2部的修改》，规定了适用于中小企业及个人企业家的简易课税制度。简易课税制度适用的条件是从申请该制度的9个月内总计收入不超过1500万卢布、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企业及个人企业家。适用简易课税制度的企业由统一税取代法人利润税、法人资产税、统一社会税、附加值税。适用简易课税制度的个人企业家由统一税取代个人所得税、个人资产税、统一社会税、附加价值税。简易课税制度的好处是：通过扩大非课税对象范围使中小企业更加活跃。此外，2008年7月22日俄罗斯颁布了第159号联邦法《中小企业赁借的不动产让渡法以及一部分联邦法令的修改》，为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激发中小企业活力，规定了不动产赁贷让渡关系。

上述一系列法律措施和法律政策的出台，使得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避免了银行业的崩溃，稳定了俄罗斯国内金融秩序。


三、俄罗斯应对全球化的举措和对策的中国启示


中俄两国同为从传统的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尽管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远远晚于中国，但是，有着相似转型背景和基础的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及其应对全球化的做法，仍然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争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在应对全球化、出台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和措施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力求获得俄罗斯社会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为此，就要争取俄罗斯社会对俄罗斯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和所推行的措施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俄罗斯政府推进俄罗斯社会对全球化及其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争论，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如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之所以耗时长达18年，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欧盟等外部因素的阻挠和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世的意见分歧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2011年1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办公厅M.A.卡尔米科夫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的那样，“要赢得俄罗斯国内行业代表、政界、学界及民众的支持也需要时间。俄罗斯政府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和自身尊严采取了比较严肃和慎重的态度，这也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进展较慢的一个原因。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均多次郑重声明过，不拿俄罗斯根本利益做交易，如果非要牺牲根本利益，俄罗斯宁可不加入世贸组织。”只有赢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才会比较有效。

第二，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有选择地吸收、采纳智库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俄罗斯政府善于发挥国内智库的作用，重视吸收、采纳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如2008年4月，俄罗斯政府通过《2008—2013年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计划投资220亿美元加强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建设无疑会扩展、深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而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显然与俄罗斯智库多年来呼吁加快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发、建设有关，阿布杜拉季波夫早在2000年9月15日就在俄《独立报》上撰文呼吁“对于俄罗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能利用亚太地区的资本、市场和有利于俄罗斯经济高涨而推行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主张“俄罗斯应该融入亚太”，“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不断发展的视角来看，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开发、工业建设是俄罗斯同亚太地区未来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合作点”，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德米特里·特列宁在2002年也撰文主张俄罗斯应当突破俄罗斯民族的或者地域的封闭性限制，务实地应对世界变化和自身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专家和智库的智力支持和不懈呼吁，才最终有了俄罗斯政府各项应对全球化政策和措施的出台。

第三，强有力的政权体系至关重要。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之后，曾一度削弱了国家政权，俄罗斯政府频繁更换，政府与议会纷争不断，世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之后首先致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遏止分离倾向，建立七大联邦区，设立总统全权代表，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国家杜马形成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确保议会跟政府的合作；打击乱权干政的俄罗斯寡头，消除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寡头经济和政治体系。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才有了可能。

第四，适时调整政策、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如为了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修改、完善一系列法律以及针对信用收缩、为减少失业和增加就业、激发中小企业活力而采取的法律对策，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使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避免了银行业的崩溃，稳定了俄罗斯国内金融秩序，而且使俄罗斯社会保持了稳定。

第五，高瞻远瞩，从长计议。如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俄罗斯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现有的丰厚的能源收入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不足之间建立平衡机制，俄联邦政府于2004年1月1日建立了稳定基金。为了“改善后代及当代人的福利”，俄罗斯政府又于2007年底调整稳定基金的职能和结构，将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一分为三，一部分收入注入“储备基金”，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严重下跌时确保俄经济风险的最小化，同时支持俄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并抑制通货膨胀；另一部分收入计入联邦财政，用于完成大型的社会规划；第三部分收入计入“国家福利基金”。再如，俄罗斯与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独联体跨国银行，以及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的合作，尽管这四家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银行资本金都比较少，所开展的业务活动规模也比较小，跟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使俄罗斯获益不大，但是，俄罗斯还是对这些银行注入了较大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是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能使俄罗斯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而能够对区域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从长计议的做法和措施值得中国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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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国

张萌萌
[1]

 　


一、英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一）英国的综合发展情况和全球化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最新统计，英国拥有约6000万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0.9%，GDP总量占全球总量的5%上下
[2]

 ，目前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英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3]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英国对内及对外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 Stork）居世界第三位，营商便利指数居世界第七位
[4]

 。在同样由世界银行出具的国家治理指数中，英国的绝大多数指标皆处于接近百分的最高标准
[5]

 。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表的国家竞争力指数中，英国位居世界第十
[6]

 。2012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英国排名第28位，处于“高发展水平”，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7]

 。英国是英联邦、欧盟、G7、G8、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等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其军事力量在全球也处于第一梯队,在近年来的国际军事行动中表现积极，截至2007年，海外驻军超过3万人
[8]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英国占据相对优势位置，全球化发展程度较高，并致力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大国主导作用。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国英国是18世纪全球首先经历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在几乎整个19世纪占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地位。经历19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损耗，英国在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被美国、德国等国家超越，失去世界霸主地位。经历20世纪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面恢复时期、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实现了稳步发展。在21世纪初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再次经历执政党变换。英国在国内、国际环境中，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地区都经历大幅波动，但时至今日，仍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表现中，英国的硬实力从20世纪初就开始相对衰落，但其软实力仍在稳步提高。例如，在经济方面，英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断下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英国是受创最为严重并恢复最为缓慢的国家之一，其就业、通胀、利率、赤字等多种经济指标都处于较为危险水平，并在短期内难以回暖。但通过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等反映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来衡量，英国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并总体稳步上升。


（二）英国在21世纪受到主要全球化事件的影响


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些全球化事件中英国积极参与，努力扮演重要角色，并表现出与全球化互动较密切的特征。


1.“9·11”事件与英国的反恐战争


在世界政治方面,“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宣布将开展一场对付恐怖主义的全面战争，并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反恐联盟。英国是美国西方盟国中第一个做出明确表态支持美国的国家。2003年 3月英国又积极参与了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但布莱尔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追随美国的做法引起国内舆论及各方的强烈不满，在经历了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一系列政治丑闻之后，工党政府公众信任度直线下滑，陷入执政后的严重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布莱尔政府坚定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仅没有使英国更加安全，反而使英国遭受更多恐怖袭击。2005年7月7日，伦敦市中心发生连环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交通全面瘫痪，伦敦股市一度应声重挫近3%。2006年 8 月份英国成功挫败一起炸机未遂案。2006年8月10日，伦敦警方有幸破获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蓄谋炸毁由英国飞往美国几架飞机的恐怖活动，才使得英国免遭又一起“9·11”式的恐怖袭击。2007年6月，英国警方又侦破一起伦敦市中心汽车炸弹袭击案件，但随即又发生了格拉斯哥机场汽车撞击事件。英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面临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威胁。在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下,布莱尔不得不承受外交政策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后果，他于 2007年 6 月辞去首相职务。从长远角度看，伊拉克战争及“9·11”后的一系列恐怖威胁也是英国民众在 2010年 5 月大选中放弃工党的主要原因之一。“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对英国的影响体现出英国政治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深远程度，其国际、国内政治都表现出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呼应。全球化事件对英国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国际关系层面，而是深入到国内政治领域，成为国内政治变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2.2008年金融危机与英国的经济衰退


英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改革时期明显上升，不过在90年代的伦敦金融危机（如1992年9月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孛罗斯成功狙击英镑）中略有下降。在工党布莱尔政府期间虽然小幅波动，但英国经济仍然保持在相对高位。2010年前后英国经济达到最低点，目前正在缓步回升。从这一走势可以大致看出，英国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对世界经济的波动较敏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初，英国经济迅速收缩；2008年年底，英国宣布进入1992年以来的首次经济整体衰退，16年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到此停止，在2009年全年呈现负增长，经济萎缩7.1%。从北岩银行挤兑开始，英国多家大型银行相继陷入危机并被陆迫进行国有化改造。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1670 亿英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5%，达到战后以来的最高点；公共债务上升到 8577 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8.1%。经济低迷导致失业率迅速攀升，在2011年年底达到17年来的最高点。此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英国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通胀率高企、支柱行业金融业严重受损等因素，令英国经济复苏之路充满荆棘。金融危机给英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随着失业人口规模的扩大、民众收入逐渐减少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大幅缩减，大众不满情绪普遍高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为免受危机的更大打击，新成立的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推行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但这无疑加剧了失业和社会矛盾。大量失业人口与激增的社会矛盾为大规模社会动荡埋下伏笔。2011年8月，英国发生持续多日的大规模骚乱。青少年服务、公共安全等政府支出削减，导致了事件的爆发和不断升级。骚乱从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地区爆发，在几天内迅速扩展至英国多个主要城市，其间发生多起袭警、抢劫、纵火等案件。这场骚乱造成多人伤亡，经济损失超过两亿英镑。虽然骚乱很快得以平息，但其充分暴露出英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从2011年年底开始的“占领伦敦”运动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延伸。虽然规模较小而且不具有暴力性质，但其体现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是与伦敦骚乱一脉相承的。近年来在英国爆发的一系列骚乱、抗议事件可以说是英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遭受消极影响的集中体现。其间，骚乱等事态的发展，各种不稳定的消极因素的连锁反应，无一不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


3.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并成为现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英国是世界上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和先行者，是世界上较早开始对低碳经济进行探索的国家之一，在实践中制定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一方面，英国是一个岛国，面临气候多变和资源匮乏等问题，因而很重视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英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英国在战后由于实力衰退，逐渐退出世界舞台中心，但并不甘心被边缘化，一直希望能重新崛起，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重新主导国际话语权，气候问题正好为英国提供了契机。英国在努力做好本国治理大气污染工作的同时，竭力希望发挥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给了英国一个机会。近年来英国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此外，英国致力于减排和应对气候问题能为其在国际道义形象上加分。英国在历次国际气候会议和各项气候协议中始终扮演着积极角色，力求获得国际气候问题机制构建的主导权。但同时，英国也认识到，在没有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自身无法左右气候问题大局。因此，英国以欧盟为依托扩大自身影响，推动欧盟提高减排目标，同时在落实资金援助方面也愿意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资金。总体来说，英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举措，为其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发挥大国作用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9]



英国在顺应、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的同时，也受到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消极影响。尽管在21世纪头10年中，英国经历了三位首相任期，执政党在国内三大党派中转换，但英国政府应对全球化的政策趋势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二、英国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及效果


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工业化的完成, 使英国经济空前强大, 19世纪成为“世界工厂”和最大的殖民帝国。然而在经历了近1个多世纪的鼎盛之后, 从20世纪初开始, 英国经济日渐式微,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英国经济已不复昔日荣光。不仅如此,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凭借科技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动力, 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实现了较快而稳定的发展, 而英国在这波发展中进一步落伍了。人们将其原因归结为英国产业结构老化、国有部门比重大、福利负担重、投资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等，并称其为“英国病”
[10]

 。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改革。首先, 推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 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 其次, 推行私有化。完善“非国有化, 鼓励竞争”, 强调发挥市场经济作用, 减少国家干预, 放松了政府管制, 完善市场机制, 鼓励自由竞争,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以调动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 实行减税等措施, 刺激投资和消费。 第四, 改革福利制度, 削减福利津贴, 撤销部分福利机构, 使政府节约了大量的福利开支, 给经济增长卸下高福利的重包袱。 第五, 限制工会的权力, 弱化工资刚性。 第六, 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引进外资等。撒切尔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 实现了英国经济较为平稳且稳中略升的发展速度, 而失业率在调整初期有所上升之后渐渐趋于下降； 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6.849下降至2010年的4%左右, 通货膨胀基本得到了控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给全世界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新的问题和社会背景下，1997年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英国新首相上台执政。布莱尔政府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思路，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权衡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利弊。在经济上，平衡市场与政府，主张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在于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稳定通胀，将部分财政权力从政府转移到央行；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实行从宽税收政策，鼓励长期投资。在社会政策上，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鼓励就业补充失业救济；变国家投资为社会投资，将市场机制部分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强调机会平等，注重人才的培养，重视国民的教育与培训。在国际政策上，主张调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用民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坚持世界主义的多元立场；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布莱尔政府获得两届连任，其间英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失业率、通胀率保持较低水平，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程度都得以下降
[11]

 。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英国在全面经济衰退中泥足深陷，布朗政府未能获得连任，由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组建而成的卡梅伦联合政府上台执政。为应对金融危机，联合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紧缩计划，公共开支全面削减。包括提高学校学费、全民保健系统改革等措施在短期内并未表现出明显效果，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持续动荡。虽然目前英国经济已缓慢恢复，但人民的愤怒情绪和多种社会矛盾仍未得以平息。联合政府忙于应对金融危机，仍未提出系统性的政策框架。

总体来说，英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无不致力于提高本国竞争力，创造更好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增加本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性，缓解社会矛盾，抵御来自全球化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一）在经济政策方面，致力于提高本国竞争力


（1）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布莱尔、布朗和卡梅隆三届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的思路基本没有改变，总体趋势是减税。其中包括降低公司税，意在提高企业的自主性，从2010年开始，公司税在26%的基础上每年递减一个百分点，并将持续到2014年，这将使得英国的公司税在欧洲地区达到最低水平；将资本收益税维持在18%，处于世界多数发达国家的较低水平，鼓励资本收益；为个人所得税设封顶值，以5万英镑为标准，不过这将使得富人更为富有；对中小型企业实行19%的单一税率，小企业第一年还可享受设备资本性补贴50%的待遇。

（2）通过税收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允许大公司享受研究发展项目税收优惠，鼓励500人或年收入1亿英镑以上的大企业每年增加30%研发投入；通过“专利税务措施”（Patent Tax Measures）鼓励专利发明与申请。

（3）简化公司法，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英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4）在财政支出方面，致力于尽可能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和政府开支，以减缓政府财政压力。如通过对“全民健康系统”（NHS）的改革，减轻政府负担。

（5）增加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缩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论证程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通过对科技的投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推出了“国家道路战略”，投资开发北海大陆架石油；实施“北方中心铁路计划” ，建立英国航空动力学中心，支持航空空间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建设计划。

（6）鼓励外国企业到英国投资，在英格兰设立11个经济开发区，通过提供服务，包括简化建筑规划手续等手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保证新老投资者享受同样的待遇，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机会。


（二）在国际政治方面，谋求建立世界大国地位的政治框架


“三环外交”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为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三环包括与英联邦关系的“帝国环”、英欧关系和英美关系，其中英美关系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重点，历届英国政府都基本上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外交基调。“三环外交”旨在希望借助广泛的国际联系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它表明英国外交既想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与其传统的利益观决裂。这不仅是丘吉尔个人的外交政策构想，其核心思想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所继承。


1.英美关系：保持和巩固“英美特殊关系”


1946年,丘吉尔第一次提出英美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特殊关系”。1997年布莱尔出任首相后，秉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历届政府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政策连续性，希望通过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继续彰显其大国的地位和作用。鉴于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英国显然无法单独施展威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附美国，积极利用美国在全球的强大影响力，从而发挥英国的“枢纽大国”作用。2010年联合政府成立后，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重新评估英美关系, 认为“特殊关系”这一词汇“有误导成分”, 建议不再使用。现任首相卡梅伦一直批评工党政府追随美国,认为英国的对美关系应该是“牢固, 但不盲从”的关系。联合政府虽然表现得“要和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展示英国的自主性”，但是实质上对美外交并没有减弱。

英美关系的这一发展轨道，取决于双方相互依存性和国家利益分歧的双重性。英美双方在外交方面互有需求，但双边关系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中。英国政府积极维持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借助英美关系抬高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二是通过英美关系来使英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并在“国际上发挥重大作用”；三是通过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来寻求全球化下巨大的经济利益。从美国方面来看，也仍然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行自己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英国是美国应对“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砝码，利用英国在欧洲国家中的影响力来减少实现美国对外战略时的阻碍。因此，只要英美之间在彼此的全球战略中依然保持相互依存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就存在着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英美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又表明两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分歧。为了加强外交政策自主性和英国国际地位，英国力求在世界的多极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英国表现出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更加热心的态度，希望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利益，加上对国际政治趋势的判断，英国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同传统盟友之外的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会减少英美“特殊关系”在其整体外交中的分量。然而维系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基础和共同目标尚存，长期密切合作形成的成熟关系可以消化英美关系在某个层面出现的困难和波折，从目前看来还没有迹象显示两国目标追求出现严重分歧。此外英美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英国希冀追求同美国的“平等”关系难以短时间内实现，英美“特殊关系”实质不会发生变化。


2.英国与欧盟关系：争取欧盟领导权


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与欧洲大陆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显然非常重要。在英国的传统外交中，欧洲在“三环外交”中居于核心位置。融入欧洲可以“使英国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得到的成功要比英国脱离欧洲带来更多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英国在欧洲是最强大的，那么它在全世界就更为强大”。因此，布莱尔一再强调“欧洲的”，“欧洲是今天英国可以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要发挥其作为全球性国家的历史作用，英国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部分”。然而，布莱尔政府并不想使英国完全融入欧盟，担心会限制英国的全球性作用。英国与其他成员国因此在一些具体利益上不断产生分歧。虽然布莱尔政府将美国和欧洲都作为对外政策的重心，试图谋求在美欧间维持一种平衡策略，然而“平衡”并不意外着等距离。布莱尔政府执政初期在对欧政策上采取的一些积极举措，使美欧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使自身在欧盟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相比较而言，它依然更为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卡梅伦联合政府对欧基本上采取务实的方针，在经济上加强同欧洲各国发展商贸关系，促进国家经济复苏；在政治上和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加强合作与协调，但是是否拥有共同利益决定了他们关系的亲疏远近。在欧盟的问题上，英国希望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一名活跃的成员国，支持欧盟扩大，但是总的来说，随着欧盟整体上实力的增强，卡梅伦联合政府与欧盟主要国家不会因在单个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而影响整体关系，英国与欧盟在历史和现实利益的牵绊和在诸多问题上相互借重将使它们在今后博弈过程中更加务实理性地看待对方，因而英欧关系会在稳健运行中向前发展，较大幅度的波动可能性较小。欧盟近些年实力的增强和英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使得联合政府有更加重视欧盟的趋势，尽管持疑欧论的保守党主导联合政府对外政策，新政府为了国家利益仍坚持务实的对欧政策。英欧关系有密切发展的一面，也有矛盾凸显的一面。


3.英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现实主义出发，积极推进国家间合作


香港回归后，英国是与中国外交关系最为良好的发达国家之一，表现了一种通过合作谋求共荣的开放态度。中英关系发展总体上呈现积极稳定态势，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不管是布莱尔执政还是布朗担任首相，英国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扩大在华市场准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来振兴国内经济。在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背景下，中英财经、战略、教育等对话交流机制顺畅，各领域务实合作扩大，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符合英国发展贸易的目标。联合新政府因面临重振国内经济的重任，发展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关系成为新政府格外重视的事情。因而卡梅伦政府特别希望发展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关系，英国奉行的对华积极政策不会改变并将持续发展下去。中英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不过人权等观念差异依然是困扰两国关系的因素。


（三）在社会政策方面，减少对福利的依赖，提高工作的动力，但仍维持着社会福利的普遍性


英国是资本主义大国中第一个进行福利国家实验的国家。它的福利保障制度相当完善，是福利国家的典范。英国政府早在 1601年就颁布《济贫法》这一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法律，其中要求向拥有教区和房产的人征税，所征得的税收发放给无力谋生的人，同时负责组织失业的成年人从事劳动等。但是英国现行的福利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英国工党政府创立的。战后工党政府采纳了“贝费里奇报告”，并在该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社会福利的方案，这些方案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基本框架。20世纪70年代，英国传统的福利制度陷入了危机之中。主要表现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幅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据统计，1960—197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2.6%，而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增长率则高达5.6%，高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一倍还多，有一半以上的负担由政府承担。在1989年达到52.93%，这个比例在当时欧洲国家中属于比较高的。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执政后，针对福利制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强制所有企业推行养老金制度并将其养老金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福利的支出；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积极鼓励企业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压缩教育经费，削减教育预算，等等。以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传统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相反，还引起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1998年，布莱尔工党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的绿皮书，宣布了新福利制度的原则：以‘工作观念’为中心重塑福利国家；公私合作办福利；提供优质公共教育、保健和住房服务；提高福利制度的效率。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工党政府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与改革。布莱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采取了比较缓慢的改革步伐。


1.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痼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失业人数也在不断地增长。失业者包括单身父母、残疾人、年轻人和长期失业者等。失业与贫困的关系通过无工作的家庭来体现，1979—1996年，无工作者的家庭数量从不到工作年龄段家庭的 1/10 增长到将近 1/5，总共有 340 万无工作家庭，1/6 的家庭接受按经济状况调查的救济。面对这种状况，布莱尔指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仅仅依靠对失业者的资金救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失业的年轻人在一定的期限提供多种再就业的机会，还要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教育、就业和社区服务的措施，提供就业培训以及个人化建议、咨询等帮助。这些措施对年轻的失业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参加这些培训而停留在依赖救济上将会受到减少救济的处罚，即采取保守党政府的取消求职者津贴的措施。同时工党将这项措施与更为积极地寻找工作结合起来了，为那些需要儿童看护和培训的单亲家庭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这项措施在年轻人中得到很好应用后又逐步推广到其他的一系列领域，但是“对年轻失业者的新政计划迄今资助是最丰富的，启动时就有 26.2 亿英镑，而针对长期失业者的新政仅 4.5 亿英镑”。这说明新政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这与前政府的主要对象是长期失业者形成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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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计划表明了工党对全球化下福利政策的新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工党处理贫困问题的基本战略，工党认为救济不能去除贫困的根源。


2.最低工资


实行最低工资是布莱尔政府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减少政府的福利开支，促使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去就业；减少失业贫困，鼓励雇主进行投资培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了最低工资，纳税人就不用再通过家庭信贷的方式对低工资实行补贴；最低工资还能减少雇员跳槽，促进培训投资，并有助于激发雇员的积极性。因此，工党把争取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作为自己的一种目标，并在政府中建立有企业代表参加的最低工资问题委员会，研究建立适应英国经济发展的最低工资制度。1999年推出最低工资制度，使 200 万人受益，其中包括 130 万妇女和 20 万年轻人。这一制度加强了对社会弱势群体（儿童、退休老年人、残疾人）“收入扶持”的力度，并对低收入的家庭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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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工党执政的 8年中，尤其是在欧洲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英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增长的势头，使政府有能力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时至今日，英国政府一直坚持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体现了对弱势群体进行扶持和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险的福利思想。


3.养老金改革


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国也在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为了降低养老金昂贵的管理费用，使得低收入者在退休后能领取到满足生活需要的养老金，英国政府建立了低成本的“存托养老金计划”。该计划可以由雇主、商业机构、工会组织等共同提供，雇员定期拿出一部分收入存入他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由供给商负责账户积累资金的管理，当雇员达到退休年龄后可以用积累的余额购买年金。政府要求“存托养老金计划” 收取相当低的费用，但是要按照职业养老金计划的规范来进行管理，这就难免使养老金计划的供给者产生入不敷出的费用问题，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减少其税收的优惠措施，来激励私人部门参与 “存托养老金计划”。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工党政府扩大了养老金的覆盖率、减少了老年人的贫困数量。通过改革英国的养老金制度基本稳定了下来。同时，随着“最低收入保证”制度的实行，英国基本养老金计划在老年人生活保障方面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

在完成“结构性”养老金计划建设后，养老金的“安全性”问题也成为英国未来制定养老金政策关注的重点内容。长期以来，有些人专门从事保险欺诈，在英国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社会保障号码数量总是大于英国现存人口的总数，这些超出部分的社会保障号码只有一部分是合法的。例如，有些人使用其死去配偶的养老保险账号领取养老金，他们用的养老金账号有相当一部分是空号，为了杜绝这种现象，1997年 7 月新工党政府制定了反欺诈条例，打击有组织的福利欺诈活动。总之，20世纪90年代英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线是：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加到养老计划中来，并且不断地规范私人部门的养老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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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是布莱尔政府赢得连任的关键政策举措之一。在布莱尔上台后，他认为医疗服务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国民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期望，陷入长期供需的矛盾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英国一直存在着医疗服务和健康不平等的情况，而且不同地区的健康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人经济、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其享受医疗服务的质量都有显著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问题，新工党上台伊始就把公平享受医疗服务视为医疗改革的突出特点，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综合治理这种不平等问题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所有与健康相关的政策都要事先评价其对健康不平等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2）应该特别重视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健康问题，因为儿童阶段的健康状况对以后的智力和身体发育都会产生巨大影响；（3）必须采取措施缩小收入不平等问题和提高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因为调查证明家庭收入与健康状况有直接联系；（4）一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政策并不能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水平。新工党还针对这些不公平现象出台了两个纲领性文件，即 1997年的政府白皮书《我们更健康的国家》和 2000年的国家医疗服务（NHS）白皮书《NHS 规划：投资改革》，强调要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共同来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同时，还指出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很多，如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本身的问题。为此，政府建立审议机制，确保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共同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新工党在医疗改革中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由中央政府制定医疗服务的基本框架和医疗“指针”，中央政府鼓励创新和推广医疗经验，并加强中央政府的监督和医疗政绩的考核。而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增加对国家医疗服务的投入，1997年之前的 20年间，国家医疗服务的实际财政支出一直保持在每年3%左右的增幅，而 1997—2001年的年增幅提高到6.1%，并在2002/2003—2007/2008提高到7.4%。1996/1997—2004/2005国家医疗服务财政支出从330亿英镑增加到670亿英镑，增幅为近30年的最大增幅。为了确保公共支出物有所值，新工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大了对医疗机构硬件实施的建设，如制定了国家医疗标准、明确了健康目标、扩大患者的选择权利，并引入竞争机制，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提高医疗水平
[15]

 。

2007年布朗上台后，基本延续了布莱尔政府的改革。2008年面对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布朗政府为了巩固工党的执政地位，开展了一系列的福利服务工作。但这些努力并未获得明显成效，工党在2010年的大选中还是失去了执政地位。新上台的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其中就包括提高高等教育学费、减少救济补贴人口、改革公共医疗以降低政府负担等措施。这些削减福利的政策，是英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也反映出联合政府与工党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从目前来看，福利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社会矛盾激增；但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政府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不但是英国政府，也是多数西方福利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四）在文化政策方面，不断巩固和提高国家“软实力”



1.巩固和推动英语全球化


英语对于英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至关重要。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60多个国家以英语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可以说,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像英语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地流行, 成为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2500多个民族, 6000多种语言中最强势的语言。英国在开展文化外交、提高本国影响力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和教育，把对外英语教育摆到文化外交的首位，尽可能地满足各国对英语教育的需求。英国文化协会共在51个国家设立了118个英语教学中心，为超过35万的学生教授英语，并负责管理世界各地对外英语教学、培训和考试事务。它们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小学之间建立了2700条链接，将世界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小学生的英语教学联系在一起，目前有超过1000万英语学习者享受着它们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源。英国设立在缅甸的图书馆每年吸引了超过 25 万的人前来看书；在津巴布韦的信息中心则吸引了25万人前来参观；在印度，他们培训了75万英语教师，帮助当地政府提高数百万年轻人的英语水平；在伊拉克，它们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了完整的英语教学体系。可以说，英国充分认识到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对于自身的重要意义，并积极推出一系列举措巩固和提高英语的语言霸主地位，使之成为本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强留学教育


在推广英语的活动中，在国外的英语教学项目引起了所在国和地区的学生对英国的兴趣和向往，吸引了45万外国留学生去英国读书，为英国经济提供了85亿英镑的收入。这些学生中有一些有可能在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将为英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动力。为了促进英国的对外教育交流，布莱尔在1999年6月亲自提出“首相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推广海外学生到英国来留学的计划，并促进教育机构之间的各种合作与交流，目的是鼓励更多的海外学生来英国接受教育，多做学习和交流。这个以“首相”冠名的项目为英国文化外交中的教育交流提供了指导和支持，从一推出就受到了广泛欢迎和信赖，主要取得了以下三方面成果：

一是规模不断扩大。“首相计划”在世界上超过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推广英国教育的专门团队。在英国的全日制学习的学生总人数当中，有14%来自海外；在研究生层次的研究课程当中，有大约43%的学生来自海外。在英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万名，其中大约5万人在读高等教育的课程，其他的学生则在延续教育学院、独立学院、高中、语言学校等学习，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做准备。二是专业性不断提高。“首相计划”为在英国的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便利，如简化海外学生申请英国签证的程序，启动毕业生实习和工作的计划，更加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方向等。三是开发了英国教育市场的推广品牌，“首相计划”的具体标识渗透和体现在每个工作环节当中，包括网站、展览和举办的各种活动等。对于英国来说，这种教育交流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出口的产业，实际上也让他国的学生和公众可以更好地理解英国文化的精髓。

总之，发展留学教育对于英国本身具有多方面意义，在为英国创造巨额收入的同时，也为本国吸引了大量高级人才。同时，对于宣传和拓展英国价值理念、制定国际规则、改善英国国家形象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3.鼓励创意产业


英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创意产业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关注音乐、艺术、时尚、商业、体育、技术和街头文化；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等有关方面逐步加强机制建设；推动各种与创意有关的主题活动的开展；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营销等方面实施系统性扶持，为创意产业提供各种机会，并推动相关机构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如今，英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其创意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年均增长速度为12%。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意产业为英国对外政策的推行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为本国传播和改善形象、与他国政府建立长期友好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管理和支持国际媒体


英国的媒体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向来不容小觑。多年来，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不断挖掘其表现力和影响力，充分实现媒体的外交功能。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它既是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也是世界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BBC目前经营8条电视频道，10条广播频道，以及直接由英国政府出资经营以43种语言作全球广播。BBC世界电台周听众数量多达1.49亿，并且连续6年保持在1.45亿以上；BBC世界频道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覆盖2.79亿户家庭和100万间宾馆房间；2009—2010年，BBC共创收约47.5亿英镑，仅BBC世界频道就创造了14.5亿收入。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媒体力量，英国政府为了将其纳入公共外交的轨道、发挥其媒体外交的积极动力，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手段和支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监管的加强。一方面给予BBC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赋予BBC媒体外交的职责，在符合政府公共外交要求的大方向下开展业务，如果发生相违背的情况，政府可对其“停业清理、迫使其解散”。其次是明确BBC在政府公共外交上的战略目的：“让英国走向世界，对世界介绍英国。”期望通过BBC网站在网络领域中代表公共利益，宣传公共责任、公共权力、公共道德、公共文化等，这些都包含了公共外交的内容。最后是业务指导和资金支持。作为推行媒体外交的重要实施者，政府大力支持BBC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其中，BBC网络传播渠道的建设就一直贯穿着政府的指导、推动和支持。BBC近年来一系列技术的研发，无一不倚靠着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为了承担起政府交予的媒体外交任务，同时也更好地贴近外国听众、观众和网民，更有效地传播英国的良好形象，BBC试图在自身的独立客观性与服务的公共外交目的之间取得平衡，在运作形式上也不断反思、改革、创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策略。首先是建立新闻专业规范，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杜绝政治性播出事故的发生，将自身的从业标准与政府设定的宣传纪律结合起来，以扫除自身发展的障碍，积极向媒体外交主体的角色转换。其次是力求展现客观公正性。使外国公众将BBC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英国联系起来，于潜移默化中将“客观、公正、全球视野”等印象和评价加诸英国，增加他们对英国的好感。最后是对本土化的强调，让节目以受众所熟悉和喜爱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利于拉近彼此的距离，提高受众的接受度和欢迎度，从而在媒体营销中达到外交宣传的目的。

通过英国对BBC这一国际传媒巨头的引导、支持和管理，以及BBC自身的发展理念，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对现代传媒的重视程度。对于BBC这一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传媒机构，英国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扶持、巩固其现有地位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其传播平台，宣传英国国家形象、文化价值理念，这对于巩固和提高英国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英国应对全球化的举措和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和前世界霸主，英国在较早时期已经经历过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英国曾经既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又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在应对全球化方面，英国提出了比较成熟的经济政策和举措，这些举措因为经历较长时间的考验，已经日趋成熟，这使得英国在不断受到来自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大国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其影响力。这些经验对于同样日益受到全球化浪潮激荡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面对全球化对本国经济的挑战，英国政府致力于提供宽松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在一个逐渐成熟的经济系统中，不能单纯依靠粗放的资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应通过修正、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税收制度来调节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可持续的稳步增长。

在外交政策方面，英国一直遵循比较现实的国际政治理念，根据本国利益，以多元世界结构为认知基础，与世界各极力量发展积极、稳健的外交关系。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其处理与美国霸权力量、欧盟不断增强和联合的力量和新兴国家关系的思路和原则对我国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其针对国际合作，尤其是重视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举措，尤其值得借鉴。

在社会政策方面，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由于经济衰退和主权债务危机等原因，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受到很大影响，但其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经验，对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英国历届政府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致力于提高本国人民的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建设一个积极的福利体系，不是一味地消极补贴，使人们在享受福利时感受到福利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自立和自助的途径。这一系列的理念和举措经过长时期的考验，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在尽可能扩展福利覆盖范围和效果的同时，也应控制政府负担，平衡政府与个人权责关系，建立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使福利系统的运作、经营进入有保障、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在文化方面，英国注重利用现有资源，包括作为全球应用性广的英语、成熟完善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发达的国际媒体网络和新兴的创意产业，在保持“文化大国”地位的同时，通过政府行为和产业模式不断拓展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以文化为承载，构建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利用新技术媒体平台，拓展在全球内的发声渠道，使文化成为外交手段之外另一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我国在近年来同样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国家“软实力”,但在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实践手段上刚刚起步，仍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英国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经验，无疑对我国增强国家“巧实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正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尤其是其中的“硬实力”近年来显著提高，但如何取得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上升趋势，实现与经济等硬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避免由全球化带来的过度冲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英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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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德国

李以所
[1]




一、德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一）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全球化水平



1.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2]

 德国是欧洲经济表现最为强劲的国家，一直被视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3]

 。2011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万亿欧元，位居世界第4位。德国人口约8175万
[4]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5万欧元，世界排名第19位
[5]

 。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德国经济并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受到严重冲击；2010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较之2009年增长了约3.7%，是继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后20年以来德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德国也因经济的强劲反弹而成为当年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最高的经济体；2011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

为应对金融和经济双重危机的打击，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救助措施，这使德国国债数额急速攀升，201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较2007年的65%有较大幅度上涨。

全球化进程中的德国德国的就业情况受危机的影响不大，在2011年第3季度德国就业人口达到4120万，比2010年同期还增加近50万人，增长率达1.2%。相应的其失业率仅以微小的幅度从危机爆发当年的7.8%上升到2009年的8.1%，在2011年失业率已经降至7.1%，为10年来的最低点。

2008年德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6%，创过去14年中历史最高水平。而因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在2009年就骤降为0.4%。之后再次缓慢上升，2011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

在德国经济中，工业产品生产和第三产业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原材料以及农产品生产则占极小的份额。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73%的就业岗位是由第三产业部门提供的
[6]

 。2011年服务业创造70%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余部分来源于工业产业。农业仅有2%的从业人员，总产值比重大约1%。德国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电子、航天、汽车、精密机械、装备制造、军工等。德国产品以品质精良著称，技术领先，做工细腻，但成本较高。

德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对德国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口贸易。在2009年被中国取代之前，2003年至2008年德国贸易出口额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被誉为“出口冠军”。在继被中国赶超之后，2011年又被美国赶超屈居第三位。2011年德国出口总值约为1万亿欧元，同期进口总值为9千亿欧元，贸易顺差达到1600亿欧元。


2.德国全球化水平


根据KOF数据，2003—2006年全球化指数，德国排名分别是17、18、21、18，基本稳定在前20名靠后的位置。2007年德国的全球化指数向前进了三个位次，列第15位。2010年则再次回到第18位。2011年的数据显示，德国全球化指数的综合排名为第16位，其中经济全球化指数排28，社会全球化指数排12，政治全球化指数排18。根据上述排名，基本可以得出德国是全球化水平较高国家的结论。同样在安永全球化指数排名中，2010年与2011年德国排名分别为16和14，也直接说明了德国具有较高的全球化水平。在考虑各国参与军售的情况和生态足迹因素的情况下，Pim Martens & Daniel Zywietz的全球化指数则给了德国更靠前的排名，如2005年德国位居第8位。


（二）21世纪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



1.“9·11”事件对德国的影响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恐联盟迅速建成，德国总理施罗德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一切支持与无限声援
[7]

 。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军事行动上的谨慎态度，德国开始在宪法框架内尝试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反恐运动，以树立其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并承担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同年冬天，联邦议会决定向海外派兵参加反恐行动，从吉布提到肯尼亚再到喀布尔，迄今已有约1万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在执行各项国际维和任务。尤其是在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中，基于历史原因
[8]

 ，德国发挥了非常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在积极参与反恐运动的同时，德国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开放式的国家与社会较之封闭型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自己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和薄弱之处。由此德国开始省思并调整其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安全的观念与政策。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德国的这些调整首先就表现在对其国内反恐法律的改革上。在相关法律改革的过程中，德国较为出色地解决了在维护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有效打击和预防的问题。这使德国人的解决方案有别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模式”
[9]

 和英国的“紧急状态模式”
[10]

 而成为国际反恐领域内的典范。除去在法律制度上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德国还从文化层面反思恐怖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而极力倡导并推进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这种较之战争等强硬手段更柔性的沟通方式，为在更深层次上根本性解决恐怖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008年金融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随着美国四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的破产，始自2007年秋天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了高潮，同时也拉开了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序幕。2008年第4季度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受到显著影响，金融部门首当其冲，各大银行流动性匮乏严重
[11]

 。鉴于高达47.2%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德国受到危机的影响非常惨重。2009年德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2008年较下降4.7%，成为自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出口下降了14.3%，统计失业人数增加了 16.4 万人，失业率从7.8%升至8.2%。考虑到经济衰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时各界普遍预测在2010年德国的失业率将会飙升到10%左右，失业人数会比2009年增加100万，达到440万。但德国经济在2010年的实际表现却是出人意料的优异，除去实现了德国20年以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最高增长率外，失业率不升反降为7.2%，甚至还出现了就业的“小高潮”。令人惊叹的是，上述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并非偶然加意外，在2011年德国经济增长势头得以平稳延续，而且德国这种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创造的类似于经济奇迹的好成绩是在极低的通胀率之上取得的。德国的消费价格指数2009年仅上涨0.4%，2010年升至1.1%，但这仍低于欧盟规定的2%的警戒线
[12]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德国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其经济体系并未遭受根本性的破坏。具体来说，其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仅局限于德国的出口型产业，其内需型产业基本没受影响。在出口型产业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德国的汽车工业
[13]

 。作为排名世界第三的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是德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每年都为德国出口产业提供最大的支撑和驱动。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德国对其海外最大市场美国的汽车出口严重受挫，市场需求下降，造成生产迅速压缩和盈利预期的降低，奔驰公司在2008年年底甚至直接停止生产一个月。尽管海外市场持续低迷，但在德国政府推出汽车置换补贴计划之后，国内市场却很快得以恢复。此外，受到较大影响的还有机械制造产业，2008年10月，该产业的订单同比下降了16%，是德国进入21世纪以来行业订单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德国的建筑产业并没有受危机冲击而萎缩，甚至在2008年还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同样还有德国的机床制造工业，2008年尽管该行业的出口额有所下降，但因国内市场的强劲需求，其在国内的市场销售额却取得了最近五年来的最好业绩。
[14]



第二，金融危机对部分银行冲击较大，但没有动摇德国金融体系的根基。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德国银行体系所持不良证券的规模接近3000亿欧元。由于大量投资美国次级债券，提供中小企业融资，另外也从事不动产融资的德国工业银行（Deutsche Industriebank, IKB），成为德国首家被爆出受美国次贷危机牵连出现巨亏的银行。同时随着危机的深入，德国地产融资抵押银行（Hypo Real Estate, HRE）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濒临破产的境地
[15]

 。除去这两家银行，德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还有几家大型的私有银行，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德累斯顿银行（Dresdener Bank）和商业银行（Commerzbank）以及个别的州立银行
[16]

 。尽管这些银行的问题非常严重，但由于那些业务主要在德国国内的公有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的情况相对较好，坏账较少，所以虽然出现亏损的银行较多，但没有出现银行的倒闭潮，因此德国的金融体系并未受到根本性破坏，金融市场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第三，金融危机对原西德地区影响较大，对原东德地区影响较小。因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受金融危机影响也自然不同。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一般都会非常繁荣，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业务则会较少。故而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首先冲击的就是发达地区。同时从银行业务重点来说，参与国际业务的银行大都分布在原西德地区，而在原东德地区的银行则以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为主。另外，从出口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来看，原西德地区也要大于原东德地区。

第四，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指标的下滑，但没有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活
[17]

 。经济指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口和投资的大量减少。而如前所述，德国国内市场需求依旧很稳定。不用人为拉动就能够相对保持正常水平的内需，可以充分证明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3.糟糕的劳动力市场和移民问题对德国的影响


德国的失业率和就业水平在21世纪以来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出现大的波动
[18]

 ，但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却逐渐变得有些糟糕
[19]

 。但联邦经济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在给出的咨询报告中并没有把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直接归咎于全球化，该报告指出：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必须接受全球化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很明显它们的失业率是低于德国的
[20]

 。对德国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一直就是其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而全球化只是加大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压力。全球化意味着对外经济框架条件的改变，它要求德国国内相应的经济部门都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其中劳动力工资和工资结构的灵活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因此开启了劳动力市场改革
[21]

 。

德国的低技术工人（Geringqualifizierten）的工作位置受全球化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其工资成本过高而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却表现一般的情况下。德国低技术工人的失业率在2004年曾经超过了20%，这比1994年要高出7%。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10.4%和12.9%。这些数据表明，低技术工人在德国的就业问题不容乐观
[22]

 。当然低技术工人在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仅是一个很小的边缘群体，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国家，其在德国的人口比重中所占份额很小。这个特殊群体的失业率之所以作为一个指标被考虑并分析，是因为在很多其他国家该群体在人口比重中所占份额很大。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给德国低技术工人群体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要比其他群体要大。尽管如此，全球化也不是该群体就业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原则上，受教育水平越低，受到失业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的提高，较之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分工，在低技术工人失业问题上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3]

 。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之间的跨越国境线的移民现象被大大地推进了。同时发达国家的人才竞争战略也加速了各种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在21世纪以前，无论是德国政府和各大政党，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都不承认更不接受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24]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德国已经是移民国家的现实，德国政府已经开始转向，逐渐修正其在政治上对这个现实否认和拒绝的态度，而开始尝试从法律意义上承认德国作为非典型移民国家的社会事实，并对相应的移民政策和社会政策做出调整
[25]

 。另外，由于高税收制度而导致的本国人才外流，也使德国劳动力市场长期面临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该问题特别突出。

全球化肯定会带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也不能高估外来移民问题对德国国内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很多德国普通民众都会将失业率与外来移民的问题做直接联系，进而对全球化持批判的态度。毋庸讳言，德国部分制造业向低工资水平的国家迁移和外来劳工会引发劳动力过剩的可能性，外来劳工在扩大当地劳动力供应的同时，还会使当地的工资水平下降。这些都将对德国低技术工人产生威胁，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准，从而在一个过渡时期内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但这些还不能够充分证明全球化给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联邦统计局2004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大约有180万登记在册的外来劳工在德国生活
[26]

 ，他们主要来自中东欧地区，其中还包括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劳工，他们以客籍工人或难民的身份已经在德国居留多年。所以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在德国已经生活多年的劳工并非是造成德国失业率问题的原因
[27]

 ，因为在更多年以前，政府和民间都有顾虑，这么庞大的人群是否如愿在德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4.全球化对德国外交的影响：“外交全球化”


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影响极其深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要“外交全球化”。“外交全球化”的提法最初见于1995年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28]

 。在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国开始在外交上越来越采取明显的进取性姿态。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正式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
[29]

 。同时，德国还开始公开宣示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该利益必须要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进入21世纪后，2005年和2009年连续两次政府更迭，黑红大联合政府、黑黄联合政府与红绿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并无实质性变化，都是继续强调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30]

 。提出“外交全球化”和承担更大的责任，表明了德国外交政策在二战结束后的重大转折，其实质就是要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5.全球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化的受益者


作为多次连冠的世界第一出口国，德国经济当然应该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31]

 。全球化时代来临后，就更加促动了德国经济向国际化的方向上调整。德国国民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生产的进出口比例关系就反映了这个发展趋势
[32]

 。1995—2005年，10年间德国的开放程度从50%提升到了75%
[33]

 。相对于其他工业国家，德国的国民经济是非常开放的
[34]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德国的出口份额在G7国家中也处在不断增长中
[35]

 。在2005年德国的出口份额占到近9%，与高速发展的中国几乎是平分秋色
[36]

 。全球化对德国有利的一个证明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与德国具有互补性，就如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一样。


二、德国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一）德国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在德国，由于隶属的利益集团不同，对全球化的认识与判断也略有不同。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和雇主阶层的立场比较接近，都认为德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德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可以实现更优的效益
[37]

 。而对德国公众和学界的部分意见领袖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全球化还是存有一种悲观情绪
[38]

 。尽管他们承认德国的社会福利和开放的有活力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他们又认为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并不能在德国社会内部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转型的速度太快，德国部分产业部门的外迁将会造成德国国内就业市场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福利待遇。所以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兰斯柏格（Hermam Remsperger）教授将之归结为德国人对全球化的“混合式情感（Gemischte Gefühle）”
[39]

 。


（二）德国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和效果



1.德国在全球反恐运动中的做法和效果


(1)树立欧盟核心国家形象，与美国进行有限合作

德国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对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尤其是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树立了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在参与全球反恐运动中，德国也极力推动相关问题在欧盟框架内解决，力争欧盟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有统一的立场和声音。在与美国合作的问题上，一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德国又对美国滥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表达了激烈的反对。实际上，德国的参与全球反恐运动，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基点，在扩大自己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与美国保持有限度的合作。

(2)缩小打击面，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意支持

如将打击恐怖主义与解决宗教矛盾区别开来，强调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联邦总理施罗德多次明确表示，反恐战争和文化冲突、宗教矛盾无关
[40]

 。

(3)在技术上完善法律框架，依法反恐

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的《1373号决议》
[41]

 和欧盟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
[42]

 ，作为其成员国的德国启动相关法律的修改程序，以履行有关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定义务。德国首先采取修法的形式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是由德国宪政制度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按照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政府被禁止实施战争
[43]

 ，这从宪法上就杜绝了德国仿效美国乔治·布什政府的可能性。对于宣告和实施“防御状态（Verteidigungsfall）”，《基本法》也设定了极端严苛的前提条件
[44]

 ，也使德国无法比照英国采用宣告“紧急状态”来应对恐怖主义。

德国的反恐法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45]

 。

第一，2001年9月，通过联邦政府提交议会的《第一个一揽子安全协议》
[46]

 来修改德国《刑法典》，在《刑法典》中补充规定了对创立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进行惩罚
[47]

 。

第二，2002年1月，通过联邦政府提交议会的《第二个一揽子安全协议》
[48]

 来修改包括《联邦宪法保卫法》
[49]

 《联邦情报局法》
[50]

 《军事反间谍局法》
[51]

 等在内的近20部涉及预防和反恐的法律。从制度建构的层面增强了情报部门之间以及情报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时扩大了情报部门的权力，使之在反恐运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事后效果观察，德国这种努力将反恐限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稳健做法堪称典范。修法后发生在德国境内的连续几起反恐案件，都充分证明了德国修法在实践操作中的正面效果。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的反恐战争模式以及英国的紧急状态模式，美国模式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英国模式也因差强人意的效果而广受批评。如何在保证不冲击宪政制度的前提下，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德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最优的依法反恐的答案，这很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和反思。


2.德国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做法和效果


本部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德国为什么在金融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冲击下，几乎可以做到全身而退，还取得较好成绩。在宏观层面上重点介评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德国在选择克服危机的总体战略方针上对该体制有制度依赖。在微观层面上侧重评析德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具体应急措施。

(1)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化的宏观调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设计基本遵循了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弗赖堡学派所主张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对战后联邦德国创造经济奇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学派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本目标；强调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任何垄断形式存在，倡导国家必要的有限干预。这使得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具有以下特点：既反对“市场万能”的自由放任，又反对“全能政府”的国家干预；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限制资本的某些权利；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德国采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反限制竞争法》
[52]

 来规范竞争秩序。这为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德国社会中的形成。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德国中小企业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德国抵御经济危机侵袭并摆脱经济危机的中坚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追求两大目标的实现，即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而在德国，通过《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
[53]

 ，将上述目标扩展为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也即所谓的宏观调控“魔力四边形”
[54]

 ，在具体的目标选择上
[55]

 德国政府一般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置于优先于经济增长的地位给予考虑。在保障社会基本福利的前提下，要努力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财政。在经济增长方面，又细分为优质增长要优先于以牺牲环境或其他重要价值为代价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要优先于短期的增长。其中维持物价稳定是历届德国政府都不敢忽视的最具优先地位的调控目标，因为在德国历史上曾经两次遭受恶性通货膨胀
[56]

 ，民众对此非常敏感。各政党为获得选票，就必须保持物价稳定，否则就有失去执政权的危险。为使上述政策和原则得以顺利实施和贯彻，德国政府还成立了政府景气委员会
[57]

 根据《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第18条设立，是由联邦政府组织的经济政策协调机构和咨询机构，其成员主要有联邦经济与技术部（一般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联邦财政部，各联邦州代表，地方乡镇代表和在必要的情况下来自联邦银行的咨询顾问。、财政计划委员会和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
[58]

 也即俗称的 “经济五贤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3年，是德国政府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智囊团。其五名成员由政府、经济机构和工会提名,最后由德国总统任命，任期5年。其主要任务是在每年11月就德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一份评估预测报告，以作为各相关部门的决策参考。但报告对政府决策并无约束力，但五贤人的意见仍为政府所重视，一般都会对“五贤人”的报告予以回应。等机构。这些机构保证了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科学化。

(2)经济救援措施

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先后通过了一项金融救市计划和两套经济刺激计划。

①金融救市计划

联邦首先出台金融救市计划的目的是稳定银行系统和金融秩序，确保所在地德国的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避免信贷紧缩，使银行间的信贷往来正常进行，对此在2008年10月联邦议会通过了《金融市场稳定法》
[59]

 。该法主要授权驻地在联邦银行的公法机构金融市场稳定局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anstalt，2009年7月23日改称联邦金融市场稳定局
[60]

 掌管一笔救助基金。金融市场稳定基金
[61]

 采用联邦特种基金的形式，其支出并不被直接列入联邦预算。该基金清算后所出现的赤字由联邦负担65%，剩余35%则由联邦州负担，但最大金额不超过77亿欧元。因救助州立银行而出现的赤字，由各联邦州负担，各联邦州以相应的份额参股接受救援的州立银行。基金的有效期暂定为2009年年底，后又延长至2010年年底。自2011年起该基金不再有主动的固定业务，而仅是对已经实施的救助措施进行管理和监督
[62]

 。基金数额为1000亿欧元，其中700亿欧元以贷款形式获得，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和参与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100亿欧元经联邦议会的预算委员会同意亦可用于上述目的。剩余的200亿欧元被授权给联邦财政部用于满足相应的担保要求，因为该基金还被授权，为在2009年年底之前发行的债权和给企业
[63]

 的优惠贷款提供最高额度为4000亿的国家担保。

作为《金融市场稳定法》的辅助法规，联邦政府还在同期制定并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基金法实施规则》
[64]

 。

应时任联邦经济部部长古藤伯格的建议，还成立了评估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就超过3亿欧元的担保和1.5亿欧元的贷款出具专家意见。此外委员会还可就部分具有原则意义的融资案例给出评判。同时还成立了由国务秘书Walther Otremba领导的督导委员会，专就资金的发放做出决定。三个来自联邦各相关部的代表和一个来自总理府的代表都属于督导委员会的成员
[65]

 。评估委员会在做评判时也可依据其他专家顾问和咨询团队的意见。提交给评估委员会的申请还要由普华永道公司进行经济性审查。在一项关于贷款的申请提交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还要再次进行审核。此外对于超过3亿欧元的企业资助联邦议会还保留了审批的权力。同时，面向企业的资助发放也要取得欧盟有关主管机关的同意。

事实上，虽然德国政府提供的国家担保数额巨大，但因相关手续严苛，成本较高
[66]

 ，且需要银行自行申请
[67]

 故而国家担保的使用率并不高，在实际上也没造成相应的财政开支。德国政府对银行的救助不是无偿的，接受国家资金援助的金融机构，按规定必须在6个月内偿还并支付10%的利息，其职业经理人的年薪亦须限定在50万欧元以内，年终的分红亦被禁止。

②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通过强化增长来保证就业

该计划在2008年11月5日由联邦政府在柏林颁布。其背景是“鉴于在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严重危机而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联邦政府将保证增长和就业视为优先任务”
[68]

 。

该项计划最后总投资是311亿欧元
[69]

 ，其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在全德范围内扩充专门针对年龄偏大的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培训项目
[70]

 ，通过在职培训使其免受解雇之威胁。

在各地劳动服务局内增设1000个中介机构，以改善求职者的信息获取条件。

实施短时工作制
[71]

 ，规定受困于金融危机而不得不减少生产的企业可采用短时工作制度纾困，这些企业仅需支付给工人实际工作时间的工资即可，其余部分由国家给予补贴
[72]

 。补贴的最高比例可达到60%，有孩子的工人还可达到67%
[73]

 ，补贴的期限最长可达18个月。根据联邦劳动服务局的调查，这项政策为稳定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74]

 。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可得到一笔最高额度为150亿欧元的特种基金。

允许企业加速提现折旧。

加速实施急迫的交通通信设施投资，追加投资额度为5亿到10亿欧元。

加大对地方的资助力度，改善区域经济结构。

其他减免税收和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措施等。

③关于就业和稳定的一揽子计划

第二套经济振兴计划在2009年1月由联邦政府制定，其目标是为了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克服在2008年和2009年冬春之交时出现的严重的经济衰退
[75]

 。该计划最终实际投资为约499亿欧元
[76]

 。

黑红大联合政府做出的主要决议如下
[77]

 。

决议1：公共部门的直接投资

到2010年年底大约有100亿欧元要投资到地方乡镇政府和各联邦州，约40亿欧元要投资到联邦。其融资由联邦负责75%，各联邦州负责25%。投资重点是教育领域，特别是幼儿园、学校和大学，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公共交通、医院、城市建设和信息技术。此外，关于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也被同样支持。

决议2：通过简化公共采购法来加速投资

到2010年年底，将《财务和服务业发包条例》和《建筑业发包条例》规定的招标期限缩短：在欧盟范围内的招投标程序由87天缩减为30天；通过有限制的招标来简化建筑项目招标的程序；在德国引入有限制的招标和议标的门槛值
[78]

 ；

决议3：信贷和担保计划

附加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专门针对大企业贷款的特别项目，通过高达1000亿欧元的担保工具来改善经济的信贷供应。通过担保工具来审核企业的外来融资，特别是对于信贷保险公司、租赁公司和保付代理公司。

在决议3中通过的针对德国经济的信贷和担保计划，由德国经济基金
[79]

 负责实施。其中在2008年第一套经济振兴计划中被授予的担保金额150亿欧元，按照决议3被扩展到1000亿欧元。作为担保工具被租赁业务公司和保付代理公司引入。该计划还将对复兴信贷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特别项目贷款条件的处理更具有灵活性
[80]

 。同时复兴信贷银行还设置了针对大企业
[81]

 的特别信贷项目，其额度为250亿欧元
[82]

 。

该计划在2009年2月19日被欧盟委员会批准
[83]

 ，对此计划主要负责的部门是联邦经济与技术部。

决议4：在全德范围内扩展出口融资

决议5：联邦推动创新

增加对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中关于研发计划的资助额度并且该项目开始向雇工1000人以下的企业开放，而之前则只允许雇工在250人以下的企业申请该项资助。对此决定无需法律支撑或者联邦州政府同意。

决议6：联邦政府的宽带战略

大规模扩建宽带网络和支持导线连接和无线支撑的高速网络建设。特别是国内尚未有宽带连接的地区要在2010年年底全面覆盖。最晚到2014年要为全德75%的家庭提供每秒50M的宽带链接，到2018年则在全德都实现该传输率。

决议7：以旧换新的汽车置换补贴

为扶持汽车工业，德国政府鼓励企业和居民将一辆保有9年以上的轿车不进入旧车市场而直接报废，对此政府提供2500欧元的补贴。这约相当于一辆普通新轿车价格的10%～25%。这项措施在德国制造了一个轿车的产销高潮。截至2009年9月补贴停止，联邦政府为此支付了50亿欧元，报废约200万辆旧车。2009年德国新车登记达到1992年以来新高，比2008年增加了23%
[84]

 。这使德国的私人消费较之2008年增加了0.4%。

决议8：汽车税的新规定

决议9：鼓励促进在电动汽车领域内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

到2010年年底将追加5亿欧元用于资助上述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混合动力技术、燃烧材料和能量储存技术等。

决议10：就业保险

决议11：降低所得税

通过调整所得税，一些中小企业将从中获益。

决议12：补贴法定医疗保险

决议13：增加与家庭和儿童有关的福利

决议14：引入新的债务限额规则

在联邦制度改革II
[85]

 的框架内,联邦和联邦州就引入新的债务限额规则达成了协议，自2009年8月起，该协议已被写入联邦基本法。它规定：联邦政府要将其预算赤字限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该目标应在2016年实现。从2010年开始，联邦政府每年应从预算中节约100亿欧元，而各联邦州自2020年起则不被允许发行债券。
[86]



关于该一揽子计划的立法过程:

黑红大联合政府就该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年初进行两轮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在1月13日咨询各自的议会党团后，1月14日即由联邦内阁通过相关决议
[87]

 。1月27日联邦内阁在与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议会党团进行协调后决定就该计划进行立法，并将之提交议院讨论。该计划主要涉及四部法律：即联邦《基本法》第106、106b、107、108条的修订
[88]

 ；汽车税的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的修订
[89]

 ；以及《德国保证就业和稳定法》
[90]

 和《2009预算法修正案》
[91]

 。1月30日该计划在联邦议院举行一读。2月9日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并在13日由联邦议院通过。2月20日联邦参议院表示同意，3月6日该法生效。

(3)效果

如前所述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已经充分证明德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力且得当的。虽然德国也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使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复苏，但是德国是在保持相对较低通胀率的前提下，很快恢复经济增长的。在此过程中，失业率并没有因为危机而上升，相反还出现了就业的高潮。增长率和就业率都达到了史上最好水平，这不能不说是德国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创造的另一经济奇迹。


3.创造担保国家理念，打造高效低耗政府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国家硬边界的渐趋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造成了国家的新困难。在国家职能的问题上，除去以往重点讨论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之外，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政府治理也开始为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关注。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功能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处处洋溢着法治精神的德国首先体现在《基本法》的修正之中，确切地说是《基本法》第87f条。该法条典型地反映了担保国家
[92]

 的理念，它明确规定在邮政和电信领域自由化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承负担保责任。根据德国基本法第87f条第一款，联邦在邮政和电信领域保证提供覆盖面广的、适当的、充足的服务。除此之外，第87f条第二款指令该服务可以在市场范畴内由原来的国营企业和私人部门提供。有关公共服务的履行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分离，使国家开始有了更多精力承担其核心义务，即确立市场规则和规范市场行为，而不像以往对所有微观的经济活动都“事必躬亲”。政府的角色更多将是协调者而非控制者，是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非具体的生产者。

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活力国家（Aktivierender St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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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号，借以取代20世纪联盟党提出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瘦身国家（Schlanker Staat）”。与联盟党推行的“去管制化”、民营化和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政策不同，红绿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持了瘦身国家的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尝试在政府治理策略中引入社群主义的合作思想并逐渐恢复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规制功能。伴随活力国家政策的实施，一种在事实上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个人之间新型的责任分配逐步形成。在21世纪政府更迭后，无论是黑红联合政府，还是黑黄联合政府，在实质上都没有改变由红绿政府确定的施政策略，即在政府治理中贯彻担保国家的理念。

这时，一个“全能”的政府被打破，政府将从自己不该干预或涉足的领域退出，还政于民。政府机构变得小而精干，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政府的职能更着重于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集中精力于核心领域，其履职会更充分，其功效会更突出，其相应的预算却会大大降低。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可以及时弥补因公权力退出而留下的空白，又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官民互动，避免了不必要的“博弈和消耗”，进而带动整个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

在这个方面德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大力推进公私合作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21世纪以来，其相应的具体措施如下：

2001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设立PPP工作小组；

2001年6月，部分联邦部合作成立“公共基础设施私人融资”工作小组；

2001年8月，部分联邦部合作成立“公共高层建筑的私人经济实现方式”工作小组；

2001年10月，北威州作为第一个联邦州首创发起“PPP国际研讨会”；

2002年6月，联邦第一个PPP职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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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通告；

2002年7月，“公共高层建筑的私人经济实现方式”联邦督导委员会成立；

2002年8月，在萨尔森安哈尔特州成立跨部门的PPP项目组；

2002年10月，PPP被写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

2002年11月，黑森州立法通过在公共道路的建设和融资上可以允许私人部门参与；

2003年3月，柏林州和勃兰登堡州合作成立PPP职能中心；

2003年6月，交通基础设施融资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公司成立；

2003年12月，联邦PPP联合会成立；

2004年1月，基民盟和基社盟成立PPP工作小组；

2004年2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投资银行的PPP职能中心成立；

2004年3月，在拜仁州内政部最高建设局启动PPP谈判回合；

2004年4月，柏林州和勃兰登堡州PPP区域论坛成立；

2004年7月，联邦交通部成立PPP特别行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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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年11月，PPP促进法工作组成立；

2004年12月，黑森州跨部的工作小组开始挑选PPP实验项目；

2004年12月，图灵根州建设与交通部成立PPP工作小组；

2005年3月，黑森州PPP职能中心成立；

2005年4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财政部成立PPP特别行动小组；

2005年5月，PPP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工作组在联邦成立；

2005年6月，PPP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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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邦参议院通过；

2005年11月，PPP被黑红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接受；

2005年12月，下萨克森州成立PPP职能中心；

2006年4月，PPP实施简化法工作小组成立；

2006年5月，联邦审计署对PPP发表立场意见；

2006年8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通过PPP简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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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12月，设立德国伙伴关系的初步方案出台；

2007年12月，联邦内阁通过决议，设立德国伙伴关系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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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年11月，德国伙伴关系股份公司成立；

2008年12月，德国伙伴关系股份公司与10个联邦州、82个地方乡镇和33个其他的公共采购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2009年2月，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撤销PPP特别行动组；

2009年5月，德国伙伴关系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

4.德国移民政策的新变化

1978年德国的《入境和居留法》为外国移民在德国居留规定了严苛的条件。该法的立法精神表明德国对外国移民基本上是采取排斥的态度。

全球化到来后，保守陈旧的德国移民政策已经不适应人才竞争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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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德国总统的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一再呼吁，要简化外国人的入籍德国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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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升德国在IT等新经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00年8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汉诺威电脑展上倡导在全德范围内仿效美、加等国实施绿卡制度，主要发放对象为计算机和软件专家
[101]

 。他在要求放宽IT人才的入境德国条件的同时，还呼吁允许完成了德国急需专业学习任务的外国留学生在德居留。但由于德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强大，朝野各党在进行多番争论后，才在2000年勉强通过了一项从属于《外国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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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才签证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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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例严重脱离实际，出台后即遭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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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专业人才匮乏所造成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德国政府终于在移民政策的问题上艰难地向前迈进了一步。2004年7 月，在打破了一个长期困扰自身的禁锢后，德国《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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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这标志着德国开始尝试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的现实，该法的通过在德国的移民政策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德国应对全球化对中国的启示



（一）凡事立法先行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德国有深厚的立法传统。举凡政府一举一动，凡有必要立法的，必先立法，然后再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相关问题。在应对全球反恐运动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贯彻担保国家理念和调整移民政策时，德国无不是通过有关方面的立法来求解。立法过程有诸多必经程序，在反复争辩和商讨中，较之一时冲动式的拍脑袋决策，往往更会得出相对理性和成熟的方案，避免纯粹因为决策失误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而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相关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使行为人对自己即将采取的措施或行为有充分的合理的预期，很有利于提升行动效率并享有必须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有限干预


以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例，德国政府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既采取了必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又严格限定自己的投入规模、行为边界和时间长度。如德国的经济振兴计划所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量远远低于美国的救市规模，也小于中国的4万亿。在救助资金用途上，德国都作了明确要求。同时对任何应急性的临时举措都固定了清晰明确的退出时间和相关机制。这样在最大限度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的同时，又避免了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经济的复苏更主要是靠市场的客观的自发力量，而不是政府的主观的人为推动，从而把政府调控的副作用控制到最少。

另外贯彻担保国家理念，强调国家不一定亲自履行公共给付，但可以承担保证给付的责任，也遵循了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大力推行公私合作制，公共部门从传统领域大幅度退出，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也是德国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体现。


（三）尊重现有制度框架


德国推出新政策或新计划，都努力在现有的制度、政策或法律框架内，做适当的修补增删。而不是轻易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持政策和规则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在第一套经济刺激计划中，曾有在全德范围内对低技术工人进行培训的安排，该安排就是在原来政府的培训计划上增设的，但总体上还属于原来劳动部门的工作框架，并非设立全新的项目。同时德国政府在确定应对措施时，都尽量采用已经使用过的、效果已经得到证明的成熟方案。如短时工制度，就是德国早有的相对成熟的调控手段。在确定救援资金分配方案时，一般也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沿袭过往的分配原则，因为这些分配原则已早为各联邦州所接受，如此操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遭受不公的质疑，而且行动效率也很高。又如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对这些项目追加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投入，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还可以防止违规违法行为。


（四）重视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


德国在出台很多政策或法律之前，一般都要委托独立的专家团队做调研并给出专家意见，在决策时，这些专家意见将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作为政府最高级的公务员之一，德国的教授一般都有丰厚的薪金收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经济上的独立和极高的自我期许，使德国知识分子可以充当国家和民族的良心和智者，他们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对政府的决策给出合理化、科学化的建议，另一方面还从独立知识分子惯有的批判立场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批评，为弱势群体说话，为普通民众代言。难能可贵的是，德国政府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这使德国的很多政策和法律在发布后都显示出严谨至无懈可击，精细到穷尽可能的特点。这也是德国多项制度设计在全世界都堪称典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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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

朱艳圣
[1]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岛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隅亚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却一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宠儿”，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并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主的新兴国家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日本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辉。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是如何逐渐失去其发展动力，又是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呢？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一、21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与日本


对于日本来说，所谓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处于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在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深入地进行全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流”
[2]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种经济主体（企业等）能在全球追求利润，市场经济机制能在全球形成，资源被更有效率的企业生产、使用，世界总体的生产率被提高，世界经济能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世界各地形成了国际的分工，促进了竞争，产业得到了发展。
[3]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日本对于经济全球化并不陌生。在明治之前，处于幕府统治的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但在明治时期，日本就采取“脱亚入欧”的政策，使自己融入以欧洲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工业化，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通过日美同盟，日本融入以欧美国家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了战后经济奇迹，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一直主动地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日本的全球化程度一直就比较高。根据KOF全球化指数，日本在1970年的全球化指数为34.43，1975年为39.84，1980年为41.31，1985年为44.62，1990年为46.91，1995年50.82，2000年为58.42，2005年为60.42，2009年为64.12。从这可以看出，日本全球化指数是逐年上升的，即使在某些年份出现波动。不过，在KOF全球化指数的3个指标中，日本经济全球化的指数是落后于政治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指数的。如在2011年，日本的政治全球化指数排名为34位，社会全球化指数为48位，而经济全球化指数只有92位。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全球化指数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比较低的。如在2007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排名第55位，而日本排名第67位；在2009年，中国排名第83位，日本只排名104位。经济全球化指数主要涉及资金的实际流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等）与限制（贸易壁垒、关税、国际贸易税收等）。又由于日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力求出口）、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等，因而，其较低的经济全球化指数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本土市场对进口商品的相对封闭性。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享受着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

不过，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之后，日本却在此时经历着“泡沫经济”破灭后所带来的经济停滞与萧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遭遇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反弹，但这并没有明显改善其糟糕的经济表现。从2002年1月至2007年10月，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但是，这次增长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1%。在此次景气过后，日本随即进入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周期衰退。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公布的经济数据，2008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3.7%，为战后历次衰退中最严重的负增长，2009年度-2.0%，仍是负增长。日本经济的不佳表现直接影响到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曾经仅次于美国，并在1994年达到最高的18%左右。不过，从1995年以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一路下滑。到200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为8.1%，为197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2010年，日本经济更是被中国超越，失去了保持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此外，作为国民富裕程度的一个标志就是人均GDP。在2000年，日本的人均GDP在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高居第3位，到了2007年，这一排名就下滑到了第19位。这一排名在G7国家中垫底。到2008年，日本人均GDP甚至下滑至第23位。与此相对应，日本GNI的增长也比较缓慢。从1996年到2006年，日本GNI的增长在日、美、英、德、法5个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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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2011年3月11日的东北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和核灾难更是令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11年日本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这是日本自1980年石油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此外，日元持续升值、石油以及铁矿石等自然资源的价格高昂等因素使得日本未来经济充满不确定性。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糟糕表现还直接导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经济的好坏与自民党政权息息相关，并直接影响着自民党政权的稳定与否。在日本经济稳定或高速发展之时，自民党政权相对稳定，并在国会占据优势。自民党政权的三个长期政权均出现在日本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如佐藤荣作政权、中曾根康弘政权、小泉纯一郎政权。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之时，自民党政权就会出现危机，受到来自在野党的挑战。自民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也会下滑，也不能完全掌控国会，从而导致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下降。在迄今为止的日本战后全部14 次周期衰退中，共有5 次衰退出现了实际GDP 的年度负增长，分别是1974年度、1993年度、1998年度、2001年度和2008年度。在这5次经济衰退中，自民党政权均为短命政权。在1993年，自民党甚至短暂地失去了政权。因此，日本经济的表现直接决定着自民党政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由于未能解决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的增长问题，再加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日本造成的冲击，不能再创造经济奇迹的自民党自然就会被选民所抛弃。2009年9月，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权更替。


二、日本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空心化”


日本的经济全球化就是指日本企业走出日本本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参与全球竞争，充分利用和有效地配置全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国经济的全球化是该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趋势。日本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在通过日本对外投资体现出来的。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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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日本主要是对亚洲、北美、南美和欧洲进行投资。在《广场协议》签订并实施后，随着日元的升值和国内生产、生活以及人力成本的增加，日本海外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扩大对北美的投资，80年代后半期主要对亚洲和欧洲扩大投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对外投资出现趋缓。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4—2008年，日本对外投资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期。正是通过对外投资，日本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的全球化，日本本土的“产业空心化”也随之而来。日本“产业空心化”的进程与日本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几乎是同步的、一致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日本就开始将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海外。随着海外投资的逐渐增加，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日渐突出。产业空心化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日本本土企业的大量消失、雇佣员工的减少、本土企业的技术低下等。在21世纪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大对国内的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但日本在对外投资的同时对内投资明显不足。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本土的“产业空心化”。由于国内市场比较封闭，再加上对外来资本进行各种限制，因而日本吸收外来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很多。如2001年末，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占其GDP的比重均超过20%，而日本只有1.2%。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对内投资的比重也非常高
[6]

 。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2000年开始，日本逐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内投资。2003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发表施政演说时就提出要在5年内（2001—2006年）使对内投资倍增。2006年，《对日直接投资加速计划》政策出台。随后几年，日本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对该计划多次做出调整。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资料，在2005年，日本的对内直接投资还只有33190亿日元，到2006年就上升至53040亿日元，2007年更是达到79960亿日元，2008年为75419亿日元。世界金融危机后，对内直接投资一度下滑，但随后仍处于上升趋势。如在2010年，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为49640亿日元，同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为69720亿日元。这说明，日本在21世纪后开始平衡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直接投资水平，在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扩大对内直接投资，确保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在国内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在亚洲一枝独秀，但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后，随着韩国、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日本与这些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产品的优势来自其技术优势。曾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在许多领域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或者比较优势。在将生产、制造基地转移海外的过程中，日本将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基地留在国内。因而，一方面，日本在亚洲生产或制造大众化、平民化的产品，与新兴经济国家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在国内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给欧美等世界市场。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东北大地震不仅给日本经济及社会造成重创，而且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日本本土生产的高附加值的产品是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世界许多企业或公司对此高度依赖，而东北大地震造成这些产品的生产中断，就使得世界产业体系出现问题，如美国苹果公司推迟新产品的上市，一些欧洲汽车工厂开始停产等。这正是日本大力在本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结果。事实证明，日本制造体系仍然非常强大，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尤其是日本东北大地震以后，日本开始将部分高附加值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转移海外，但是，日本仍然会在本土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从而保持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和技术优势。


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中的日本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经济区域化也不断发展。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经济区域化的基础之上，经济区域化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建立，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区域经济体。进入新世纪以来，南美国家共同体于2004年年底成立。而处于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东亚地区在实现经济联合和区域经济方面却一直停滞不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中国孤立于这些区域经济之外。相反地，由于中国、日本两国经济的规模，使得中国、日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和南美国家共同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6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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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由于经济长期的低迷与不振，21世纪以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并让位于中国。在1990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欧盟—日本这3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61.5%）。此时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主导着世界贸易。在2000年，处于前两位的仍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27%）、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14%）。欧盟—日本则下滑到第5位，取而代之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2008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只有20.7%。而与中国有关的贸易迅速上升。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13.2%）、欧盟—中国（13.2%）、日本—中国（7.5%）分别居第2、第3和第4位。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下降到第5位，欧盟—日本更是下滑至第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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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0年，世界贸易主轴的构造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日本三极演变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三级。这种变化使得日本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从而对区域经济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

战后以来，日本奉行“贸易立国”战略，确立了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贸易政策。在“一个更加自由而且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下，日本就一直是多边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与此同时，日本极力回避包括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双边及少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在日本看来，“区域经济合作有可能导致与世界经济的隔离，使之陷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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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相继形成后，日本对区域经济合作一直持消极态度。到2001年末，日本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经合组织或自由贸易区。但是，随着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日本逐渐改变原来的战略，转而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日本FTA战略”。2003年10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设置FTA谈判推进本部，研究和推进日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TA谈判。同年11月，经济产业省发表《日本加强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强调在坚持“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开展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的FTA谈判。2005年5月，日本内阁官房下设EPA对外谈判室，由首相负责，由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和农林水产省大臣为首的相关官员和民间人士参加，推动EPA/FTA的谈判。2006年4月，经济产业省出台《全球化战略》，明确了同东亚及资源生产大国和人口大国开展EPA的重要性，拟定了“EPA行动计划”，并提出了“东亚EPA构想”、“东亚EPA路线图”和“东亚版OECD构想”。正是在此战略下，日本在21世纪伊始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EPA/FTA谈判。自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首个双边FTA协议以来，到2008年年底，日本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双边EPA已经生效。2011年5月28日，欧盟和日本宣布，将为启动欧盟和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做准备，争取尽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美—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得以签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自贸协定。此外，日本也积极促进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200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经过1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1/5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将在2012年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积极推进EPA/FTA、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倡导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2003年年底，日本与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2005年12月，首届东亚首脑会议明确了“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目标。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将按照欧盟的形式，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韩国的积极回应。尽管建立东亚共同体存在一些障碍，但是，东亚一体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本不再消极回避，而是积极参与EPA/FTA，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

尽管如此，日本在推进自贸区和地区共同体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几乎没有与任何主要工业化国家签署过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经济新闻》甚至认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衰落与日本FTA的进展落后不无关系。就汽车产业而言，日本FTA签订对象国（墨西哥、智利、瑞士和东盟）的汽车规模仅为810万辆，而韩国FTA签署对象国（欧盟、美国、印度等）汽车市场规模高达4100万辆，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市场占有率（9%）正逐步逼近日本（丰田12.8%、本田9.6%）。即使是同意启动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也是因为日本担心中韩自贸区先于三国自贸区建立而不得已加入。


四、日本与新兴经济体


与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在21世纪以来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就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在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中国在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这5个国家也被称为“金砖五国”。无论是在国土面积、自然资源还是在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方面，“金砖五国”在21世纪伊始就给世界经济形成强烈的冲击，并逐渐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恢复缓慢而艰难，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却仍然十分强劲，并有望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发动机。

对于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日本并没有因自身的发展缓慢而自怨自艾，反而是把新兴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一种机遇。在日本看来，拥有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与拥有40亿人口的新兴国家在1997—2002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而新兴国家为1.9%。而在2003—2008年，尽管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都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GDP年增长速度却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2%，而新兴国家却高达18.3%。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兴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5年间从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比重从80%下滑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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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日本不再把眼光只是盯住拥有10亿人市场的发达国家，而是在保持与发达国家密切经济关系的同时，扩大、加深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日本看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兴国家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从2000年的1288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2325美元。人均GDP翻了一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购买力水平也在上升。其中，金砖国家人均支配收入在5001美元以上的人口在2001年只有1.2亿，而到2006年迅速扩大至2.6亿，增加了近2倍。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富裕阶层也在迅速扩大。如印度的富裕阶层在2006年同比增加20.5%，达到10万人；印度尼西亚同比增加16%，达到2万人；俄罗斯同比增加15.5%，达到11.9万人；而中国的富裕层同比增加虽然只有7.8%，但是，中国富裕阶层达到3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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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富裕阶层的扩大意味着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在扩大。此外，随着消费的扩大，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也在扩大。如在2006—2010年，金砖国家在与基础设施相关方面的投资每年达到3903亿美元左右，是6个最发达国家（美、日、德、英、法、意）的1.5倍
[12]

 。因而，加强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关系、开拓新兴国家的市场是日本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为此，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日本要在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中心进行投资。根据日本财团法人国际经济交流财团的调查，日本企业到中国、东盟和美国的投资最多，尤其是重视中国的企业占一半以上。但是，日本企业对于新兴大国印度的重视显然不够，到印度进行投资的企业也不多。因而，到中国以外的新兴国家进行投资将是日本下一步的重点和方向。

其次，提高日本产品的高附加值，确立日本产品定位于新兴国家的中间阶层。目前，购买日本产品的最大阶层占到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的90%以上。到2020年，日本将把购买扩大日本产品的阶层扩大到中下阶层。实际上，一些日本企业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如AV产品。因此，日本企业要开发面向新兴国家中间阶层的产品，在保持日本产品高性能、高品质的同时实现低价化。


五、少子老龄化问题


少子高龄化是当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所谓少子老龄化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出生率低下、儿童数量减少的同时，国民平均寿命延长，儿童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减少，6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比重增加，导致全国总体人口规模减少。少子老龄化问题在日本尤其突出。自1990年6月日本厚生省发表了1989年日本总合生育率下降到1.57%以来，少子老龄化问题就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21世纪以来，日本的总合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如2000年为1.47%，2001年为1.30%，2002年为1.17%，2003年为1.19%，2004年为1.16%，2005年为1.08%。也就是在2005年，日本总人口自战后首次出现了自然减少的现象。这意味着日本社会迎来了人口减少的时代。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2年1月发表的《日本将来推计人口》，2010年日本人口为1.2806亿，今后每年减少20万—100万人，半世纪后的2060年为8674万人。这意味着半个世纪后日本人口将减少32.3%。与此同时，日本高龄化也将加速。到2060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将从2010年占全体人口的23%上升至39.9%，达到3464万人。这说明，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少子高龄化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给日本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首先，日本劳动人口将减少。少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减少，而高龄人口的增加就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人口是指14—64岁的人口。日本劳动人口在战后持续增加，在1995年达到8726万。此后，日本劳动人口开始减少。2010年，日本劳动人口为8173万人，到2013年为8000万人。预计2027年为7000万人，2051年为5000万人。其次，国民负担、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增加。日本国民负担主要是由租税和社会保障负担构成。根据统计，日本国民的租税负担率在1988年达到最高的27.7%之后就开始逐年降低，到2011年已经减至22.9%，但是，日本国民的社会保障负担却逐年上升。在2000年，日本国民的社会保障负担率为13.6%，2011年就上升至17.2%。由于国民的社会保障负担率上升较快，使得日本国民的整体负担在增加。在2000年，日本国民负担率为37.6%，到2011年就达到38.6%。此外，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付费用（包括年金、医疗和福利等）在2008年达到94兆848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社会保障支付费用中关于高龄人口的费用达到65兆3597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兆7943亿日元，占整个社会保障支付费用的69.5%
[13]

 。第三，少子高龄化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不足，这将造成企业人力成本增加，从而加速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海外的进程。而本土企业年轻人员的缺乏，有可能使企业的技术创新与革新缺乏活力，从而使企业的技术革新停滞不前。如日本松下等大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为40岁以上。此外，由于少子高龄化，日本国民的负担率就在不断攀升，其消费水平将随之下降，这就使得原本就狭小的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这无疑使得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内需促进经济复兴的战略受挫。

对于少子高龄化给日本社会、经济等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本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缓解少子高龄化所造成的影响。首先是在少子化问题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着手少子化的对策。200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下一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随后，日本内阁成立了由首相担任会长、内阁成员参加的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从2005年开始具体实施《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05年9月，当时的小泉纯一郎内阁设置少子化担当大臣，具体负责和推进少子化对策。民主党上台后也是非常重视少子化问题。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主要是在育儿、就业和家庭等方面，如让社会全体支持育儿；在经济上支持，如抚养费、育儿津贴以及免费的儿童医疗费用等；在服务上支持，加强幼儿园保育，并讨论如何在放学后保证孩子的课余活动；对于中学、高中和大学学生，充实奖学金制度，支持年轻人就业，支持女性就业，促进企业推动育儿支持措施等。其次是在高龄化方面，日本在1995年就制定了《高龄社会基本对策法》。随后，日本政府就出台了《高龄社会对策大纲》，并每年推出高龄社会年度报告。日本内阁府还特设“高龄社会对策会议”，专门推进高龄社会对策等。日本的高龄社会对策主要涉及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与参加社会、生活环境和推进调查研究等5个方面。就业与收入是指确保高龄者的雇佣、就业机会，延长高龄者的工作生涯，确保年金制度的稳定运营，使高龄者通过自助努力确保高龄期间的收入。健康与福利主要是指综合推进健康计划，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充实护理服务，改革高龄者医疗制度等。学习与参加社会主要包括形成生涯学习社会、促进高龄者参加活动。生活环境是指确保安定的生活，建设舒适和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推进调查研究就是推进为解决高龄化所带来的课题所要进行的各种调查研究等。


六、日本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崛起，日本一方面既要面对欧美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新兴国家的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形势，但是，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发展势头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在新世纪遭遇的这些挑战已经在中国显现，因而，日本的某些做法对于中国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是在“产业空洞化”问题方面。由于日元升值、国内市场狭小、生产经营成本压力加大等原因，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海外，这导致日本本土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现象。这是日本在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但是，“产业空洞化”来势之快却是日本所未曾想到的。为了应对“产业空洞化”产生的压力，日本甚至一度出现了将“产业空洞化”归咎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叫嚣减少对华投资等。但是，这种情绪从根本上无助于“产业空洞化”问题的解决。相反地，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对内投资不足可能是加速“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21世纪之后，日本在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加大对内投资的力度，确保国内的经济发展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此外，日本在国内保留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基地。这是日本保持竞争优势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毕竟，这是延缓日本本土制造企业继续衰落的有效途径。

由于人力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尤其是广东等东部地区已经初步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现象。不过，由于中国国土广阔，且存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因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内部就可以得到消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本土“产业空洞化”的进程。此外，与日本重视对外投资不同的是，中国非常注重国内投资和吸引外国投资。事实上，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只要中国国内的投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中国本土“产业空洞化”进程就会被大大地延缓。即使如此，“产业空洞化”现象在中国迟早是会发生的。因而，有必要提前关注中国“产业空洞化”进程，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日本在本土保留了研发基地，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是不是也将走这条路呢？由于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于日本“产业空洞化”的道路。

其次，关于少子高龄化问题。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非常严峻，这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警告。日本少子化问题是在其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出现的。1982年，日本儿童人数首次减少，自此以后，连续30年减少。日本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降低，目前为13.2%。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在人口超过4000万的26个国家中，日本儿童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低。与此同时，日本的高龄化问题也非常突出。目前，日本的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3%，创造了历史新高。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少子高龄化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周期长。因此，这些措施是否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也即将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压力，中国在过去30年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压力有所减轻。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少子化问题已经悄然出现。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6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6%，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的一半；0～14岁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从2000年的2.8979亿下降到2010年的2.2246亿。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少子化问题。而中国高龄人口在增加。根据第6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正是由于少子化问题，中国劳动力人口的逐渐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高龄化问题已经成为突出问题。“未富先老”也将困扰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解决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少子高龄化问题宜早不宜迟。

第三，在双边自由贸易与地区经济体方面。日本一直倾向于奉行多边贸易，而拒绝双边自由贸易，从不搞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决不受制于次区域自由贸易组织。直到21世纪之初，日本才开始加强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对于地区经济体，日本倾向于主导地区经济体，或在地区经济体中发挥领导作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此外，即使推进双边自由贸易与地区经济体，日本也非常注重自身利益的保护。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一种贸易都应该是互惠互利的，而不只是单方面的受益。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某些国家只在农产品方面有优势。但是，在本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反对下，日本在开放其国内的农产品市场方面持消极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进程。在发达国家之中，美、英、德、法、意等欧美国家都先后与他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或加入自由贸易区，只有日本是例外。因而，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和地区经济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是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在中国看来，双边自由贸易、推进地区经济体只是融入世界经济的途径。中国并不排除、也不拒绝某种贸易形式。2004年中国推出《对外贸易法》，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以此为基础，中国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截至2012年，中国已与1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区协定，如东盟、新加坡、智利等，正在商建的自贸区已有5个，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等。同时，中国还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与韩国结束了自贸区联合研究，正在开展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管推进自贸区和地区经济共同体建设有很多挑战，但是，这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一。

第四，保持科技创新优势，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日本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国家，曾经提出过“技术立国”的战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些国家逐渐缩小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逐渐丧失在技术上的优势。当然，由于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在许多领域保持着技术领先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经济低迷时期仍然保持着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仍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以来，日本在保持科学创新方面并不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许多曾经以技术创新领先业界的日本企业逐渐衰落，如索尼公司等。长此以往，日本的技术优势确实令人担忧。但是，依靠长期的技术积淀，日本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是，中国已经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世界分工体系的低端链条，认识到科技创新的不足将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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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巴西

靳呈伟
[1]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和人口目前均居世界第五位。“领土非常大，人口又非常多”的巴西拥有极为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地球上最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最大的淡水库、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等。今天，巴西引人注目的地方已不仅限于此，“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南北对话参与国、20国集团成员国、“三边委员会”成员、“四国集团”成员等愈来愈多的关注点充分说明，巴西成功地在更多方面、更大范围引起了世界更广泛的关注。

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外贸产品结构）、巴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初级产品出口国、“外围国家”昭示着巴西经济的脆弱性及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虽然经过努力，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相关影响仍不容小觑。同时，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巴西经济取得成就——无论是军政府时期的“巴西奇迹”，还是今天的经济飞速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使未来巴西经济的发展蕴含巨大潜力与无限可能。

关注点的增加、关注范围的扩大、关注度的提高表明，巴西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其国际影响尤其是国际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地位的变化、国际影响的扩大，除了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以外，更得益于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劳工党执政以来）巴西增强自身自主性、降低自身经济脆弱性的努力，即努力减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扩大全球化的积极效应。


一、21世纪以来巴西取得的经济成就


新世纪以来，巴西经济取得了不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就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来看，按照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快速上升——2004年为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2005年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
[2]

 ，2008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3]

 ，2011年超越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
[4]

 。随着其经济的继续增长，巴西的经济排名将继续上升。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巴西将在2016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5]

 。

全球化进程中的巴西就各项经济数据而言，2001—2010年，巴西经济累计增长37.3%，GDP年增长率为3.6%，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4%
[6]

 。2003—2010年，巴西的家庭年均收入的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大约有4870万巴西人脱离了贫困，半数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了68%，而10%最富人群的收入仅增长10%，是金砖国家中财富分配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
[7]

 。受惠于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巴西的对外贸易额屡创新高，1999年，巴西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972亿美元；2003年也不过1213.75亿美元；而2011年，仅出口额就高达2560亿美元，外贸总额为4823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297亿美元。巴西的金融市场强劲扩张，股市资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5%增至2010年的74%。在2004年前的8年中，仅有6家公司上市；此后8年，137家公司上市
[8]

 。巴西的外汇储备于2011年7月末突破3500亿美元
[9]

 。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20世纪中后叶的军政府时期，巴西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巴西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目前，巴西农业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是农产品和食品净出口国，是世界最大甘蔗、咖啡出口国；巴西工业是拉美地区最为发达的，其汽车、钢铁、航空等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巴西的服务业也较为成熟，并且多样。

就全球化水平来看，巴西经济与国际贸易市场、金融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在过去的10年里，巴西注重和不同的国家、地区和贸易集团加强往来，发展不同的贸易伙伴。换句话说，巴西的国际经济布局是全球性的，呈现出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并重、贸易布局覆盖全球的特征。日益开放的巴西在20年中出口增长了5倍，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1%增长到2009年的18%。2007年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3.4%，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2004—2009年，巴西平均每年向世界银行注资2.53亿美元。2003—2007年，巴西还向联合国的各项行动提供了大约3.4亿美元经费
[10]

 。巴西2003—2007年的KOF全球化指数排名分别为58、53、57、52、52，与中国的相仿，略好于印度的排名，略低于俄罗斯的排名
[11]

 。

巴西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说明巴西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典型例证。中巴两国于1993年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投资国，巴西是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21世纪以来，中巴双边贸易稳步增长。2008年，双边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16倍；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0年双边贸易额为771亿美元，同比增长37%；2011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高达842亿美元（其中巴西实现贸易顺差206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两国的贸易商品结构互补性非常强，巴西供应农产品、矿石、能源等基础产品，买入制造业和其他工业产品。贸易收支结构方面，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还在向巴西日益加大投资力度。根据巴西央行的数据，2005—2011年间，巴西吸收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共计30亿美元。而巴西出口和投资促进局的非官方数据显示，2009—2011年，包括来自香港和其他非直接方式的投资在内，中国在巴西生产行业投资额接近170亿美元
[12]

 。

巴西经济的不俗表现，绝非幸致。在各种推动巴西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经济政策至关重要。如何融入世界，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解答的重要问题，是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前提。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当今世界，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21世纪以来，尤其是劳工党执政以来，巴西选择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摒弃新自由主义，奉行发展主义。在如何融入世界即如何应对全球化方面，力求增强自身自主性，减少对外界的依赖，降低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减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这是巴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对巴西应对全球化的主要举措进行梳理，能够更好地认识巴西经济发展何以取得骄人成绩，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推进自身发展提供借鉴。


二、巴西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


应对全球化的举措是植基于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之上的。把握巴西应对全球化的举措，不能忽略其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态度。

对巴西政府而言，“全球化”问题是“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结构）”问题的重要内容，对“全球化”的认识在特定意义上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全球化”的态度实质上是以“如何融入世界，以更好地引导社会和国家发展”为准绳的。


（一）巴西国内的主流经济思想


目前，巴西国内存在各种各样关于世界形势的不同观点以及关于如何引导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不同战略。受其影响，巴西政府的认识与态度脱离不了巴西国内各领域、各层面政治社会力量在相关问题上的认识与态度。因此，为更好地把握巴西政府层面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态度，需梳理巴西国内各领域、各层面的观点。

在解读世界经济形势时，经济主义分析在巴西最为流行、影响最广，对21世纪以来的巴西政府影响最大。经济主义分析中最为流行的两种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如何使巴西融入世界”的问题上，相应的是自由主义战略与发展主义战略。


1.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观点将世界和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将其作为分析问题时的优先和正确角度，该观点在本质上具有全球性和商贸主义特性。自由主义的现代版即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在《拉美调整的成效》中归纳的“华盛顿共识”十条——加强财政纪律、重新确定政府的公共开支重点、税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在“华盛顿共识”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巴西版的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了调适。巴西版新自由主义认为，今天的巴西经济在某些工业领域即“利基市场”
[13]

 具有竞争力。实行有活力的贸易开放政策是寻找和确定巴西具有效率和竞争力的“利基市场”的最好政策。


2.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认可外贸领域对巴西经济的重要性，但认为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刺激扩大国内市场以及巴西本身工业体系的多样化。

发展主义又分为多种类型，但主要的有两种。一种类型认为，现代化的外国资本是以跨国形式出现的，没有祖国属性，表现得完全像民族资本，因此，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认为，在战略领域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由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民族资本相结合是不可或缺的，“民族资本”应该在巴西工业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


（二）世纪交替以来巴西政府对全球化认识与态度的演变


随着世界形势或全球化进程、巴西自身情况的变化，巴西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态度也不断变化，相应地推行的政策也不断作出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巴西国内主流经济观、有关国际组织机构等影响，巴西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不断在两个谱系之间摆动。


1.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阶段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最早的试验场，也是其主要试验场。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扩张提供了契机。

军政府时期，巴西长期奉行债务工业化战略。该战略引导巴西创造了年均增长超过10%、经济总量由60年代的世界第15位跃升到80年代中期世界第8位的经济奇迹。但该战略也导致巴西外债不断累积，到80年代酿成债务危机。由于前期取得的经济成就，债务危机初期，巴西政府并未执行国际机构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经济调整，是当时抵制IMF等国际机构正统稳定计划的唯一拉美国家。遗憾的是，巴西政府自行制定的经济调整计划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债务危机的压力、经济调整计划的无效，迫使巴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科洛尔总统时期）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科洛尔后的卡多佐时期，巴西政府开始全面拥抱、奉行新自由主义，并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贸易、金融、财政体制等方面的系列结构性改革，力图实现巴西经济模式的根本转型。卡多佐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依赖外资为主、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和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旨在解除管制和实现贸易自由化。

卡多佐的改革表明，在国家层面，巴西放弃了国家发展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积极争取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2.劳工党执政以来的发展主义阶段


卡多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时8年。期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2.2%，公共债务却增加了10倍，失业率也居高不下，两极分化也愈演愈烈。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未救巴西于水火。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期待与信任。伴随着劳工党的上台执政，执政党的理念出现变化，巴西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卢拉时期仍保留、延续了许多卡多佐时期的经济政策，但总体而言他们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相较于卡多佐的新自由主义战略，以卢拉为代表的劳工党选择了发展主义战略。

为了逐步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走出美国的影子，使巴西从“未来之国”变成“现实之国”，劳工党执政的巴西政府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在很多问题上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对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关于全球化的特点。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的力量完全自由，但全球化是不对称和排他性的，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力图维系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优势的进程。

关于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充满对抗、竞争和暴力并且权力日益集中的体系。

关于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有：科学和技术进步加速发展，但科技进步的推广受到限制；企业、市场的重组；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及日益增长的寡头垄断；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权力在世界体系中心的集中；围绕重要的权力组建地区集团；世界体系的日益多极化。

关于巴西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及巴西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巴西出口型经济在英、美等国的插手和外国资本的渗入下，卷进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并受到世界市场的制约。20世纪的外债造成的金融纽带使得巴西经济高度融入了世界经济。巴西的经济具有长期的对外脆弱性。经济活动中的对外脆弱性主要体现在：技术的依赖性；非民族化，尤其是金融业和公共服务的非民族化不断增加；外债特别是私人企业外债增加；难于扩大出口并使之多样化而“不减少国内消费”。当前，巴西仍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是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的初级产品出口国。

关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认为，现行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金融机构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失职，导致对全球原材料的投机，导致货币战争频发。目前货币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元的不断贬值，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不少问题。长期以来，巴西一直是货币战争的受害者。当前，美元贬值，雷亚尔出现巨幅升值，影响了巴西的竞争力。

关于跨国企业的作用。认为，经济活动全球化的需要使跨国大企业要求统一的规则来管理经济活动，同时政府方面为规则的统一而付出的自主努力也便利了大企业的全球活动。中小企业只是作为一个客体参与全球化进程，承受全球化的后果，但不具备影响进程的能力。

关于拉美地区20世纪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认为，在IMF等国际机构的监管下，拉美国家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计划，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的作用，对货物、服务和外资放弃管制并开放市场。经过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以不同程度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拉美经济的影响有所加大。这样的“全球化”过程是致使几乎所有外围国家在面对国际（和本国）资本投机行为时暴露出极端脆弱性的部分原因，拉美国家也不例外。

关于巴西本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认为，1990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人神魂颠倒，由于鲁莽地试图将这种国际经济体系理想观“奉若神明”的东西付诸实践，结果导致1999年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巴西经济对内和对外的脆弱性，其影响将长期持续。

关于地区一体化。认为，南美洲是构成巴西国际参与、巴西对外政策行为、巴西经济利益和巴西安全战略最近的地理区域。鉴于其重要性，必须积极谋求推进南美洲一体化。随着南美洲一体化的推进，南美洲将“成为多极中的一极”，而不只是其他任何一个经济或政治一极的一个次地区。实现南美洲的一体化，是促进世界多极格局的一种重要努力。

关于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形势。认为，由于美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银行未致力于让资本自由流动以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而是从事投机活动，导致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部门变为赌场，进而引发次贷危机，并波及全球。虽然巴西“不想成为这一赌场的受害者”，但巴西“对危机不能免疫”。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这影响到了全球需求的增长。另外，复苏的缓慢也使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引发货币战争的原因之一。巴西会并已经在“努力应对”，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基础”，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入政策不受到影响”。

关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认为，对某个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进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它对这个国家的“积极”效应之“和”是否大于“消极”效应之“和”。因此，每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否，都应根据各个进程对本国的影响来判定这一进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可以将它们定义为威胁或希望。

关于如何使巴西融入世界即巴西对全球化持怎样的态度。首先主张巴西融入世界的战略应该能够使巴西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方面获利，并防止消极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核心问题是减少对外脆弱性，减少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恢复自主制定并实施政策的能力。具体而言，首先对外脆弱性须逐步减少。从内部看，主要依靠将工业作为基础、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从外部看，巴西现代化与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并在世界财富分配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其次，巴西应该同其他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一道，共同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以便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过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总之，巴西不应该接受与其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或对其设置障碍的国际规则；巴西不应继续以从前的、有损于国家经济利益和需求的方式谋求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三、21世纪以来巴西应对全球化的主要举措


要真正充分实现“利用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减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仅有认识还远远不够，还要落实到行动上。为降低自身经济的脆弱性，提高自身自主决策能力，发挥自身经济潜力，改善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劳工党执政的巴西政府有意识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了系列应对全球化的举措。

目前来看，劳工党政府奉行的是一种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推行将市场与社会计划相结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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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而言，这种模式包含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通过降低利率、税制改革、加强基础建设、增加出口等举措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财富分配、加大社会投入、大力解决就业、治安及贫富差距等各类社会问题稳定局面。

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仅把巴西变成了经济强国，也使发展成果得以较好地惠及民众，促进了微观社会的发展。鉴于其取得的成就，该模式不仅为巴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其地区、国际效应也逐步显现，市场与社会计划相结合的做法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已有人称之为“巴西利亚共识”，或者“卢拉主义”。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会不断调整。因此，很难对21世纪以来巴西政府应对全球化的所有具体政策加以梳理。下面仅就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举措加以介绍。


（一）加大产业振兴政策力度


长期以来，巴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角色。为改变这种状况，巴西政府拟定并实施了产业政策。近年来，为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巴西的冲击，巴西政府加大了产业振兴政策的实施力度，实施了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产业政策，2009—2012年，巴西产业振兴计划的投资总规模预计高达4400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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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政策的目标是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提供重点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2008年，巴西政府颁布了新产业政策，根据这项政策，科技部负责振兴医疗、信息和计算机、国防、核能、生物技术及人力资源等6大产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负责扶持航天、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生物燃料、矿业、钢铁、纸浆和造纸、肉类产品等12个产业；工业、贸易和发展部负责扶持汽车、资本货、纺织和服装、木材和家具、建筑、服务、造船、皮革、制鞋、农产品加工、生物燃料、塑料制品等12个产业。新产业政策显露出一个新的方向，即通过以间接产权取代直接产权，政府将资金集中于自然资源和电信等少数国有企业。


（二）鼓励研发与创新


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包括对科研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巴西政府不仅减少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科研主体的投入，也推动了相关科研机构的私有化。对科研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西科技的自主性，降低了其创新能力。科技自主性的损耗及创新能力的降低，加重了巴西对国外科技的依赖性。为提高支柱产业和主要企业的研发能力，巴西政府采取了系列举措。


1.实施科技计划，通过各种政策鼓励技术创新


2003年，巴西政府发布“工业、技术和外贸政策指导方针”，方针提出通过税收、补贴、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2005年，巴西政府发布包括降低企业税赋和便于科研主体分配知识产权收益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技术创新。2007年，巴西政府公布“2007—2010年科学技术和创新行动计划”，不仅提出要增加科研投入，还大力鼓动、营造创新氛围，推广科普和技术创新。


2.设立“研发基金”，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巴西政府先后为电力、通讯、国防、航空、石油和天然气等产业设立了“研发基金”。


3.扶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巴西政府设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用来帮助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还推出“小企业方便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4.推动关于技术创新的立法工作，为技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2004年，巴西颁布《创新法》，不仅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以税收政策、资金支持，还鼓励高校等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动科技转化与发展。


（三）推进金融业改革


金融领域是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主要领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甚大。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巴西屡屡遭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使巴西经济遭受重创。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劳工党政府进行了金融业改革。


1.进行金融机构改革，整合金融机构力量，提高其竞争力


为进一步增强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2008年巴西金融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2008年11月伊塔乌银行以230亿美元收购了联合银行，并进而合并成立了巴西最大的金融机构伊塔乌联合银行，该银行一跃成为拉美最大的银行之一。

在整合金融机构力量的同时，增加了央行干预问题金融机构的权力。巴西银行和联邦经济储蓄银行获准收购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社会保障管理公司等。如2008年第四季度，上市的巴西银行同私有的沃托兰蒂姆以及国有银行诺萨·卡伊科萨银行合并，就是一例。


2.发展、完善代理银行制度


1999年以来，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完善代理银行制度，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0年，巴西共有各类银行代理机构约15万个，覆盖了全国所有城镇，占全国各类金融服务网点总数的62%。银行代理机构网点的广泛普及，为许多长期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低收入群体逐渐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提供了基本条件。


3.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供风险防范保障


巴西银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居国际金融业的前列。为了能够充分掌握所有机构的各类信息，巴西央行设有全国金融机构监控系统，后来又设立新信用风险中心，以实现对信贷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监控。


4.大力推进投资与信贷，通过国家贷款、银行注资等支持企业发展


虽然“巴西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是一个国家银行承担了企业所需的所有流动资金”的看法多少有些夸张，但其却道出了一个为多数人所忽视的事实——巨额国家贷款对巴西经济的飞速发展居功至伟。

劳工党认为，国家贷款是实现发展国家在海外的经济实力等更长远目标的途径之一，希望能借此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巴西大企业的诞生。在此观念的指导下，巴西政府大力推进投资与信贷政策：向出口企业提供专项贷款，用于建设或更新厂房，甚至用于购买建设用地；向企业提供市场营销贷款，帮助企业开辟海外市场；向出口企业提供“无差异化利率”贷款；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促进落后地区的出口；成立“中西部基金”，专门资助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产品出口，等等。例如，2009年，巴西银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为农业、工业、中小企业以及出口企业分别安排了64.7亿美元、80亿美元、30.7亿美元和5.2亿美元的援助性贷款。这些政策能够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巴西政府通过向国有银行注入流动性或直接增加资本金的形式，向银行体系提供全面的流动性支持。

作为巴西联邦政府拥有的两家开发银行之一，同时也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国家开放银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是贯彻投资与信贷政策的关键机构，肩负着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农业和某些特殊产业的发展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职责。通过巴西开发银行的一些做法与数据，可以更好地理解巴西政府通过国家贷款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巴西企业在南美地区的许多投资项目都得了巴西开发银行的贷款资助。巴西开发银行也会资助大宗兼并和收购案例，帮助有实力的巴西公司吞并竞争对手。例如，2007—2009年，为了让食品加工企业JBS有限公司获得其他食品公司的控制权，这个国家银行提供了28亿美元的贷款。根据巴西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2001—2010年，巴西开发银行对巴西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贷款增加了1000%以上。2008年1月—2010年6月，巴西开发银行共发放了2614亿雷亚尔（1.8雷亚尔兑1美元）贷款。2010年的前10个月，该行的全部贷款达1409亿雷亚尔，同比增长105%。巴西开发银行2010年向国内提供的贷款是世界银行在同期向100多个国家提供贷款总额的3倍。


5.改革外汇市场管制


为进一步推进巴西外汇市场自由化，2005年3月4日，巴西央行委员会发布3265号和3266号决议，对巴西外汇市场管制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改革内容有：（1）统一浮动汇率外汇市场（主要用于外国证券投资转移）和自由汇率外汇市场（主要针对进出口交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汇兑）；（2）取消外汇买卖的数额限制。


6.稳步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


自20世纪90年代起，巴西政府开始向外资稳健地、渐进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截至2010年6月，包括外资控股的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在内，巴西共有60家外资银行，占巴西银行业全部流动资产的21.42%。在巴西全部金融机构中，外资参股的机构为213家，其中外资控股的机构为133家。近年来，巴西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子。2006—2010年，新获准设立的22家银行中，有外资控股银行8家。


7.与有关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加强应对危机的能力


2008年10月，巴西和阿根廷推出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政策。2009年8月，巴西通过与乌拉圭的谈判，确定2010年与乌拉圭签订类似协议。此外，巴西还与地区外的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如与美联储银行签订了30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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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提高外贸产品的多样性，力图实现可持续多元发展


对巴西等拉美国家而言，初级产品曾经“既是繁荣的源泉，又是苦难的源头”。为避免拉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香蕉共和国”所特有的经济繁荣与经济崩溃交替出现的现象。巴西政府致力于调整外贸商品结构，推动工业出口的发展，以改变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模式。虽然目前巴西的出口模式仍是以初级产品为主，如2008年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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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相较而言，巴西的外贸出口结构已颇有改观，钢铁、航空等领域的工业制成品已打开并拥有较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五）推行社会救援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


长期以来，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新自由主义改革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程度。为了改变两极分化的状况，劳工党政府采取了系列就业、社会救援和收入再分配政策。


1.以扩大就业为主减少贫困


2003年巴西劳工党政府推行旨在帮助青年人早日就业的“第一次就业计划”，政府从多个方面给16—24岁的青年以就业支持：给自己创业的提供低息贷款，给吸纳青年就业的企业补贴，对企业的青年人进行免费技能培训，等等。在第一年，“第一次就业计划”就惠及25万青年，成效显著。


2.实施“零饥饿”计划


劳工党上台伊始，就成立了推动实施“零饥饿”计划的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该部主要有三项职责：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对贫困家庭实施救助；社会救助，给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反饥饿，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在农村鼓励小农进行种植。


3.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


家庭救助金计划把贫困家庭分为赤贫家庭和贫困家庭两种。政府对这两种家庭实施有条件、额度不等的现金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而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巴西政府还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必须达到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学出勤率必须达到75%，7岁以下儿童必须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必须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只有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到救助金。至2007年，巴西全国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补贴的贫困家庭达1100万个，惠及全巴西人口的近1/4。


4.实施教育扶贫


自2001年起，巴西开始实施“奖学金计划”，目标是使6—15岁的青少年入学率达85%。根据该计划，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家庭，每月可得到15雷亚尔的奖学金。2003年，巴西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成人扫盲计划，提高成年人的知识水平。


5.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


巴西社保体系的特点在于对低收入群体实行较低缴费标准或零缴费。如农村居民享受非缴费、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农民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只要有从事农业劳动180个月的记录，就可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后，按月领取养老金。再如，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只要年满65周岁，且收入不足当地最低工资的25%，均可免费申请政府的最低工资补贴。

为实施上述社会政策，巴西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据估算，从2002—2008年，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为GDP的6.9%—8.6%。虽然耗资巨大，但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普通民众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如果巴西能够继续保持2003年以来快速减贫的势头，到2016年，巴西的贫困率将下降到4%，基尼系数将从2008年的0.544下降到0.488，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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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构筑、利用多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自身的形象，扩大自身影响，参与规则制定，谋求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随着巴西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巴西谋求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此，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主要如下。


1.恰当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鉴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影响、与美巴的贸易关系及独特的地缘关系等因素，巴西充分认识到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在全球问题上，巴西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同时，巴西又坚持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极力削弱、摆脱美国对自身的影响，增强自身的自主能力；还积极寻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遏制美国的力量与影响。例如，在对美国发起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巴西政府多数时候并不明确表态，既不积极响应，也不强烈反对。但在谈判的过程中，在一些具体协议尤其是有较大分歧与争议的问题上，巴西又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轻易妥协。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根基——全方位贸易协定何时能够达成，目前看来遥遥无期。这意味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在美洲受到了阻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支持建立了一个直接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拥有12个成员国的南美洲国家联盟。


2.积极利用已有国际平台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这些国际机构，巴西一方面积极参与其活动，发挥其平台作用。例如，巴西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力图借其更好地把本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成长之中。巴西非常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进一步增加自身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巴西也经常呼吁对这些国际机构的一些机制、做法进行改革。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人选上，强调必须按照候选人的能力而非国籍来挑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任命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巴西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增加新兴国家的相应权力与份额。

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等也是巴西非常重视的平台。巴西借助此类平台表达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与立场。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都是拉美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左派进步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论坛，均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倡导合法斗争、替代现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争取民主未来和全球善治。虽然是非政府组织的盛会，不代表官方声音，但从其对两大论坛的态度可以看出，巴西政府还是非常重视此类为世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讨论替代方案、交流经验和加强联系提供开放空间的平台的。


3.以加强南共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地区一体化


劳工党执政以来，非常重视推进地区一体化建设，实施了包括加强南共市建设、巩固与南美国家的合作、拓宽南美地区一体化、实现南共市和安第斯共同体自由贸易等内容的地区战略。

劳工党地区战略的核心是加强南共市的建设。对巴西而言，南方共同体市场为其国际战略（包括地区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难得平台。因此，巴西将南共市的生存放在实现南美洲一体化核心的高度，置于“不可替代”的位置。为加强南共市建设，巴西除了主动分担了为解决成员国发展失衡、增强成员国凝聚力而设立的南共市结构趋同基金的70%的份额外，还提议设立了两个以巴西为主的南共市新基金，即鼓励成员国中小企业实现生产一体化的南共市中小企业基金与为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提供融资渠道的南共市家庭农业基金。此外，巴西还积极与阿根廷合作推动南共市内部机制建设，先后成立了南共市常设代表委员会、南共市仲裁法庭、南共市议会等机构，为解决日益增加的成员国贸易纠纷提供了相应机制。


4.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地区、集团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联系


为了避免对特定国家、地区产生依赖，巴西谋求在全球布局，既同发达国家发展贸易与金融合作，也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目前来看，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联系与合作是巴西的一个重点。

作为金砖国家中的一员，巴西定期参与金砖国家的会晤机制，不仅借助相关机制探索如何加强同其他金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也借助相关机制协调彼此的立场，表达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危机加速了我们的战略。非洲将出现经济竞赛，巴西现在就应该抢位。”非洲也是巴西国际经济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2010年，巴西和非洲的贸易额从40亿美元增长到200亿美元。巴西对此并不满足。2012年年初，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访问了非洲多国，创建了专门针对非洲的公司，还下令创建由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门特尔领导的“非洲小组”，以使巴西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攻势焕发新的活力，显出前所未有的力度
[19]

 。


5.组织搭建各种新平台


除了在本地区倡导一体化的过程中搭建各种组织平台以外，巴西也将视野转向其他地区，谋求建立各种新的平台。例如，巴西不仅在坎昆召开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倡导建立了20国集团，还与印度、南非结成“三边委员会”以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与德国、日本、印度结成“四国集团”，等等。这些平台的搭建，为巴西更好地融入到世界之中提供了重要支撑。


6.重视国际双向传播


一方面，随着巴西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巴西国内了解外面世界的需求大大增加，巴西对国际的报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让世界了解巴西，巴西政府也积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际传播巴西文化、展示巴西的软实力。例如，2010年3月，巴西政府打造了专门负责对外传播的门户网站Portal Brasil，以方便各地人民了解巴西。


（七）采取反危机政策，降低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


与在以往危机中紧缩基础设施投资以保障财政平衡的政策不同，拉美和加勒比多数国家在此次危机中推出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举、社会和产业政策共同推进的反危机政策。巴西也是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政府迅速转移工作重心。为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五项举措：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执行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增强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采取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鼓励生产和消费；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消费信贷为推动，拉动内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贫困家庭补助。其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核心举措。

从历史上看，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较低。2001—2007年，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11%，基础设施投资率远远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经济长期增长所需的最低投资水平。为应对金融危机，巴西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根据巴西《2007—2010年加速增长计划》，巴西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为3440多亿美元，计划修建4.2万公里公路、2518公里铁路，扩建12个港口和20座机场，在主要大城市修建地铁
[20]

 ，等等。据预计，到2016年巴西将向1.2万项大型工程投资9000亿美元
[21]

 。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成为帮助巴西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一把利剑。


四、巴西应对全球化的思考与启示


21世纪以来，巴西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成就斐然。其对全球化的认识与态度值得思考，其应对全球化的举措值得借鉴。

第一，只有对世界形势判断准确，对如何融入世界形成明确思路，给自身以恰当定位，民族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才能趋利避害，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应对得当的举措，巴西不可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巴西政府应对全球化的举措是以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态度、对如何融入世界的明确思路、对自身的恰当定位为前提与基础的。对形势的判断，对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进一步来讲，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的增强，它们要求改变既有国际经济格局、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要在塑造国际体系和为国际体系作贡献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新兴经济体必须首先要在全球贸易体系、金融监管、移民政策、发展援助、减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即对世界形势或世界格局（尤其是经济形势、经济格局）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形成思路，有所谋划。

第二，民族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以IMF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给拉美等地区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不但未起到期待中的妙手回春的效果，反而使其沉疴日重。巴西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拥抱并未帮助巴西摆脱债务危机，却使问题愈加严重；实施新自由主义也未能让巴西赢得美国的尊重。劳工党上台以后，坚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不仅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大增，也改善了巴西在国际中的地位，提高了其国际影响。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第三，民族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尽量降低自身经济的对外脆弱性。在不对称的全球化背景下，外围国家的经济很容易产生脆弱性。脆弱性会表现在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民族国家需注意提高自身的自主能力，降低经济的脆弱性。具体而言，在贸易领域，要避免外贸出口产品的单一性，实现外贸产品结构的多元化；要增加外贸产品的出口附加值，不能过分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贸易对象的布局要有国际视野，不能仅仅极限与个别国家、个别地区，避免出现过于依赖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的的情况。在金融领域，要通过多元化渠道融资，减少对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国家的依赖；要加强监管机制，监控“热线”的动向。在产业领域，要重视科技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避免依赖外来技术；要重视扶持发展事业，避免产业空心化。

第四，在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的如何对一国的发展影响巨大。通常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市场起到的是管理的作用。经济市场化以后，政府要优化管理机制，而不是干预生产。同时，巴西的做法表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资金扶持、政策导向等途径扶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发展，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第五，本国资本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巴西最大的15家银行中，有4家为国有银行，6家为本地私人银行，5家为外资银行，其中前5大银行均为巴西本国银行，尤其是巴西银行和Brandesco银行通过重组，规模急剧扩张，牢牢占据着前两位的位置。巴西本国资本对银行体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确保了央行的货币金融政策能得以较好的贯彻与执行，也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六，将市场与社会政策相结合，使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家庭年均收入的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即“微观社会的发展优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巴西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给世界提供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新兴经济体学习借鉴。唯有将市场与社会政策相结合，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民众，才能为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稳定的环境，进而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第七，充分利用相关平台，发挥联盟的力量。各种各样的国际平台为各民族国家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渠道。要更好地融入世界，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借助国际平台不可或缺。另外，在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实力要有效地谋求自己的利益，也需要在观点相同、利益相通的国家中寻找盟国，发挥联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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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度

张淑兰　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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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全球化水平



1.经济发展水平


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增长明显加快，1993—2002年年均增长率达6%，2006—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9.7%，2007—2008年达9.0%。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回落至6.7%。2010年以来，印度经济复苏势头强劲。2009—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8%，2010—2011年为8.6%。据估算，2011—2012年，GDP增长率为6.9%。尽管如此，印度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


印度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种趋势在未来仍将得以延续。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未来50年内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8%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将超过意大利，2020年超过法国，2025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日、中的第四大经济体；到203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将达6%并超过日本；到2050年, 印度经济增长仍会达到5%，并且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但目前与中国相比，印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3.全球化水平


根据KOF数据，全球化指数2003—2006年，中国分别是53、57、54、51，稳定在50名左右，印度排名分别是57、61、61、61，稳定在60名左右，印度一直低于中国10名左右。但2007年中国位于37位，印度位于第82位，中国远远高出印度45个名次，差距拉大。2011年中国位于73，印度位于116，中国仍然高出印度43个位次。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2007年是印度融入全球化速度最快的一年；二是与中国相比，近几年，印度的全球化在加速，稍微快于中国。因为与中国相比，四年间，印度的全球化指数排名上升了2个位次。安永全球化指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2010—2011年印度分别为57、55，中国分别为39、39，印度的排名上升，中国原地踏步。此外，就具体指标而言，即经济全球化指数、社会全球化指数和政治全球化指数，2011年印度的排名分别是122、150和22，中国分别是103、89和41。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中国稍微高于印度19个名次，在社会全球化方面中国高出印度61个名次，但在政治全球化方面，印度却高于中国，高出19个名次，与经济全球化的水平相比正好相反。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印参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


(二)21世纪以来印度受到的主要全球化事件的影响


第一，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它促使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大幅度升温，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第一次有了强有力的利益契合点。印美关系的改变和印度国内恐怖事件的增多使印巴关系在21世纪反复无常，充满了变数。此外，“9·11”事件后，印度的积极反恐使印度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紧张起来，同时，印度国内的印穆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矛盾激化。如2007年，三名富有的印度伊斯兰教徒卷入了苏格兰格拉斯哥机场的恐怖爆炸密谋，使印度政府极为震惊，打破了印度当局一直以来持有的臆想：没有印度伊斯兰教徒卷入任何全球性的恐怖网络。印度本土也出现了伊斯兰教徒激进团体，国内印穆冲突再次激烈起来。可悲的是，种族宗教冲突不仅仅发生在印穆之间，而且发生在极少数的基督教群体中，只占人口的2%，2008年在奥里萨和卡纳塔卡邦，他们遭到了严重攻击。

第二，21世纪国际舞台上大国权力发生变化，主要有三大变化。首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时而活跃时而退潮。有四个特别活跃的年份：2002、2005、2008、2010，尤其是2010年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中国崛起，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全球外交中越来越突出。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崛起年，各国对中国的态度较为矛盾，欢迎与压制并行；2004年中国在国际社会非常受欢迎；2005年开始各国对中国实施压制，突出表现在人民币问题、反倾销制裁等；2007年对中国的压制十分明显。印度与主要大国的对华立场和态度基本保持一致。最后，印度崛起。印度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大，反过来，对其内政和外交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6年可以说是印度崛起年，此后印度在国际社会日益受欢迎，与各国对中国的压制几乎同时开始。如2007年排除中国的印度巴西和南非的三国论坛、中印的太空争夺战。从2009年开始，中国、印度、美国同时成为世界的焦点，中美印的三角关系越来越重要。具有讽刺性的是，只有在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中国和美国一样才开始认真对待印度。中印两国的同时崛起使得两国的相互关系对亚洲的和平和稳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印美两国有着更多共同的安全考虑，包括全球反恐、防止塔利班返回阿富汗、保证巴基斯坦的稳定、限制中国在南亚的影响。而美国开始重视印度的重要目的是加强印度来抗衡中国，尽管印度官方否认印度发挥这样的平衡作用。

第三，21世纪政治领域的全球性发展特点和趋势有四个。首先，全球范围的左翼思潮回流。2001年巴西工党上台，拉美左翼政党力量强大，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回流的序幕。2003年南非革命党上台执政，2004年印度中左的国大党取代右翼的印度人民党。其次，2003年开始，各国政党的治理与改革问题突出，尤其是腐败丑闻不断被揭露出来。再次，各地区大国基本上进行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且没有外力干扰，最重要的是很多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技术专家执掌政权，如印度中左政党国大党重新上台，经济学家曼莫汗·辛格担任总理。最后，世界各国纷纷重视法治建设，如印度通过信息法，埃及也进行了修宪，进行直选。

第四，21世纪经济领域的全球性发展特点和趋势有三个。首先，全球范围内流行、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浪潮，几乎没有例外。其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了各国经济，南非和埃及受冲击严重，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基本为3%—4%，但印度独特，受影响很小，经济增长率达8%，与中国的9%很接近。2009年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普遍不景气。最后，国际社会推行的发展态势的话语转变也影响到印度发展模式的调整。2005年开始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和地区一体化的建设，2007年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尤其是清洁能源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展热点。2009年国际社会开始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

第五，文化领域，21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外交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在全球流行。2002年公共外交在全球闪亮登场，一是体育外交，以巴西和南非的足球外交为代表。二是会议外交，南非和巴西成为世界性国际大会的圣地，尤其是南非。2003年是国际峰会年，如印度—东盟峰会、博鳌论坛、埃以峰会等。三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扩大，2008年世界各国开始强调发展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建立海外文化中心，中国建立孔子学院、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10年是全球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最突出的一年，运动会、世博会、文化节（文化年）等，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第六，社会领域，全球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全球治理越来越重要。首先，全球性卫生医疗问题突出，如2003年出现了非典，2004年禽流感，以及艾滋病始终难以有效遏制。其次，全球性重大灾难性事件不断发生，如2004年东南亚的海啸，2008年中国和印度的地震，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核泄漏，世界末日之说流行。最后，21世纪全球范围内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如家庭债务、贫富差距；就业、老人和儿童等问题。2004世界反贫大会召开，国际社会开始强调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医疗保险、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2005年是各国政府强调社会福利的高峰年，到2009年各国纷纷开始宣传包容性的增长模式。


二、印度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一）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1991年，随着拉奥政府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印度国内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也正式成为舆论的焦点，各派观点激烈交锋。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坚决反对全球化。在这一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立场一致，但观点却不完全一致。双方都强调民族主义，反对西方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建立全球霸权，掠夺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严重依赖，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物价飞涨等。不同的地方是，左派认为全球化是“后资本主义”，将西方国家的霸权看做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霸权的延伸，将反对全球化看做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另外，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作用的衰退，左派也坚决反对，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右派则认为可以控制全球化，玩弄资本和市场，办法是利用一些印度古老的概念，如司瓦德西或原教旨主义。此外，他们更多强调西方对印度的文化危害。印度教极端组织在全球化问题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完全反对全球化。他们认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会造成对传统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他们特别担心全球化的发展对印度教可能造成冲击。他们认为伴随经济活动而来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无疑会对印度教民族实体认同造成危害。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对全球化持形而上学的看法，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毁掉一种文明，而民族国家什么也做不了。

第二种观点则赞成全球化。这些人主要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他们认为尼赫鲁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计划经济、专利体制等都应该做出改变。

第三种观点则是趋利避害性的。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印度无法左右的外部环境驱动的结果，对印度来说，重要的不是讨论全球化是对是错，而是应该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避免全球化的弊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他强调在实行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的同时，要兼顾社会福利开支，特别是在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他批评印度政府忽视社会部门和农业部门，从而使一大批人无法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在，第三种观点在印度政治和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历届执政党追求的目标。当初与曼莫汉·辛格一起倡导改革的自由派人士，也有一部分人转向支持这一观点。

从2000年至今，印度共经历了3届政府：一届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两届国大党联合政府。他们对待全球化的基本观点没有本质的差别。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提出只有全球共同行动才能迎接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和平衡发展的挑战。他强调，政府既要坚决执行使印度经济具有全球竞争力，并有助于印度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政策。同时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本国利益，使本国工业免遭来自国外的不公平贸易和投资的损害。财政部长辛哈认为：“司瓦德西、全球化和自由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全球化是实现司瓦德西的最佳途径。” 2004年上台执政的国大党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总理辛格是1991年印度自由化全球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因此国大党在新世纪重新执政后在全球化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辛格他们尽管仍然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经济能够平衡发展，保持公平和社会正义；在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增加生产的同时也伴之以就业机会的扩大。他们意识到自由化进程主要使中上阶层获得好处，只要经济继续发展，他们就能继续获益。但是，中下阶层获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因而，自由化全球化进程需要在中期进行调整，通过采取特殊的措施使农村和城市的穷人获益，使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更加具有包容性。


（二）主要做法及效果



1.经济方面的做法及效果


宏观层面有三点：第一，将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推进到第二代。印度人民党在2000—2001年的财政预算中，明确提出第二代经济改革的概念。与第一代经济改革相比，第二代经济改革加强了对农业部门、社会部门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第二，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干预。从2004年开始，印度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很突出。政府各部宣布成立委员会来监督私营部门，财政部门还给银行施加压力，让银行为政府制定的优先部门提供直接信贷。政府还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提出积极行动的备忘录，促进表列种姓和部落的就业。第三，根据形势变化重新界定和完善公共目标。尼赫鲁时代印度的公共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消除贫困，社会平等、根除种姓障碍，授权给妇女、少数民族和贱民）。印度人民党在1999年12月29日的《钦奈宣言》中认为公共目标是“较为快速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和生活各个层面的发展”。 2004年国大党辛格政府表述了对印度未来的设想：人性的发展，一个更加公正的发展。2008年辛格政府“十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发展口号是“包容性增长”，将富人和穷人分开，穷人包括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种姓、少数民族、性别和落后的地区（某些邦和某些地区），列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印度建设任务、午餐任务、全国乡村卫生任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全国城市重建任务、全国乡村就业保证计划、农民的债务减免计划、免费义务基础教育任务、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种姓采取的优惠措施，给予落后地区的特殊补贴，等等。尽管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75年的0.412提高到2003年的0.602，但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印度名列127，而中国是85。尽管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直在改善，但城乡和地区差别却一直在扩大，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扩展和随之而来的公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城乡和地区差异的扩大进一步激起了社会关系的紧张。

工业领域的发展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印度政府继续推进公营公司的私有化计划，工业许可证基本取消。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那时候是把公营公司出售给国有银行，21世纪的私有化计划是把几个关键的公营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出售给私营部门，私人垄断财团非常感兴趣，但2000年就推出的计划，直到现在进展甚微。第二，从2002年开始印度政府解除了对国内工业实行的保护主义措施，促使印度工业迅速与世界连接起来。2000年的时候面对中国商品的涌入，印度经济界还一片悲观甚至愤怒，包括工业、农业、贸易等各行各业，保护主义占了上风。新德里和孟买的51%的年轻消费者积极支持司瓦德西的信条“做印度人，买印度货”。但是，到了2002年印度政府感到经过几年的重组，印度工业的发展较为强劲，能够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了。所以，自此以后，印度不再害怕全球化，自信心大有增强，发起了“印度在闪耀”的运动。印度不少大公司不仅在国内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竞争,而且在海外拥有一定的品牌和销售网，积极向海外进军,争夺海外市场。2003年印度企业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各行各业的海外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知名的印度信贷评定与投资服务公司总裁拉维莫汉说:“在印度每一个行业中,都有两三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2004年1月初公布的小型预算中，印度将最高进口税从25%削减到20%，废除了4%的特殊增值税；电信业等基础设施部门向外资开放等。2007年印度经济突飞猛进，不仅企业部门继续繁荣，而且拓展了其全球化的领域。例如，工业巨头塔塔财团等积极向海外扩张并购。印度跨国公司海外并购的特点有：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投资的区位重点，亚太地区是印度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区域，其次是英联邦国家；通过建立广泛的战略联盟,进行风险防范；加大优势产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件业，其次是制药业；小投入大野心，与西方跨国公司只是利用金钱不同，印度公司更讲究战略。第三，设立和发展经济特区。21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同时又看到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印度政府正式引入了“经济特区”这个概念。2000年1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建立经济特区（SEZ），除把过去的一些出口加工区改为经济特区外，还在其他一些地区设立了专门的经济特区。特区企业可从事制造业、贸易和服务业，可免除关税，进口货物可免除海关的常规检查，拥有净外汇盈余3年，简化会计审查程序等优惠条件。2006年《经济特区法》出台，在特区内，所有的手续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全部办齐，不必像过去要跑几十个地方，花3—6个月时间，而且特区内的企业可以在15年内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其中前5年所得税全免。特区企业在服务税和进口税等方面也有减免优惠政策。此外，印度政府优先建立“技术研发”和“工业生产”两类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深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走创新发展的道路。第四，对于小型企业，印度政府在2000年8月颁布了新的小型企业政策。基本思路是：加强对小型企业发展的支持,放松对小型企业发展的限制。其主要内容是有:提高小型企业的投资限额；加强对小型企业的财政信贷支持；加强对小型企业的综合基础设施支持；加强对小型企业的技术支持；加速对病态小型企业的整顿。

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增加国家外汇储备。2000年印度政府实施了印度千年储蓄计划（India Millennium Deposit），允许印度国有银行向印度侨民发放硬通货形式的存款证明，存款利息非常高，超过美国的8%，计划筹集55亿美元的资金。根据印度主要的商业日报分析，卢比对美元每年以8%的速度贬值，所以这些存款的实际利息高达17%。第二，2000年印度人民党政府一再重申要加强财政纪律，削减预算补贴。2002年印度公共开支下降，影响了消费需求。但是，从2008年开始辛格政府强调包容性增长，公共开支大幅度增长。而2009年为了应付经济危机，辛格政府更是将财政赤字提高到GDP的6.8%。多亏中央的财政赤字在危机爆发时是2.5%，所以政府才有空间来刺激公共开支，而不致于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即使这样，印度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61%（加上各邦的25%），这是不可持续的赤字刺激政策，远超过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公债水平。中国公债与GDP的比例是17%，韩国是32%，印尼是41%，泰国是42%，马来西亚是56%。印度必须迅速降低赤字和借贷，公债才能降低。第三，提高利息率。印度储备银行在2010年5月—2011年10月连续提高了12个百分点利息率，从而将借贷利率整整提高了3%，结果导致住房和其他不动产的投资停止，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购买量急剧下跌。第四，2005年辛格政府建立起共同的增值税制度，统一税率是4%～12.5%，4月1日在各邦开始实施。

基础设施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公路建设。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提出了以“黄金四角”工程为主的国家高速路发展计划，旨在全面连接新德里、孟买、金奈和加尔各答四大主要城市，总投资超过5500亿卢比，由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局统一负责修建。辛格总理上台后，成立了自己任主席的内阁基础设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具体事务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具体操作，旨在督促并落实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优良的基础设施吸引跨国公司的更多投资。2011年，辛格政府提出“每天让印度新增加20公里高速路”的宏伟计划，公路建设开支较10年前约增长了3倍。尽管如此，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非常缓慢，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局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4月起，印度高速路每天仅能修建12公里，远未达到每天20公里的目标。另据印度工商联合会的报告称，因修建工厂和高速路引发的土地征用纠纷已使印度全国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工程处于停滞，其中“黄金四角”工程的全面竣工日期一再地被迫延后。二是海运发展。2005年印度政府表示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改造，其中一个重点是借助世界银行的财务支持来实现其南北东西轴线的建设。2006年印度将14种集装箱搬运设备的关税峰值由20%削减为5%，从而加速搬运设备的更新换代,增强印度港口的货运能力。同年，印度向外国公司开放了之前因安全问题而拒绝开放的港口行业。三是空运发展。2003年印度单方面宣布开放天空,尤其放宽对货运业务的限制。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航班数量从2003年的每周70班上升到2006年的204班。结果，在高油价和没有政府补贴的不利因素下，印度航空公司声称它的2005财政年净利润为1480万美元,比前一财政年增长48.5%。四是铁路发展。2006年印度开始向私营企业开放铁路货运集装箱业务,打破了国有印度集装箱公司近20年的垄断。五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1999年颁布的电信政策将电信局公司化。2000年长途电话向私营和外商开放。2002年4月电信公司私有化，塔塔财团获得25%的股票，并接管管理权。“十五”计划（2002—2007）中政府为建设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而投资2000亿美元。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印度加强了与各国的信息技术合作，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建立信息和电信论坛的主张，得到新加坡和美国等的支持响应。

农业方面。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穷人集中区，成为其经济成功的最大污点。印度农业提供22%的GDP，但全国60%的人依靠农业为生。1999年印度人民党政府出台了新的农业政策，提出今后20年印度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使印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该项政策提出农业年增长率为4%，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将确保首先大量增加对农业研究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灌溉方面将得到最优投资而且所有在建项目将严格按进度完成；加大农村地区的信用贷款范围和额度，农业信用合作制度将再度健康发展，将使农畜产品保险计划更有效；政府将在所有WTO谈判中充分保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改变印度农业单一依赖谷物的局面，发展高附加值的商品农业，实现农业战略的转变。2001年农业减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产品的出口限制也被取消。2004年辛格政府上台后，通过为小农提供全部或部分的低利息银行贷款来提高农村收入。这非常受欢迎，因为印度的大部分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2008年政府还取消了4300万农民的债务，约占GDP的1.6%。

信息技术服务业。与中国模式不同，印度的经济进入快车道是由现代服务业推动的，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在过去10年中, 中国和印度的制成品和服务出口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中国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要远超印度，而印度则在服务出口增长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印度服务外包的拉动作用尤其显著。瓦杰帕伊在1999年提出印度要在2010年成为“信息技术超级大国”，政府为软件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以出口为导向,提出“所有的软件企业,不分大小、强弱,都应该是国际化的”。为此，印度历届政府通过减免税、提供信贷和设立软件园等优惠政策大力扶持软件业的发展。2000年7月信息部实施13点计划，内容有:在未来3—5年信息部门减免税收。中央对光纤、硬件、互联网装置、电视教育计划降低关税和消费税；政府允许互联网供应商自由铺设光缆，信息部同时要求互联网供应商对教育机构降低收费。2001年8月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又向信息部提出10点行动计划，要求政府通过法律保证电子商务有序进行。2005年信息产业部制定了硬件远景规划，要使电脑普及率从目前的6%提高到26%，出口从2700万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为了提高电脑普及率，政府推出了新计算机教育计划，耗资300亿卢比，旨在向6万所小学在5年内提供60万台电脑，即每年需60亿卢比执行计划。与信息技术相关，印度还实施了“发展全球性城市”的战略，例如，印度政府给班加罗尔的定位是“印度的硅谷”。

进出口政策方面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吸引外资。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印度很多邦都提供了不少投资鼓励政策。如喜马偕尔邦政府对工业提供了多种优惠，包括在一定期限内对一般营业税和中央营业税实行豁免、优惠税率或延期、电力优惠、资本投资补贴等政策。印度已经成为了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二是发展外贸。2001年印度对进出口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即进口自由化转向促进出口。把促进出口视为国家战略并努力为促进出口提供有利的环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出口，主要有：制定方便出口生产的进口政策；实施各种税收优惠措施来扩大出口；设立出口加工区；实施面向出口企业的计划。为了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印度在全国成立了38个贸易促进机构，还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管理。2002年1月30日，印度宣布了2002—2007年进出口政策，扩大出口的措施包括多元化市场战略；简化出口手续，降低交易成本等，同时放松进口限制，包括取消商品进口数量的限制、大幅度降低商品进口关税。简化进口程序、加大反倾销力度。


2.政治方面的做法与效果


第一，发起强调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运动。1999年印度发起了一场“我们的瓦杰帕伊”运动，把印度人民党的参政野心、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一情绪使得瓦杰帕伊在1999年大选中获胜。执政后，印度人民党接着在全国发起了“司瓦德西”运动。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上, 人民党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 所谓的“价值”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印度人民党坚持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认识印度的复兴, 在他们看来,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己的特征, 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 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 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第二，法院积极行动，全面涉入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努力发挥三权分立中的制衡功能。首先是环境保护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等法院就积极介入环境保护问题，基本站在人民一边，2000年高等法院史无前例地判决那些“污染性的”工厂搬离德里市区。其次，公共生活中的腐败。2003在环境运动团体的强烈呼吁下，印度高等法院命令印度调查局调查两项与泰姬陵有关的建筑工程，结果证实北方邦首席部长兼BSP领导人Mayawati及其同伙在工程开始前就购买了大量相关土地，从而谋取暴利，最后该首席部长被迫辞职。最后，与社会政策有关的立法领域。高等法院发布了大量的命令，要求德里市和德里区执行空气清洁条例，要求中央和邦政府释放食品储存来防止饥饿死亡事件的发生，通过提供午餐和日常护理设施来促进教育发展。法院在许多方面积极参与立法行动，也表明了印度政府立法部门的瘫痪。其实自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均不能控制上议院，人民院的立法已经陷入僵局。

第三，21世纪印度政治界尤其是各政党普遍接受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政体形态，印度彻底进入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阶段，联合政党的体制实现了制度化。2004年百年老党国大党为了大选终于决定接受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政治发展趋势。国大党以前拒不接受联合组阁。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特点有三个：首先，政府的代表性更加开放、更加能够包容社会不同的身份和利益。尽管政府是通过联盟的形式进行运转，但还是基本能够采取大胆的决策，而一些基本政策特别是外交、安全和经济方面，是不可更改的，从而在政权发生变化时保证治理的连续性。其次，民众政治逐渐让位于有组织的政治。在联合政治下，民众对不同问题和政府政策的不满基本上是分散的，不仅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变得困难，而且即使以种姓、种族或宗教来发动民众也无法超越其临界点。新的联合政体使民众运动领导人常常受挫。最后，印度联合政党体制经过1989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最终完成了制度化过程。其基础性的构成是地方的、地区的、种族的小政党。他们在联合体制中的两大政党之间发挥平衡作用。这种联合政党体制更加靠近社会。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必须重新界定和重构“国家”这一概念及国家与地方和地区的关系。代议制政体必须适应联邦政体的需要和多种族、多文化社会的需求。

第四，进行与选举有关的宪法修改。为反映由于家庭发展计划的执行而出现的全国人口分布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2001年印度的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将人民院席位的分配冻结15年，终结此前冻结30年的规定，同时允许各邦根据国内移民的变化来重新划定人民院和邦议会的选区。

第五，政党的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身份为基础的政党在印度大量产生，势力也不断上升，使封闭的政治体系向各种庶民团体开放，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左翼的回潮，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具有特殊色彩的政党一直没有能够为其选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逐渐被民众抛弃。21世纪，印度政党发生了如下变化：首先，右翼政党的右翼思潮退潮。2002年印度人民党提议卡拉姆任总统，以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卡拉姆是穆斯林，印度人民党借此告诉民众它愿意卸下其教派的外衣，改变其形象；二是卡拉姆是印度核计划的设计者，印度人民党借此强调印度正努力在国际上崭露头角。2004年大选印度人民党失败后，进一步自我蜕化。相应的，左翼政党更左，且占领了右翼政党的反对党空间。2005年印共（马）领导人换代，年轻的、意识形态更正统的一派在全国掌权，他们急切地建立意识形态的信条，反对西孟加拉邦的较为倾向于改革的派别。为了反对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他们在9月领导了城市大罢工。印共（马）领导的左翼，其基础是公营部门中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激烈反对关闭公营部门。印共（马）还干涉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对美政策，威胁说要发动群众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于左派的反对，印度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基本陷入瘫痪，相反公共开支不断上涨。其次，极端派政党更加发展壮大。2004年印共（毛）成立，获得了贫穷的部落和农村无地农民的支持，影响了印度中部地带的12个邦，600个地区中的150多个，有5000左右党员，其活动严重威胁印度的经济发展。2007年辛格政府宣布纳萨尔暴动是印度国内最严重的威胁。最后，中左政党的群众基础扩大。经过2004年大选，国大党开始重新复兴。2009年印度15届大选国大党获胜，清楚表明民众对那些狭隘的以种姓、地方和其他身份为基础的政党的失望。


3.社会方面的做法与效果


2004年，以曼莫汉·辛格为首的统一进步联盟政府根据《最低共同纲领》，在强调继续以自由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之外，突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提高教育和社会保障投入，力图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和谐与地区平衡发展。

第一，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印度民众的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和健康保障都相对较差，婴儿死亡率和妇女死亡率相对较高。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国大党领导的UPA政府最低行动纲领中提出如下建议。（1）在今后五年内把用于卫生事业的公共开支增加到至少占GDP的2%～3%，重点是基础卫生保健。政府将引入一项为贫困家庭设立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特别关注贫困人群，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人民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救命药物。对于在生产大宗紧缺药物上恢复公营部门的作用是否可行，将重新予以评估，目的是降低和控制药品价格。（2）加强公共分配制度，尤其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将推出针对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特别粮食计划。还将在长期缺乏食品的地区建立粮库,向所有需要粮食的家庭发放粮食卡。（3）所有拨付各邦而由村委会用于缓和贫困和实施农村发展计划的资金，政府将确保其不被拖延和挪用。（4）政府承诺制定一项城市改造综合计划，大规模增加城镇社会住房供给，尤其要关注贫民窟的居民。大规模增加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住房供给。将停止对贫民窟的强制拆迁,进行城市改造时,应注意为城市与半城市地区的穷人提供距其居住地较近的住房。2005年辛格政府启动了全国乡村就业保证计划，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为一个乡村家庭的一名成员提供100天最低工资的就业机会。包括限时就业计划和15天内工资支付（否则政府受罚），禁止使用承包人和机械，为工作场所提供设施，妇女的参与者达到33%。第一年的开支为1300亿卢比，覆盖330个地区，到2012年1月开支4000亿卢比。2008年辛格政府在“包容性增长”的旗帜之下，提高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特别是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的增长速度快于物价的上升速度。2010年9月初内务部长奇丹巴拉姆公布了全国的种姓数据（根据姓名和地址），宣布到2011年6—9月政府将专门为低等种姓提供约300亿～400亿卢比（6.45亿～8.6亿美元）的救济。2007年审计总署的报告认为全国就业保证计划在工作卡的分配、任务的指派、选择的规则、项目的设计和执行以及财富创造方面都是失败的，但是该计划明显增加了穷人的收入。

第二，加强对社会的管理。2009年1月辛格政府在计划委员会内设立了UNDAI（Unique Identification Number），准备实施身份证制度。2010年政府开始资助这一行动计划，但到现在为止，这一工作的管理及其规范一片混乱。

第三，公民社会积极行动，日益成熟，促进了印度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首先，在政府和法院反腐无力的情形下，从2010年开始印度民众掀起大规模的反腐运动。该年度三名联合阵线政府的部长面临腐败和行为不端的指控，包括联邦运动会丑闻、住房丑闻和电信丑闻。几个公民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在2010年10月发动了一场较为广泛的“印度反腐”运动。2011年反腐运动达到高潮，印度反腐运动声称是印度的第二次独立运动。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在2011年4月开始了无限期绝食。政府被迫同意由五名政府成员和五位著名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组成联合起草委员会。但五大争议问题使得草案一直没有起草成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同年，国大党第83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清楚表明政府不愿意率先解决腐败问题，使得民众对国大党和总理迅速失去了信任，结果该年度四个邦的选举中国大党在三个邦失利。其次，反对政府的土地征收。根据统计，2011年1月印度正在进行的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超过140多项，资金总额达1000亿美元。其中的一半是延期没有完成的，延期从几个月到六年不等，主要是因为土地征收引起的冲突造成的。2011年在土地所有者和邦政府之间发生的三大冲突事件将土地征收问题上升为焦点。最后，2005年后，公民社会运动由人权转为法权，积极争取食品权、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和信息权。这些运动的特点是要求只有通过最高法院才能命令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实施，因此，所有这些运动都是指向国家，国家成为公民社会政治战略的中心。但是，这些社会运动不是希望重组现存的权力结构，只是希望塑造新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这是由公民社会干预的性质决定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运动得到了左翼政党的支持，争取信息权、就业权、森林原住民权、免费义务基础教育权、食品权等。2010年全国咨询委员会起草了全国食品安全条例的草案，形成备忘录，提议为75%的人口提供粮食补贴，覆盖90%的乡村和50%的城市人口。

第四，民众的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反映了印度社会的“全球化焦虑症”。2000年，前总理V.P.辛格在马德拉斯港口领导农民举行抗议活动，试图阻止卸载那些根据WTO要求而进口到印度的西方农产品。这掀开了全国各地农民团体抗议WTO的序幕,旁遮普、安德拉、喀拉拉、北方邦的农民都起来抗议。不仅仅是农民感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工人同样如此。2002年印度无组织部门的工人首先起来抗议政府的私有化、全球化和自由改革。2003年4月21日印度爆发了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大罢工 , 5000万工人参加,目标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政策。


4.文化方面的做法与效果


第一，加强对教育的投入与发展。印度政府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包括小学阶段全国女童教育计划；教育保证计划和替代教育、创新教育；地区小学教育项目；午餐计划、教师培训计划等。就不同层次的教育而言，2002—2007年的“十五”计划期间，印度政府在初等教育上投入2875亿卢比，比“九五”计划高出75%。2009年启动的“十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将拨款2000亿卢比给中等教育。为了发展高等教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有：首先，迅速加大私立院校的扩展，主要是附属于邦一级的院校尤其是职业教育。其次，中央政府通过立法扩大对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特别是技术教育，2010年通过了两个议案——技术研究所议案和全国技术研究所（修正）案，前者新增8所印度理工学院（IIT），后者新增5所。最后，辛格政府通过各种立法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2010年以来通过了禁止技术教育中不公正行为法案、医学教育和大学法案、教育特别法庭法案、全国委派监管局法案、全国学院存放处法案。为了解决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央政府启动了地区教育计划，意在提高地方机构的参与程度，规划、推行和监督本区域范围内的教育情况，还启动了一个计划，要在全国教育落后的地区设立374所示范院校，中央政府负担1/3的投资，特殊邦负责1/2。就教育的开放性而言，2010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外国教育机构法案。外国大学可以与印度同伴合作来提供学生教育课程，但不能独立进行。据估计，2010年初有140所印度机构与156个外国教育机构进行了225项学术合作，25%是管理和商业管理，22%是工程，20%是旅馆管理，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

第二，赋予教育以道德的色彩。印度人民党统治时，为了使教育具有一种道德（印度教）的色彩，教育部重组了每一个重要的教育委员会，重新设定学校的课程、编写教科书，使它们符合官方的理念。而且，限制外国学者。规定地方的研究机构举办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时，必须提前申请，以保证被邀请人对国家的安全不会形成威胁，然后才能给予签证。内务部规定每一名外国人都必须到就近的警察局注册。

第三，形成印度特色的媒体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媒体报刊的发展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是从1994年开始，印度首先不再追随西方模式，到2002年在印度媒体界，既不追随东亚模式，也不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形成了完全崭新的印度特色的发展模式。首先，抛弃美国模式，即一个地方一份主流报纸，而是发展全球品牌的、且覆盖全国的报纸，地方报纸的日子比较难过。其次，抛弃英国模式，即市场分成大报和小报，而是全国性报纸兼具大报和小报的特色，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率。最后，就报纸的内容来说，不像西方那样迎合青年人的口味，而是迎合35岁左右的中产阶级的口味，并且，不像西方那样很少探讨精神或宗教问题，而是把精神当作是报纸的根本了，必有富有哲辩意味的传统话语和印地语的俚语等。

第四，重视国歌，尤其重视民间的国歌。在印度，关键的国家节日如共和国日的庆典上，除了播放国歌外，还都要播放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Sare Jahan Se Achcha这一民间的国歌，平抚人们记忆中印巴分离的伤痛。巴基斯坦同样如此。这种非官方的国歌与官方的国家相提并论的做法在印度Rukmini Bhaya Nair看来是在“全球”文化中表达民族骄傲、民族光荣的重要方式。

第五，重视民族语言。印度学术界自2007年以来展开了一场关于双语问题的热烈讨论。英语的国际化扩张是从1980年以后开始的，与全球化同步。印度许多社会科学家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是由于多样统一的印度文化造成的，但是，在印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研究数量也不多，很难看到用其他语言出版的著作，那些使用本土语言工作的人很难接触到国际性的作品，这严重限制了学术领域的探索，也无法形成有质量的本土研究。 有学者呼吁：印度的中产阶级不肯放弃英语，难道英语是印度的未来吗？难道印度不像中国等国家那样坚持自己的民族语言吗？


5.外交方面的做法


21世纪以来，印度外交政策有三个长期目标：与中国平等，高于巴基斯坦，核武器大国的地位被认可，到2009年都基本上实现了。2000年是印度外交风暴的一年，给世人的印象是印度终于登上了世界大国的舞台。2000年3月，20多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印。同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国事访问，使俄罗斯再次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伙伴。印度与以色列达成联合反恐的协议，从以色列购买军事武器。印度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访华，与中国的贸易扩大。印度彻底地开放了自己，与所有经济有联系的国家进行了外交互动，经济外交日益突出。从2001年7月开始，与国内事务相比，外交事务变得最为突出。尤其是“9·11”后，印度的重要性上升，与美日韩等国的关系急剧升温，同时保持与俄罗斯和欧盟等的传统友好关系。2005年可以说是印度的又一个外交年。在四个国际及地缘战略方面，印度的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新措施。（1）印度与美国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印度在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2）印度加速了从2003年开始的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从而使两个亚洲大国在经济上实现共赢，确保两国在边界争议、能源资源和贸易市场的全球竞争保持非白热化。（3）印度开始了新的“前进政策”来改善它在“邻近国家”的形象——印度日益认识到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覆盖整个印度洋，包括部分的非洲、波斯湾和中亚、西南和东南亚。（4）对于周边的国家——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印度开始放弃各种极端的和不稳定的方式。借此，印度在长期的大国抱负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段距离。2005年印度与所有主要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美关系改善的最大成果是2005年7月宣布，2006年3月正式生效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其次是2005年6月签署的安全框架协议，规划了10年的联合军事演习和交流，扩大国防交易，增加新的国防技术转移、合作和共同生产的机会。2006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2006年国防概要》指出，印度是“一个大国和关键的战略伙伴”，一个新兴的大国之一，其选择“将是决定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因此，2006年是印度追求大国之梦的重要一年。在印度历史上，这是印度政府第一次较好地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利用其军事和外交策略。以往印度一直在“口头上谈谈”大国，而现在开始在“行动上践行”大国。而世界各国，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开始明显地尊重印度。这样，到2009年印度实现了21世纪头10年的外交目标。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外交一直是印度外交的重点，进入21世纪，印度政府在保持经济外交的优先同时，凸显安全外交和文化外交，追求各个外交领域的全面开花。

首先，2001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明确宣布将1991年经济改革开始时实行的“东向”政策正式推进到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东向政策的目标由东南亚推向了东亚，积极发展与中日韩朝等国的关系。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署了和平、进步和共同繁荣的东盟—印度伙伴关系，在贸易和反恐等不同领域共同合作，2005年与新加坡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协议，加入了东盟“10+1”的框架体系。同年，印度还参加了东亚峰会第一次会议，成功融入亚太圈。东向政策的内容也由第一阶段的经济外交为主转为经济、安全和文化外交全面推行。印度重振东向政策的高招是强调安全伙伴关系并提供安全方面的合作。从2002年开始，印度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2007年印度与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9月初举行了6天的海军联合演习，以提高海军力量的国际友好合作。目前，印度与东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发展到包括军售、联合军演等领域在内的“全面防务合作”阶段。与此同时，印度与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的防务合作也已展开，而且，目前，安全合作由之前的低层次海军联合演习上升到了全面的军事合作的新阶段。文化外交方面，2007年印度在外交和官方领域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如娱乐表演“不可思议的印度”，印度的公众评论员洋溢着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2008年印度纷纷在各国建立海外文化中心。

其次，除了东向政策外，继续发展与西方传统大国的密切合作。2005年印度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俄罗斯都签署了伙伴关系协议；7月印度与其他几个发展中大国参加了G8峰会，两个月后，印度举办了欧盟—印度峰会，进一步推动了已有的战略伙伴关系。

最后，辛格政府在2009年开始了外交政策中的“西向”政策，将印度与大中东连接起来。该政策包括与该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起高层次的联系，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埃及。还聚焦于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地区合作，大力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印度与波斯湾国家有很多年的经济联系。在海湾合作组织国家里有近500万印度工人，每年汇回国内的款项达40亿美元。此外，印度在中东的最紧密合作伙伴是以色列。

第二，在全球外交方面，印度不仅积极参加，而且原则性很强。印度认为应当在两个层面上采取行动:一是强烈要求改变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二是要充分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而不是一味强调从世界经济中获取利益。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谈判和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协商时，印度政府一直坚持从南北关系的视角出发，采取有原则的立场和态度，当然一开始比较僵硬，但21世纪以来印度表现得越来越灵活。如2000年，在世贸组织的多哈部长级会谈上，印度坚持其在环境和劳工标准方面的立场，认为西方的知识产权增加了第三世界的医药成本。在坎昆部长级会议上，印度联合21个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欧洲的农业和农场贸易政策必须改革，实现自由化。印度要求美国和欧盟应该大幅度削减对棉农的补贴。因为这些补贴已经导致印度的棉花出口商要求政府提高10%的棉花进口税。

第三，将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现代化，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自由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之前，印度一直在强化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如解放孟加拉、吞并锡金、干涉斯里兰卡内政、约束尼泊尔、利用武力干涉马尔代夫政变等，处处昭示印度的地区霸主地位。直到1996年古吉拉尔主义出台，提出新的地区主义，强调睦邻友好。瓦杰帕伊政府继续实行这一政策。2000年印度人民党认真磋商，努力结束克什米尔战争，解决边境问题。但是，直到辛格2004年执政以来印度关于南亚的新思维才正式成型。靠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新的政治自信，辛格政府公开表示要对邻居采取单方面的主动姿态。强调南亚次大陆共同繁荣的重要性，真诚的努力解决与邻居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不求回报的提供经济让步。印度努力让邻居相信印度代表的是机会而不是威胁。随着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日益增多，印度能够说话算数。最近几年印度对其邻居的援助支持和奉献达到极高的比例　　，给阿富汗20多亿美元，给孟加拉10亿，斯里兰卡5亿。除了经济之外，印度还推出了庞大的政治框架来吸引邻居。2007年与不丹签订了新条约，对缅甸军政权采取了和缓的姿态，2011年末向尼泊尔表示了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想法并被接受。 同年，印度与孟加拉、阿富汗和马尔代夫三个国家连续签订了新的伙伴关系协议。有一个协议是辛格最希望签订但也最为遥远。2006年他表示希望与巴基斯坦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友谊与安全的协议。 在地区层面上，辛格政府努力加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SAARC）。在2011年南盟峰会上辛格强调，“贸易关系的完全正常化能够在南亚创造出巨大的贸易互惠的机会”，在推动地区经济联合方面由于“我们地区的地理形势和我们的经济和市场规模”，印度负有“特殊的责任”。在达卡的演讲中他还强调“没有南亚邻国的伙伴关系，印度不可能实现它自己的命运”。

应该说，21世纪的印度政府，无论印度人民党还是国大党，在外交方面都非常果断而且自信，这不仅表现在其外交行动方面，而且体现在国内方面。在涉及外交政策问题的国内争论时，无论有多大的反对力量，都无法改变印度政府的既定外交方针和政策。在21世纪，最大的典型的争议问题是印美核协议。作为反对党的印度人民党反对印美核协议，尽管有违其作为执政党时的外交方针，但也与其反对党的角色相配，只不过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一个政党应有的政治功能。关键的问题在于，印美核协议受到团结前进阵线里的左翼阵线的激烈反对，印共（马）等左翼政党直接撤销了对辛格政府的支持。但辛格政府还是通过了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从而完成了争论三年多的印美核协议。当然，这一争议不仅仅是在国内，印美之间关于核协议的一些问题也在不断较量。


三、印度应对全球化的启示


全球化、民族本土化和地方化是一组无法分开的概念。就民族国家而言，实际上要处理好两对关系：内政与外交（全球化与民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民族化与地方化），要在两个层面解决好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从21世纪印度的做法和效果来看，印度在应对全球化方面较为成功，十年里印度政府一直重视外交甚于内政、2007年以前重视经济改革甚于社会公正，结果导致2006年以来国内政治和社会等问题日益突出，迫使印度政府改变发展模式，经济改革基本陷入停顿。由此可见，面向全球必定有利于国家发展，但还要随时关注国内各个领域的发展，及时调整，才可能不会由于内乱而导致前进的步伐被迫停顿。总体来说，印度在应对全球化方面，经验有两条，教训有一条。

第一条经验是充满自信，真正践行大国，展示大国的外交风范。具体来说，首先，软、硬实力紧密结合。即经济先行，政治安全紧随，文化配合。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吉认为，“靠着这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独一无二的结合，印度将成为本地区以至世界上加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必需力量”。其次，秉承“文明共存”的亚洲理念。2005年辛格在全国团结大会上指出：“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冲突，但文化和文明是能够共存的。21世纪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交汇’。”最后，倡导“印度理念”。2005年辛格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讲到：“如果有一种‘印度理念’是印度应该明确的，那就是兼容并蓄的、开放的、多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的观念。我们对历史和人类都有义务来证实多元主义的正确性。自由民主是当今世界政治组织的自然秩序。所有其他的制度，各种程度的威权主义的和多数主义的制度，都是一种背离。”总之，经济先行、政治安全紧随、文化配合的亚洲战略理念，既使印度的崛起成为事实 ，又使世人为不可思议的印度文化所着迷。而“文明共存”的理念在战略上成功地让亚洲人了解并接受了别样的“和平崛起”。至于富有特色的“印度理念”，它使印度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印度大国战略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条经验是较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适度的全球化”。萨勃拉曼尼亚（Subramanian）认为“印度一直不是一个卖力的全球化者”，他把印度的特殊方式称作是“最适度的全球化”，即一种“既不过分依赖外资也不过多依赖出口”的战略。这一战略可以解释印度为什么能史无前例地在2008年全球危机中实现经济的复兴，因为金融危机蔓延的两个渠道——金融和贸易——在印度只有适度的影响。印度严重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有价证劵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来参加国际资本市场。卢比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在印度之外几乎没有使用的），这也起了减震器的作用。其次，与那些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同，印度的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驱动，遭受外部需求降低的影响不大。就商品出口而言，外部需求占印度GDP不到15%。最后，与1991年危机不同，印度有健全的现金储备，足以支付其债务。最关键的是印度金融部门没有遭受美国次贷证劵的危害。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采取了保守的方法保护印度的银行业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印度银行的国际性成分属于适度。因为印度不允许不偿还贷款债务的交易，也非常不鼓励把资产转化为证券的有害做法。而且，印度储备银行帮助并强迫公营和私营银行进行更好的资本化。印度银行的资本风险的资产比重为12.6%，高于9%的调整标准和8%的巴塞尔协议标准。印度银行部门受保护是因为印度的国有银行仍然占国家银行资产的70%左右，因此，金融保护主义无意识地变成了对外国银行的控制，外国银行只占印度银行资产的8.4%。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印度的外国银行不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随意撤走他们的资产。2009年是印度国家发展里程碑式的一年。不仅跨越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只受到适度的消极影响，而且成功地运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实践——大选顺利进行，辛格政府继续执政。这应验了印度古老的谚语：好的经济就是好的政治。除了受外部冲击小的原因外，印度经济恢复得比预期的还快，还因为国内消费的强劲、公私投资的扩大、制造业的急剧弹升和农业产量的增长。2010年印度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富有弹力的增长，印度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表明辛格政府在处理经济方面非常成功。总之，“印度已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但是，2011年印度经济急剧下滑，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这种适度的全球化也有其代价，那就是“印度从来没有享受到较为深入的改革带来的好处——如较为高效的生产力带来的较高速发展”。另一个原因是自2008年以来辛格政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为了大选和实现选举诺言）、国内各种与公共政策有关的危急问题的困扰和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了社会公正优于经济增长的做法，而且经济改革基本停止。这是印度的最大教训，因为国内问题影响了印度发挥全球大国作用的野心。

在国内问题方面，印度尚存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是贫困问题。经济改革20年，印度政府基本上是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正放在第二位。当然，印度政府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公正，可是，印度政府总是主要集中于改进穷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体制结构和改革问题。如国家复兴基金（NRF）本来是要对下岗工人进行就业培训的，2000—2001年开支306亿卢比，但其中92.8%被用于为自愿退休计划提供赔偿金，再就业进行培训进展得很慢。所以，尽管印度经济发展很成功，但约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0%多的人是文盲，世界银行估计印度的10名工人中有9人无法获得改革的益处。所以，减贫要与发展相连，引入创新政策，提高社会部门发展的投资。第二是基础设施的薄弱问题。从中期来看，印度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关于土地问题的严重冲突将可能继续影响着印度的发展。印度基础设施的薄弱是政府执政失败的一种体现，政府一直没有修改土地征收法，来满足土地所有者和传统使用者的最低愿望。第三是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弊端：政治的罪犯化和政治的极端化。近些年，随着具有犯罪记录的强人进入政治领域，印度政治的罪犯化日益明显。全国性的政党如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共产党还好些，那些小的地方性政党特别明显。政权的和平转换是值得称赞的，但近年来印度的选举带来了政治的两极化：早些时候，几个相互竞争的团体之间已经不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现在却日益明显，结果强化了相互冲突和诋毁，各方都有极端化的行动。这种政治的极端化造成公民社会以党派归属而不是以职业来划分群体。再次是国家行政体制的行动能力差，明显地不能根据印度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变化来进行机构的变革。每每危机爆发，印度政府总是手忙脚乱，因为印度的行政体制矛盾重重，官员非常多，但决策权却高度集中。而三个决策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理办公室、内阁秘书处领导的危机管理小组的责任分工又不明确，权力基本都集中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印度在21世纪的发展取决于它是否拥有改革和重组其关键的国家机构部门的能力。最后是过度的平民主义政策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大踏步发展。2011年辛格政府试图将零售业向外资开放的政策没有能够通过国会的批准而流产，这表明国大党联合政府的政治态度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到此可以停下了；产生的剩余要用来帮助那些还没有从改革经济或快速增长获益的普通人；经济改革只能获得少数城市精英的支持，但对选举来说这些少量的政治选民太微不足道了。

其实，2006年国内问题已经开始突出，如贫困和能源环境等问题，2007年发展的绝对不平等已经成为学术圈和政治圈讨论的重要问题，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局限性导致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决定。直到2008年印度国内局势急剧动荡，包括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种族和宗教的暴力，毛派游击队的复兴运动，农民反对土地征收的群体性事件，等等。当然，全国经济的下滑在客观事实上恶化了这些事件。辛格政府的精力几乎全部消耗在处理联合政治的各种紧急状况上，根本无力同时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问题，所以在经济方面几乎没有采取新的行动。2009年印度民众有两大期望：保障人身安全和自身温饱。然而，自2008年以来庞大的公共开支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持续增长，2010年占GDP的7%，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之一。同样，通货膨胀也没有得到遏制，连续几个月徘徊在8.5%～10.5%。如果任由其继续增长，再加上高额的国债，特别是如果没有继续改革，那么印度经济扩张的潜能就会停滞，印度政府将很难满足国内的教育、卫生、减贫和现代基础设施开支的需求。


[1]
 张淑兰，山东大学教授；宋丽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全球化进程中的越南

郭伟伟
[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各国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报告重点研究越南作为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国家应对全球化的经验与做法，将研究对象聚焦到国家层面，注重分析全球化与越南国内发展、全球化与越南国家竞争力、越南参与全球化的阶段性与越南应对的有序性等重要的关系，以便为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应对全球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越南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自1986年起，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南采取各项措施，日益广泛参加国际经贸活动，发展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经济、文化、科技关系，一步步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一）越南的经济发展现状与全球化水平



1.经济发展现状


从总体特征来看，越南经济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6年，越南正式加入WTO，并成功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后，越南政府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工业、建筑和服务业比重，降低农业、林业和水产品业比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均已完成有些甚至超额完成。2011年GDP总量达1190亿美元，人均达1300美元。产业结构趋向协调，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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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财政收入来看，据越南《经济时报》网站12月24日报道，2011年，越南财政收入预计达674.5万亿越盾（约合321.19亿美元），财政支出796万亿越南盾（约合379.05亿美元）。财政赤字为121.5万亿越盾（约合57.86亿美元），约占年度GDP的4.9%，低于2010年的5.8%和国会提出的5.3%的目标。全球化进程中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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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贸情况来看，根据世贸组织驻越南机构统计，2011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进出口金额排名第五位，在全球进出口贸易排名中居第38位。2011年越南超过菲律宾，成为东盟第五大贸易国。越南已有23类商品出口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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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资情况来看，外国直接投资（FDI）猛增是越南加入WTO后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10个月，越南全国吸收外资近113亿美元，同比下降22%，但是，越南实际利用外资91亿美元，同比增长1%。而且相关外资项目均是那些有潜力及可实施的项目，且进入不动产领域的外资明显下降，进入加工制造领域的外资大幅增长，增幅居各领域之首，占协议投资总额的50%。这表明越南外资在朝正确方向流动，且质量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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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发展中的越南经济也面临一些问题。越南国会经济委员会委员陈皇银认为，2012年越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2011年遗留的“三高”考验：一是通货膨胀高。2007年以来越南年均通胀率达13%，为东南亚国家平均值的3倍。物价持续上涨削弱了人民对政府调控能力的信心。引发通胀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是物价管理问题，政府需在物价管理和调控上下更大功夫。二是贷款利率高。贷款利率高使内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贷款利率如不大幅下调而继续维持目前的高位，就将在自家院内“杀死”自家企业。三是经济开放度高。越南的经济开放度已高达166%，对世界经济的“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降低本国经济的开放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分别降至100%、36.7%和53.6%以下。上述三国均为贸易顺差国家，而越南却是贸易逆差国，2001—2005年共计逆差为190亿美元，2006—2010年逆差升至630亿美元，2011—2015年的逆差为6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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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越南提出了相应举措。越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今后工作重点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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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国会也通过了《2011—2015年5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决议》，将5年发展计划的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和设计，将GDP年均增长设定为约6.5%～7%，将全社会投资总额设定为约占GDP的33.5%～35%，并决定自2012年起，逐年减少贸易逆差并在2015年贸易逆差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控制在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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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水平


越南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效。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越南以贸易为纽带，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协议，迄今越南已与世界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越南的出口总额已从1986年的67.7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957亿美元。同期进口总额从18.3亿美元增加到1044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末存在的严重贸易逆差问题已有缓解，现今贸易赤字减少，进出口比重已相对平衡。
[9]

 其次，越南确立对外开放原则，积极引进外资带动内资发展。从《外国在越南投资法》正式颁布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项目存量达12213个，协议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
[10]

 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同时，越南引进新的工艺和技术装备，如邮电、远程通讯、油气、电子设备、纺织、制鞋等相对先进的工艺和技术装备。尽管一些技术装备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显落后，但在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仍有效用。再次，越南实施全球化战略，促进了越南众多的人力资源开发。越南拥有7900万人口，其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占97%，但技术水平低，缺乏市场经营与管理经验。越南城市的失业率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多。通过全球化战略，推进对外开放经济交流，不仅增加了就业人数，而且通过每年对外劳务出口，减轻了国内就业的压力。同时，通过开办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和引进高技术的人才，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11]



图1显示的是各国的全球化指数，从中可以看出越南的全球化指数较低，世界排名较为靠后。表1显示的是KOF项目给出的最新全球化指数排名，越南的社会全球化指数和政治全球化指数排名较为靠后，分别为第147位和第131位，但是，越南的经济全球化指数排名较为靠前，为第83位。综合上述分析，同时联系到近年来越南的经济发展绩效，我们认为，通过扩大对外经济联系，与国际经济接轨，越南不仅带动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发展了对外贸易，而且吸收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引进了新的工艺和技术，填补了某些技术的空白，还培养了一批科技和管理人才，掌握了现代管理经验，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更新，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越南的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废除了官僚主义集中与包给的体制，建立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也摆脱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停滞衰退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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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永全球化指数

资料来源：Ernst & Young，Winning in the Polycentric World：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f Business，2010；“The World is Bumpy：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Growth”，2011。

表1　2011年项目对应各国的全球化指数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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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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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1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static/pdf/rankings_2011b.pdf。

注释：这里参与排名的共有208个国家。指数是根据2008年数据。


（二）21世纪以来越南受到的主要全球化事件的影响


进入21世纪，越南先后遭受一系列全球化事件的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0年7月，越南签订了与美国的贸易协定。此后，摆在越南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在加入WTO谈判期间，越南批准了多项新法律和监管措施，意在使其商业环境与国际标准一致。历经数年的谈判和期望后，越南于2007年1月11日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50个成员国，这为越南贸易和投资进入新时代打开了大门。
[12]

 越南按要求削减关税并且向海外投资者开放先前受限制的经济领域。其中多数改革几乎是立即生效，而其他一些则按阶段进行。例如，越南将增加海外市场准入权，并在与贸易伙伴产生争端时由中立的仲裁者进行审理。

加入世贸组织对越南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来看，越南可以借此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除了制造业领域外，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吸收的直接投资也有望增加。如作为入世的一项承诺，越南将允许国外银行在越南开设全资控股银行，这给予国外银行涉足越南银行业绝佳的机遇。但是，入世带来的挑战也显而易见。越南必须严格地履行各种承诺，包括大幅降低各种产品的关税，逐步开放一向处于垄断地位的服务、金融市场，严格执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等。当然，对越南的普通百姓而言，入世的好处随处可见。如越南汽车业长期受高关税保护，汽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入世后，越南百姓将能用上包括汽车在内的更多价格便宜的进口货，住房的建造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13]



为了应对以上挑战，越南在各个领域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在农业领域，政府正在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出台更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在工业领域，越南将大力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进程，降低私营企业借贷门槛。与此同时，越南逐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改善服务质量。这些举措对越南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十分有利。


2.“9·11”事件以后的越美双边贸易协议


美国“9·11”事件的经济影响不仅局限于事件本身的直接损失。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使美元相对主流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石油等战略物资价格一度上涨，并从地域上波及欧洲及亚洲等主流金融市场，引起市场的过激反应，从而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减慢。

“9·11”事件推动美国政府加强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美国和越南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也随之加强。2001年12月10日，越美双边贸易协议生效，这可以看作是越南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越美双边贸易协议的签署，使得越南在没有完成加入世贸程序的情况下可以享有WTO成员国的实质收益，把平均关税从大约40%降至3%，极大地提高了越南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自获得最惠国待遇地位后，越南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及服装数量大大增加。在2003年的前9个月中，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总量上升了30%，这主要得益于服装出口的增长。然而，越南出口的进一步增长却被美国依据2003年7月签署的双边纺织品协议而实行的进口配额所限制。作为越南产品进入美国开放市场的交换条件，越南允许美国公司和服务商更方便地进入其国内市场。


3.国际金融危机对越南的冲击


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的金融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迅速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由发达国家蔓延至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需要国际合作而渡过难关。越南作为国际游资青睐的新兴市场，由于其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2006年越南股市曾跻身于全球最火爆的市场之一。到2008年金融市场的表现犹如“坐过山车”。越南经济体系正暴露在风险之下，金融市场急剧动荡，多项经济指标亮红灯。2008年，越南证券市场一落千丈；与此同时，越南物价一路飙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最多，达到42.4%，核心CPI中的房屋费用也上涨23%，通货膨胀大有失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越南政府难脱干系。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越南政府大量引进外资，但又不希望大量的财富流失，所以竭力扶植国企做大做强，确保它们获得低利率贷款，结果导致金融信贷政策过于宽松，摊子铺得太大，经济过热难以遏制。

深究其理，国际金融危机对越南的冲击之所以如此之大，还是和越南的生产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越南是人口学中所谓的“青年国家”，在越南，25—27岁的青年人口占50%以上，大量的青壮年人口，识字率比较高，稍加培训可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但是，越南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20世纪后期，外包产业开始从中国迁移过去。这些“世界工厂”发展起来之后，随着生产成本抬高，一部分自己生产没有效率的产业，通过资本输出和转移的方式向其他周边的国家迁移。像越南这样有一定劳动力优势的地方，就负担了部分“车间”的职能，由此形成的利润微薄型产业抗压性较差。在以前国际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外需比较强，美国和欧洲的国家青睐“越南制造”的时候当然可以，但是，一旦有诸如国际金融危机的突发情况，外部资本纷纷开始撤退，则进一步冲淡了越南宏观调控能力，导致越南的国家银行对经济控制能力相应削弱，冲击和影响也随之产生。


（三）全球化对越南产生的主要影响


越南融入全球化，是本国内政外交面临困境下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越南国内经济状况不佳，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际上树敌颇多。1986年成为越南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的7月，在越南执政长达12年的一个强势领导人黎笋去世了。同年12月，越南召开了越共六大，在六大上，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阮文灵上台。他上台后实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内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原经互会成员国对越南提供的援助、投资和优惠贸易大大减少。内外交困的情形促使越南深入革新开放，对内继续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对外致力于改善国际关系，结束孤立的局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2006年11月，经过12年的谈判，越南加入了WTO。2007年1月1日成为WTO的正式成员。

全球化对越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1．经济方面


自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融入全球化以来，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迅速摆脱危机，并成为亚太经济中的一个亮点。越南经济体制也逐渐市场化，经济结构非农化；越南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开展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此外，私营经济投资和国内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法律进一步健全，投资政策得到进一步改善，行政审批手续逐步简化，这一系列变化，使得越南获得了世界投资者的青睐。外国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经济全球化在为越南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越南经济安全的风险。


2．政治方面


如今的越南是东南亚地区政局稳定、社会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但是，20世纪中叶的越南曾饱受战乱沧桑，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这一情况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发生改变。从政治改革方面来看，越南已实现权力平稳交接，越南共产党在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注重加强执政能力和组织建设，始终牢牢把握政权。当然，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官员贪污腐化现象。正如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所说：“一些干部生活方式不受约束，腐化堕落，且不能保持他们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准则，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越南国内目前存在贪污腐败、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会引发一定社会不满，但其程度相对有限，并没有严重到影响越南共产党执政及社会稳定的程度，且会促使越南共产党加强其执政基础和控制能力。


3.社会与生态环境方面


全球化造成了越南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由于外国投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原有基础的差别造成越南南北、城乡之间、山区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平原开发区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之间两极分化加速。

在环境方面，越南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着牺牲环境资源换发展的问题，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越南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享有“世界动植物研究博物馆”的美誉。然而，世界银行《2002年越南生态环境监测报告》却向越南的生态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说，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国内许多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灾难性破坏。据统计，目前越南全国28%的哺乳动物、10%的鸟类和21%的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濒临灭绝。另外，在维系生物物种多样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红树林被成片地砍伐，面积比10年前减少了约80%。报告还说，10年前越南农民还经常在山里见到白颊猿等十分珍贵的动物，但现在再也难觅这些动物的踪影了。报告分析了造成越南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指出近几年越南采取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许多地方大力发展小染料、小电镀、小农药以及炼焦等工业项目，而从事这些工业项目的工厂大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破坏性开发。报告还说，越南一些地方开始毁林开荒，结果植被受到极大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水源短缺等问题。因此，越南最终不仅没有增加高质量的耕地，反而使当地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形成了恶性循环。


4.文化方面


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本色，也是摆在越南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越南学者认为，当某一超级强国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视为优越至上，并企图采取露骨的或隐蔽的各种手段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的情势下，越南仍然不能拒绝与外部交流。相反，要有信心主动选择和接受东西方各国文化中的科学、进步的因素，以便丰富民族文化的本色，并把它视为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事业中建立的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发挥创造潜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时反对不分好歹地一概接近所谓“新鲜的”外来文化，以致失去文化的根本，给各阶层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带来不良的后果。总之，只有在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价值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人类的文化精华，越南文化才可能在发展经济社会的事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越共“九大”报告在阐述“越南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提出：应把“经济增长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建设先进的具有浓厚的民族本色的越南文化的事业相结合”，并提出发展教育和培训、科学和技术、文化和艺术，以及扩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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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地位方面


越南坚持革新开放，对外实行全方位、多样化、与各国交朋友的外交政策，主动与世界接轨，对外形象逐步得以改善，国际地位日趋提高。越南的外交路线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继续加强周边外交，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二是注重对大国的外交，推动双边务实合作；三是进一步密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越南除了高度重视发展越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外，也注重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关系；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自身影响力，越南积极争取承办各类大型国际会议、体育和文化赛事。越南领导人在各种国际会议和论坛上表现积极，为自身树立了良好形象，也使越南的声音逐渐清晰。总之，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使越南对外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推动了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越南的国际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2007年年初越南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其经济腾飞创造了契机。而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将使其有条件更为深入、有效地发展各种国际关系，进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越南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1986年越共“六大”将革新开放作为党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正式提出来，开始由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由“一边倒”向全方位、多样化发展，从此越南走上逐步融入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道路。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共领导人对全球化有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他们认为：“融入”“开放”，当然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在我们的原则基础上的“融入”和“开放”。但是“融入”而不是“融化”，要注意原则性，即应该把生产力、技术层面和生产关系、政治层面区别开来。因为在生产关系层面，由于受资本主义主导，因而对我们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迫使我们在融入的过程中必须主动，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忘却斗争。越南以积极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2001年举行的越共“九大”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吸引许多国家参与的客观趋势”，其中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融入国际经济必须建立在保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定向的原则之上。这是越共“九大”提出的最高政治要求。越南在《2001—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报告中阐述“战略目标和发展观点”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既促进合作，又增强竞争压力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越南在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将“经济增长与实现社会进步、公平和环保同时并行”，并贯彻“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与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必须紧密结合”的原则。2001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融入国际经济的决议》，提出融入国际经济的五条指导思想和融入国际经济进程中的八项任务，体现了越南加快融入国际经济的重大决心。2011年，越共“十一大”进一步总结了越南25年革新开放的经验，通过了《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越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做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政治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21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威胁和本国政治改革的呼声，越南的政治革新在坚持共产党执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坚定地向民主化方向迈进。切实提高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增加人民参政的途径，密切执政党、议会代表与人民的联系，同时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积极反腐，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民主化是越南应对全球化的首要政治战略。2001年，越共九大报告在越南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中第一次加上了“民主”一词。越南民主化建设的主要路径是国会实职化、选举差额化和直接化、政治参与的大众化等。

国会实职化通过扩大国会职责和国会代表实职化来推进。2001年12 月，越南国会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和《国会组织法》，允许国会对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进行“不信任投票”，并赋予国会据此罢免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领导人的权力。例如，2010年，国会代表因越南船舶工业集团严重亏损案，首次提出了对政府领导人进行信任投票的动议。2002年，越南国会开始实行质询制度, 每位国会代表都有权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部长和政府成员就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向他们提出质询，被质询者必须做出如实回答。2003年5月，十一届国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会监督法》，对国会及其常委会、民族会议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的监督权限、监督方式、监督责任做了具体规定，明确指出国会监督国家主席、国会常委会、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宪法、法律和国会决议的活动，并监督他们发布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国会职责扩大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国会代表活动。越南国会原来专职代表很少。2006年的越共十大决定要增加专职国会代表，重组国会的一些专门委员会。2007年，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组成中，专职代表比例大幅提高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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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职代表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国会独立地行使职能。2010年6月，越南国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越共总书记农德孟事后评价说，此事体现了国会代表“高度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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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上，21世纪以来越南继续推广直选和差额竞选。越南于1987年开始实行国会的差额选举，199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会代表和各级人民议会代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并允许个人自荐参选。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差额选举的原则从国会推广到政党体系。2006年越共十大上，两名旗鼓相当的候选人农德孟与阮明哲竞逐总书记职位，虽然最后的正式候选人仍然只有一位，但前期的差额酝酿过程已经体现了选举的竞争性原则。2007年5 月的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选举被认为是越南选举制度革新的里程碑。在这次选举中，共有875位候选人，计划选出代表500 名，实际选出493名。越共中央推荐的165 名候选人中，有12人落选。选举结果表明选民能够独立地表达其选举意愿。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推进了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2011年初的越共十一大实现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差额比例为24.57%。

在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方面，越南着力推动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促进政治人物与公众的对话，并为公众监督政治人物创造制度条件。国会代表选举改革之后，国会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需经过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和祖国阵线的3轮无记名投票，候选人的简历和财产等情况均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之后候选人需与选民直接对话，接受选民质询，并陈述行动计划。越南于1998年颁布了《关于制定和实行基层民主制度》的文件，实行民知、民谈、民做、民检的基层民主。之后相继颁布了《乡坊民主条例》《国家机关民主条例》《国营企业民主条例》等，具体明确了应向人民公开的事项、应由人民参与讨论和直接决定的事项、应由人民参与讨论由政府直接决定的事项和应由人民监督检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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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越南国会质询制度实施以来，质询过程均进行全国的现场直播，提高了公众对政治过程的认知。2006年越共在召开十大之前提前公布了政治报告草稿，先党内、后党外上下反复多次广泛征求意见，以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越南国会代表的信息也是公开化的。

越南政治改革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加强党自身的建设，积极反腐。2005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预防和反对腐败法》。2006年越共十大将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作为大会首要主题，对反腐工作作了特别强调。同年，越共中央成立了以政府总理为首的反腐败指导委员会。2007年1月，越共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禁止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军队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以铲除滋生贪污腐败和灰色经济的土壤。同年2月，越南正式组建反腐败警察局。同年6月，越南的反腐败网站“反贪网”正式开通，网民可通过该网举报腐败分子信息。2008年11 月，越南政府通过了《到2020年防止贪污腐败战略》草案，提出制度反腐、建立廉洁奉公的公务员队伍，建设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行政体制等。越南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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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方面的做法及效果


2001年，越共九大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确定为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的经济模式和经济革新的目标。“社会主义定向”一词表明，越南当前所建设的“由国家管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并非严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也采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来发展生产力，但其最终目的是为越南过渡到社会主义作物质准备，其前进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九大结束后，当年12月召开的越南十届国会第十次会议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多种生产经营形式”写入宪法。2002年，越共九届五中全会规定党员也可以发展私有经济，可以成为私有企业主。多种经济成分和生产方式并存的立法，调动了民间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积极性。2001—2005年，越南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5%，且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值增长和投资增长都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

2006年的越共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外资经济”，强调“要创造环境和条件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改革方向和经济政策的稳定促使越南经济保持良好增长势头。2006年越南经济增长8.2%。

2006年是越南经济的开放之年。2006年年初，越南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同年11月，经过12年的谈判，越南加入了WTO。2007年1月1日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为了“入世”，越南修改了50多部法律法规，并作出了2008年正式开放货物贸易市场、大幅下降进口关税、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确保政府出台政策的透明度等多项承诺。加入WTO后，越南已履行部分承诺，包括废除大部分进口配额限制，遵照WTO规定限制商品出口，取消了非农业出口的直接出口补贴，高调打击和严厉处罚走私。此外，越南政府还通过精简海关程序、推广电子结关等措施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修改法律条文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等方式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2006年12月20日，越南取得了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在全球经济状况良好的2007年，越南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增长率达8.44%。然而，2008年越南经济增长率降至6%，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大幅升高，CPI高达23%。2009—2011年，越南仍然保持这个相对2000—2006年来说“低增长、高通胀”的势头，国会和政府为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恶化，一再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希望实现软着陆。

越南经济在2008年来遇到的挫折，部分地反映了越南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中的脆弱性。在全球经济衰退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难以独善其身，似乎自然不过，但此次挫折仍然暴露了越南自身经济结构和政策的弱点。

越南的对外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近年来虽得到一定控制
[19]

 ，但仍占其出口总额的16％～20％左右。越南的出口产品主要为原材料（包括原油、原煤、木材等）、农产品（包括大米、咖啡、海产品、橡胶等）以及服装、鞋类、电子零部件等技术含量不高的资源型或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主要进口商品则包括机器设备、成品油、钢铁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电子器件、电脑和备件、塑料制品、化学药品和机动车辆等。农产品出口增长有限，而越南的工业又停留在组装加工的水平，出口的工业品基于原材料、零部件等半成品的进口，因而工业品的出口额总是随进口额一同增长，这使得越南贸易逆差的状况难以得到大的改进。在对外常规项目逆差的同时，越南保持着资本项目的巨额顺差。21世纪的前10年，越南一直引进大量外国投资，10年来协议外资总额达1659亿美元，为20世纪最后10年的3.8倍，平均每年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在100亿美元以上。引进外资对越南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和管理升级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越南常规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前的相互平衡使其外汇储备增长处于微妙的脆弱状态。2007年年底的越南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资金的流入速度放缓，出口增长又由于国外经济环境的恶化而放慢，越南的外汇储备由2008年的236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00亿美元左右，不足以支付同时期一年的对外贸易逆差。为了扭转巨大的外贸逆差所造成的困境，越南在2008年以后曾经6次调整其货币的汇率，越南盾累计贬值达25％，但外贸逆差仍然巨大，而货币贬值又可能加剧国内物价的上涨，使通货膨胀更难抑制。
[20]



越南进入21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是调动民间人力及资金的生产积极性的必要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但解放生产力不等于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和引导，更不等于照搬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步入全球化。越南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作为有限。2000年，越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别为24.53%、36.73%和38.74%；2009年的数据分别为20.91%、40.24%和38.85%，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小。同时，与凭借“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其他国家相比，越南政府在出口导向、产业培育等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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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资本市场的放开方面，越南又过度服从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加入WTO后，越南就对外资银行的进入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过快地将本国薄弱的金融体系开放给国际金融市场。可以说，外贸逆差、产业结构低级、外汇储备薄弱、金融监管不力是近年越南经济增长放缓并且前景不容乐观的主观原因。

近年来，越南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应对以上问题。首先是指导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批旨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园区如和乐高技术园区、岘港高技术园区、越侨科技园开始建设或投入运行。越南还于2010年出台了《关于外国投资合作科技领域规定的决定》，鼓励外国组织、个人在越投资自然科学领域或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发展高科技企业，从事科技服务等。在《关于指导实施2012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的主要措施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为主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相结合”。其次，针对外贸易逆差问题，越南出台了一系列降低进口、扩大内需的政策，如严格控制奢侈品的进口，“越南人优先使用越南货”运动、商品下乡运动，等等。再次是加强对金融市场和国有资产的监管。2011年11月，越南出台了五项措施防止美元化。2012年4月，越南政府着手制订经济结构重组总体实施方案，以指导金融机构、证券市场和财政体制、国有企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重组，提高产品国产化水平和附加值。
[22]

 越南《经济时报》2012年5月的报导还称，越南政府拟于2015年之前对各集团和总公司进行清理整顿，严格限制企业在本行业内开展生产经营，不允许跨行业开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拟成立类似中国国资委或新加坡淡马锡的机构，专职管理国有资产。这表明越南政府已经从2007年来的经济状况中吸取教训，正在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监管和引导。


（三）社会方面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前已述及，贫富分化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全球化对越南在社会方面产生的主要负面影响。因此，越南在社会方面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是：扶贫减困、保护劳工、发展民族经济和保护环境，力图把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拥有民生意识的国家。早在1991年，越共七大就提出，要使人们“享有温饱、自由、幸福的生活，并拥有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从社会主义民本思想出发，越共一直将贫困问题作为社会政策的优先议程。进入21世纪，劳工权利和薪资的保障是越南为防止全球化带来贫富分化的重要举措。2006年10 月，越南政府颁布实行了《关于到2010年的国家劳动保护及劳动安全卫生计划》。该计划的投资总额为2420亿越盾，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关注和改善工作条件、减少环境污染、防止劳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照顾劳动者的健康、提高劳动保护的知识和执法水平、保证劳动者的生命和国家财产、企业财产的安全以及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等。2006年、2008年、2010年，越南政府连续实施劳工加薪方案，每次最高工资标准的提高额度在10万—30万盾，对外资企业的加薪要求要高于本地企业。但是，总的来看，越南的劳工工资水平仍然很低。劳动力成本低廉，仍然是越南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越南近年来罢工事件多发，每年有几百次，大多数发生在外资企业。引发罢工事件的原因多为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对员工规定苛刻等。越南在劳资关系、劳工安全和福利保障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越南的改革晚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没有中国快，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低于中国。面对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和发展中国家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越南重视解决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提出“在每个阶段和整个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进步和公平联系在一起”，并提出要“鼓励合法致富，积极消饥减贫，逐渐缩短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居民之间在发展及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越南政府将社会民生保障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首要任务。2011年，越南政府将全年财政预算的20%用于保障民生，用于民生项目的优惠信贷同比增长17%。全年新增就业岗位154万个，城镇居民失业率降至4%，贫困率降至1.5%。

与世界银行全球减贫的关注相匹配，越南在全国开展了“消饥减贫”运动。1993 —2009年先后推出并深化“消灭贫困工程”、“贫穷户生产融资信贷计划工程”和“发展山区和偏远地区特困乡经济与社会工程”，发展社会慈善扶贫工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据2008年5 月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举行的2008全球监控报告公布会的数据，越南的贫穷比例已从1993年的58% 下降到2006年的19%。2008年4月，部分是为减轻2007年年底以来金融危机的困境，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决议，决定将发展经济与推动社会福利相结合。同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又强调了五个重大问题，其中包括针对穷人、少数民族、受灾地区人民等在内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问题。同年11月，越南政府的例会重点讨论并出台了关于开展落实持续和快速脱贫计划的政策。根据本次会议确定的政策，2009年年初，政府向每个贫困县拨款250亿越盾，用于投资建设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医院、交通、水利系统等。越南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联合国对此予以肯定，认为越南提前10年完成了原定2015年完成的脱贫目标，是世界上减少贫困、消除饥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此外，民族和宗教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常用幌子。因此，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支持少数民族发展，是越南防止全球化对思想领域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的必要举措。越南在发展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公平的工作中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2001年越共九大在《越南2001—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任务计划》中提出，要将西原少数民族聚居区建设成经济发达、国防稳固、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越共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及发展实施了一系列计划和项目，如“135 章程”、“132 章程”和“134 章程”
[23]

 。这些计划的实施已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显著的效果。在宗教方面，越共九大提出要发挥宗教在文化道德方面的美好价值。越南党和政府鼓励各种宗教创新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教义，将国家命运与宗教命运相结合。

在环境保护方面，越南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寻求可持续发展。越南在1993年就通过了《环境保护法》。除了加强对新上马工业项目的环保审查，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资金投入之外，还注重国际合作及发挥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环保中的作用。


（四）文化方面的做法


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方面的挑战，21世纪以来，越南的文化工作以建设全面发展的人为立足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二是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文化联系，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三是改进教育事业，培养与时代要求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求相符的人才，为越南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融入全球化奠定人才基础。越共十一大报告将“建设先进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方向之一。

民族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巩固国民认同、加强本国国民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首要工具。作为民族文化气息浓厚的东方国家，对本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是越南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越南投资修建了一批大型的历史文化遗迹，如雄王庙历史遗迹区、貉龙君祠庙。推进建设各民族文化旅游村，举办多种民族文化节，开展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遗产。2007年，越南国会通过决议确定越南人祭祀雄王的日子——农历三月初十为法定节假日。1999年，越南开展了“全民团结建设文化生活”运动，一直坚持不懈。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建设文化家庭、文化乡村、文化街区，塑造文明生活习惯，鼓励锻炼身体、倡导好人好事，保持和发扬了民族的美好传统价值观，培养了公民文明的生活习惯。

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越南积极与各国开展文学、电影、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些越南文化中心，以扩大越南文化的影响力。2009年，越南在中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俄罗斯、英国、日本、南非、委内瑞拉、巴西、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美国等国举办了系列专题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该年是越南的“文化外交年”。此外，越南积极开展申遗工作，提高越南民族文化的世界知名度。截至2011年年底，越南已有16个文化和自然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

人力资源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之本。依据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越南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部门与就业市场的衔接，同时注重提高年轻人的道德素养，以塑造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在基础教育方面，越南通过开展反对舞弊行为和“成绩病”的“两不”运动，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在中等教育方面，着重发展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配合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满足新的劳动力结构性需求。2006年，越南通过了《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在高等教育方面，通过学习国外先进大学的课程设置等方式，力争把国内部分大学建成有国际水准的大学，并创造条件吸引留学生。在本国学生的培养上，创新了“就地留学”方式，在国内以国际标准的教材培养人才。这种方式既能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准的学生，又缓解了越南的外汇储备压力，较为符合越南的国情。

为促进文化与科技事业的繁荣，越南大力资助文化生产活动，优待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创造便利环境和条件。2007年，越南政府批准在2007—2010年投入140亿越南盾以资助文学深度创作。2008年，越南设立了国家科技发展基金，资助科研课题和项目。2008年8月6日，越共十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时期建设知识分子队伍的27-NQ/TW号决议》，以激发知识分子的智慧潜能，激发越南软实力。

此外，针对经济改革带来的道德滑坡问题，越南开展“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同时在青年中间开展“越南年轻一代学习和践行胡伯伯的教导”运动，以提高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意识，促使他们成为既具有良好专业技能、能融入国际经济，又忠于革命事业、能够建国卫国的新型青年。


（五）外交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延续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多交友、少树敌”的外交战略，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角色，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经济外交及其他对外事务都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越南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东亚各国保持良好互动与合作。东亚各国是越南和平睦邻的对象，是越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越南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客源地。21世纪以来，越南与东亚各国均维系着频繁的高层接触，国家领导人频频互访；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各种会议、论坛；积极参与东盟活动，配合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下调关税；承办了2006年第14届APEC峰会。越南积极推进边境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与中国合作“两廊一圈”计划、中越边境中国广西省与越南谅山省的经济合作；在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上与中、老、缅、泰、柬的合作；越、老、泰跨境运输合作等。在与邻国的和平共处上，越南体现得越来越有诚意，已经能够理性、和平地解决领土和主权争端。越南与三个陆地国界线邻国中国、老挝、柬埔寨之间的勘界立碑工作大体已于2008年完成。在中越南海争端中，由于两国均采取克制的态度，控制了事态的发展。2010年，《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协定》和《中越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生效，两国在边界事务方面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越南边界管理与合作开发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此外，越南为邻国老挝提供了不少援助，并多次对邻近的自然灾害受害国提供援助。

在融入地区的同时，越南也在积极走向世界。2004年，越南承办了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2007年1月1日，越南正式加入WTO，积极履行其谈判承诺，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在联合国这个世界政治大舞台上，越南也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8—2009年，越南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08年7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主持起草了2007年7月31日—2008年7月31日安理会年度报告。2009年，越南担任年度安理会不结盟国家小组协调员、年度安理会裁军会议首轮会议轮值主席并再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越南目前还担任了2009—201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通过承担这些国际职责，越南提高了其国际声望和影响力。

越南不仅注重国家层面的国际交流，也鼓励个人层面的国际交流，对走向世界的越南人抱越来越宽容和支持的态度。2004年起，越南放宽了对海外越南人的政策。2007年起，对越侨回国实行免签，鼓励越侨回国投资和生活，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回国。2008年通过了《国籍法修正案》，允许一定数量的国民例外持有双重国籍。越南还积极与他国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为国民出行提供便利。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与越南达成免签证协议。

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合作的同时，越南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不同形式的合作。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大国间合作都在加强。2000年7月，美国和越南签署双边贸易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2月生效。近年来，越南对美国出口占据了越南出口总额的20%左右，美国已成为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对象。两国在贸易、投资、教育、军事安全、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都有所加强。尽管如此，越南在人权和内政问题上仍然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姿态，在“福尔罗”“越新党”等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毫不妥协。越南与日本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亚洲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国防、科技、环境、对外关系诸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日本还为越南提供了最多的官方发展援助。越南与俄国的关系正在恢复，双方正在探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越南还向俄罗斯大量采购武器。越南与日本、美国、俄国在核能、航空、反恐等领域开展官方科技合作，与日本、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

21世纪以来越南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主动性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升了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其争取到了大量的外资、援助、游客和巨大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越南已成功地改变其边缘国家的地位，融入世界体系。


三、越南应对全球化的经验与启示


越南能在全球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的惊涛骇浪中岿然不动，从如此严峻的困境中走出来，又能在21世纪继续走向繁荣，其中的原因和经验值得深思。回顾和总结新世纪以来越南应对全球化、与世界对话、共处、融合的过程，可以得到如下经验与启示。


（一）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主旋律


发展是硬道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最根本的就是发展自己。而要实现发展的目的，关键就在于顺应世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主动改革，坚持对外开放。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顺应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调整和探索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积极引进外资、有效利用世界资源，才能真正步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明显的成效。改革开放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选择，是长久的治国之策。

同时越南在革新开放进程中正确处理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首先进行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再推进到城市、再推进到其他各个方面去。同时还采取了其他兼顾社会承受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使改革、发展与稳定并行不悖，同步进行。


（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总原则


越南在革新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改革不改色，融入不融化”。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越南坚持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不搞多元化。其次，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当然，21世纪越南在政治领域也作出了创新性的革新，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代议、权力监督等合理原则，以立法机关直选、政治领袖竞争性选举、质询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全民反腐等形式创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这些原则的方式，巩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南的政治改革既体现了吸引与借鉴西方文明的开放的态度，又坚持了自己独立的改革方向，这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三）正确处理借鉴与独创的关系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孤立地发展，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会主义要发展创新，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勇敢地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但借鉴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必须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有自己的决断，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但切忌盲从。在这方面，越南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越南在政治革新方面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开放地学习，谨慎地选择”，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西方文明所应坚守的态度。与政治改革的稳步推进相比，越南在全球化中的经济政策比较冒进。越南在2007年年底陷入金融危机，与听从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过早和过度地开放资本账户有关。由于过度开放资本账户，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程度日益恶化的时候，在对外依存型经济结构中，政府可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就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开放度过高，又超越了政府调控和监管的能力。这些因素与累积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因素一起导致了2007年年底以来的越南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困境。越南在政治改革上的稳妥与经济开放上的冒进恰好显示了其政治方向上的自信与经济管理上的不自信。在政治方向上，越南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加强党自身执政能力和纪律作风的建设，越共一定能够摸索出一套适用于社会主义越南的，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制的民主制度。但在经济方面，越南显得不太自信，独立思考不够。


（四）实行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外部保证


由于受冷战思维以及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大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越南也是如此。全球化浪潮结束了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越南在外交方面的经验是，主动借助既有国际体系开展多边外交、广泛发展双边外交，与不同地理位置、发展程度的国家分别达成不同形式的合作；理性处理国际纷争，为国内发展赢得机会；通过担当国际角色低调、稳步进入国际体系。越南实行全方位、多元化外交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要开拓新的国际发展空间，建立一种同全球化相适应的与西方国家关系良性循环的模式，与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广泛的合作，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


（五）以人为本，正确处理趋利与避害的关系


全球化要以人为本。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人，其最终目的也是人。国家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本国国民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获得更多自由选择的能力。越南在双重国籍、免签护照等问题上的开明态度，既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也有利于在全球竞争人才的时代留住　　人才，或通过本国侨民调高海外影响力。

另外，全球化犹如一柄“双刃剑”，它在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提供新的条件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带来了挑战。善驭之则自强，不善驭之则自伤。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战略，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全球化在给越南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问题。越南正确处理趋利与避害的关系，依托全球化进程开展社会工作，减少贫困、保护环境，提高了越南的人类发展指数；开展的反腐工作，提高了清廉指数。中国在全球化面前，既要保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也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权益保护。在这一点上如果做得好，也可能借助全球化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作为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面对全球化，中越两国共同面临着许多问题，包括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建设，如何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性质，如何发挥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以及在经济方面，如何处理对外贸易顺差或逆差，如何处理贸易纠纷，如何逐步、稳定地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等，两国在这些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如若在未来能达成更深入的理论沟通，将对两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带来更多启示与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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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国家

朱昔群
[1]



伊斯兰国家是指国民主要是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的国家。有些国家实行政教合一政策，但大多被认为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家族式统治是伊斯兰法律所反对的）对伊斯兰法律都只是依据其政治利益选择性地执行，伊斯兰法律被局限于民事诉讼上。目前，世界上共有57个伊斯兰教国家
[2]

 ，主要分布在中东、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亚洲的其他一些区域。有的国家伊斯兰教徒比例虽小，但由于受伊斯兰教影响，也宣布为伊斯兰国家，参加了伊斯兰会议，如亚洲的马来西亚、非洲的几内亚比绍、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乌干达、加蓬等。


一、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



（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全球化水平


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伊斯兰国家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贫富严重不均，有些国家人均GDP居世界前列，有些国家则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1年人均GDP数据，卡塔尔98 329美元居世界第2，阿联酋67 008美元居世界第5，科威特47 982美元居世界第15，文莱36 584美元居世界第24，而莫桑比克仅583美元居世界第167、尼日尔399美元居177位，塞拉利昂366美元居178位。有些伊斯兰国家资源丰富，而有些国家资源贫乏。如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石油、天然气储量居世界前列，而约旦则是“地上无水、地下无油”。另外，有些伊斯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自然资源，例如，卡塔尔、沙特等比较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卡塔尔即使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第二，仍然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以来，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远低于同期拉美和南亚地区国家的发展速度。目前，伊斯兰国家正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发旅游业，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沙特、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国民经济对石油产业的过分依赖，充分重视非石油部门经济的发展潜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整体而言，伊斯兰国家全球化水平不高。根据2012年最新公布的KOF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在全球化指数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中伊斯兰国家仅有7个，排名最高的是马来西亚居第29位，其次是阿联酋居第33位，科威特第39位。在经济全球化指数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中有6个伊斯兰国家，排名最高的是巴林第9位，其次是阿联酋第10位，马来西亚第30位。在社会全球化指数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中只有5个伊斯兰国家，排名最高的科威特第19位，阿联酋第25为，马来西亚第34位，沙特第41位，黎巴嫩第50位。在政治全球化指数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中有10个伊斯兰国家，埃及排名第13位，土耳其第16位，尼日利亚第26位。
[3]

 相对于美国、德国等外向型国家来说，伊斯兰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


（二）21世纪主要全球化事件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



1.“9·11”事件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


劫持飞机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均来自伊斯兰国家，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发动反恐战争，将目标直指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及其幕后支持者。美国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理由是他们拒绝按照美国要求立即提交嫌疑犯本·拉登。2001年10月7日，美国与英国军队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袭击，针对塔利班的军事、通讯设施以及可能的恐怖分子训练营投掷了炸弹。“9·11”事件及美国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国家更是受其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伊斯兰国家在“9·11”事件后面临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由于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都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徒，恐怖主义、暴力冲突总是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伊斯兰国家与恐怖主义很自然地被联系在一起。美国将伊斯兰国家中的叙利亚、伊朗、利比亚、苏丹等不追随美国的国家称为“无赖国家”，又将一些政府治理得差的国家如索马里等称为“失败的国家”。
[4]

 “9·11”事件后伊斯兰国家的形象大受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均认为伊斯兰国家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其次，“9·11”事件让伊斯兰国家处于两难的境地。“9·11”事件发生以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叙利亚、伊朗、阿曼、也门等伊斯兰国家一致谴责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当时连一向坚决反美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都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对美国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有些伊斯兰国家的民众由于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乐见美国受到“惩罚”，甚至进行庆祝活动。伊斯兰国家在人道上均表示支持美国并谴责恐怖主义，但是担心亲美的行为会遭到激进伊斯兰教徒组织的报复，会出现反政府的恐怖行为。沙特、埃及等亲美的伊斯兰国家更担心其国内可能受到恐怖袭击，所以在支持美国反恐方面陷于两难的局面。

再次，“9·11”加剧了伊斯兰国家民众与美国的对立。“9·11”发生后在美国发生了一些针对伊斯兰教徒的报复性行动。例如，阿拉伯人在美国乘坐航班时，接受更加严格的安全检查，甚至出现在同机乘客的强烈要求下被迫放弃登机的情况。美国穆斯林清真寺的院墙被涂上侮辱性的语言。伊斯兰教徒在美国受到歧视，正常的生活被打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在“9·11”后经常发生。而伊斯兰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则更加反感。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11月公布的一份名为《战略宣传》报告指出，“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伊斯兰国家反美情绪呈上升趋势。伊斯兰国家普遍憎恨美国政府的情绪开始增强，反美人员的“威信”有所提升，他们的行动似乎获得了许多穆斯林的认同。

最后，“9·11”改变了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关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很快开始部署反恐战争，伊斯兰国家居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由于反恐的需要，美国重新调整了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敌友观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9·11”之前被美国视为威胁，出于反恐的需要美国扶持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并且改善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将巴基斯坦作为阿富汗战争的后勤补给基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过反恐合作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获取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2.2008年金融危机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


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发酵。相对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危机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伊斯兰国家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较大差别，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不紧密。伊斯兰金融严格依据伊斯兰法制，遵守道德原则，投资者承担社会责任，禁止银行固定利息。因为在《古兰经》中把利息定为不合法行为，称之为“巴”。因为巴属于高利贷性质的金融剥削，是古代人遗留的卑劣陋习，是人类在蒙昧时代暴露出来的弱点和卑劣的缺德行为，所以被定为罪过。

在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间接受惠于石油产品的国家。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中东产油国，主要收入来源是旅游业、侨汇收入。例如，埃及每年从海外劳务汇款中获取收入60亿美元，有200万埃及人在海湾国家打工，埃及旅游业的60%收入来自海湾国家的旅客。约旦也是经济依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大客户，它的1/4外贸是商品销售到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约旦劳工的海外劳务收入高达20亿美元；它从许多海湾国家得到友好援助，如每年从沙特阿拉伯得到5亿美元的援助。
[5]

 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抵御风险能力弱，受产油国经济下滑的连锁反应，其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就是沙特、科威特、伊朗、阿联酋等产油国。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滑坡，大大抑制了全球石油需求，国际油价从2008年7月份的每桶147美元一路狂跌，11月底已跌破每桶50美元大关。为响应石油输出国组织为稳定油价作出的日减产原油150万桶的决定，沙特、伊朗、阿联酋、科威特从2008年11月1日起实行日出口削减分别为46.6万桶、19.9万桶、13.4万桶和13.2万桶的目标。
[6]

 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石油出口。石油出口量下降，导致这些国家收入下降。

金融危机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为了摆脱对于石油的过度依赖，中东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对于阿联酋迪拜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十分推崇，纷纷走上经济多元化改革的道路。2006年，沙特政府开始仿照迪拜各种功能的自由贸易区在沙特境内建立6个经济城，旨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和信息服务业；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分别计划通过密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实现转型。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到来，全球经济下滑，这意味着迪拜多元化模式的最终搁浅，迫使进行经济改革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不得不重新寻求其他的经济道路。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

金融危机除了在经济方面对伊斯兰国家产生影响外，也对一些伊斯兰国家产生了政治影响，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国内政治局势也出现了变化。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由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领导人长期执政，国内的一些长期掩盖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逐渐激化，最后演变为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且引起了国外势力的干预，有些国家处理不当最后导致政府更迭，长期存在的强人政权倒台。金融危机导致的民众经济生活困难成为一些国家大规模骚乱或国内战争的导火索，并且迅速蔓延到周边国家。金融危机激化了一些伊斯兰国家长期存在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国的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

金融危机对伊朗、苏丹等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伊朗、苏丹被美国视为“流氓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恶已久，长期以来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忙于重振经济和应对经济危机，对于伊朗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无暇顾及。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分散了对地区热点问题的注意力，这使伊朗、苏丹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三）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产生的主要影响


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一系列变革与发展都与全球化有直接联系。


1.在政治方面，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促进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

在伊斯兰国家内部，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伊斯兰国家的民众。在信息化时代，伊斯兰国家民众可以轻松直接地获取信息了解世界，思维逐步开放、活跃，自我意识、自由平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伊斯兰教徒虽然拒绝西方模式，但渴望通过民主来实现各方面的权益。伊斯兰国家民主化思想从传播到在民众中广受欢迎，都与外界的影响分不开。

在外部，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和支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家的宪政选举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国际监督，对改革过程提供经济、技术支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与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提出政治条件。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在提供援助时不仅明确要求受援国建立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而且还要求他们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贸易伙伴关系、投资、开放市场等都附带政治条件。这些与经济利益需求息息相关的外界压力，推动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来自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决策利用人权问题向伊斯兰国家施加压力。他们就伊斯兰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和警告，以改善人权问题为由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发达国家在推动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一个常用的手段是支持其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对于不服从西方意志的国家政权，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威逼本国政府就范，甚至直接策划颠覆政权的活动。这种做法无疑给相关国家增加了政治不稳定因素，有可能激化已经出现的政治矛盾，因此遭到了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强烈反对。
[7]

 利比亚的反对派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将执政多年的卡扎菲政权赶下台。另外，土耳其等国的民主制度和实践在伊斯兰国家中有示范作用。土耳其在民主化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其他伊斯兰国家有相当吸引力，刺激了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思潮，推动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2.在经济方面，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


全球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指资金、资源、技术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各国、各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资源、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占有、管理和使用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那些在任一方面或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则受到更大的冲击，经济进一步被削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抓住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的机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将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在经济全球化中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开距离。

经济全球化形成的能源需求增长给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沙特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4以上，居世界第一。伊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天然气储量紧随俄罗斯，排名分别为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世界能源需求给伊斯兰产油国带来了大量收入，这一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而这些国家正在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努力摆脱单纯依赖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的经济格局。例如，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旅游业，成为中东地区甚至世界新的金融中心和主要旅游目的地。

经济全球化带给伊斯兰国家的挑战大于机遇。全球化是不断演进的现实，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议程形成严峻的考验。
[8]

 首先，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稳定带给伊斯兰产油国严峻挑战。伊斯兰产油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资源出口获得大量收入，但是依赖能源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使这些国家在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性更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另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石油领域的供需结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暴涨暴跌时有发生，这为伊斯兰产油国的经济收入带来不稳定因素。其次，在全球化经济增长中伊斯兰国家不具备任何优势。在全球化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决定性因素是高科技和高素质的人才，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伊斯兰国家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是与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显落后。除此之外，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关税水平较高，在世界贸易中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伊斯兰国家不利的因素十分明显，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近年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部分伊斯兰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外债重负、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等经济问题。

由于伊斯兰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基础差、起点低，无法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伊斯兰国家内部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资源分布不均，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3.在社会方面，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重大挑战


全球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影响着全世界民众的生活方式。伊斯兰国家由于受宗教影响，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别，即使是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伊斯兰国家的年轻人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目前伊斯兰国家正在经历青年人口快速膨胀期，青年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很高，25岁以下人群在也门、沙特、约旦、摩洛哥和埃及占到总人口的近50%。
[9]

 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伊斯兰世界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使用互联网获得了外界的信息，同时也使用“脸谱”“推特”等进行社交活动。在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伊斯兰国家发生着变化。


4.在文化方面，全球化过程中伊斯兰文化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塞缪尔·亨廷顿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经济实力的推动下，西方文化悄然地影响和改变着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民众曾经顽强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在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国家民众主动去追求“传统的”东西，抵制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如西方的音乐和电影、电视节目。各种伊斯兰出版物受到青睐，广播、电视中的伊斯兰节目也越来越多。
[10]

 但是，这种抵抗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显得苍白无力。现在，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涉及方方面面。

从本质上说，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埃及籍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全球化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背道而驰”。
[11]

 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被大肆渲染。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存在着两个极端态势：价值相对主义——漠视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自我中心主义——漠视文明的特殊性。
[12]

 实际上这种文化冲突的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融合的现实，目前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正处于这两种状态之间。在交流与融合中不同的文化所处的地位并非平等的，伊斯兰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其中原因在于经济实力的不平等。


5.在国际关系方面，全球化使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复杂


伊斯兰国家包含众多特点各异的国家，有地缘政治大国，如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有资源大国，如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还有集宗教影响和资源于一身的大国，如沙特、伊朗。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端纷繁复杂，有教派矛盾、民族矛盾、领土争端、资源纠纷等。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经历了分化、重组。

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取向多边，敌友阵营多次改变。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与不少国家存在着矛盾。伊朗曾经与伊拉克发生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后，随着萨达姆的下台，伊朗与伊拉克新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伊朗与埃及在对待以色列上分歧明显，长期对立。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临时政府改变了穆巴拉克时代的以色列政策，伊朗与埃及的关系开始改善。

伊斯兰国家与美国更是复杂多变，对美国的态度和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伊斯兰国家可以明显地分为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亲美阵营的主要代表是土耳其、沙特、科威特以及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等国；反美阵营的主要代表是伊朗、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亲美和反美的伊斯兰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内耗。在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由原来的激进反美转变为亲美。利比亚在卡扎菲下台之后也由反美转变为亲美。而埃及则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由原来的亲美转变为与美国渐行渐远。


二、伊斯兰国家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



（一）伊斯兰国家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对全球化的态度呈现多元化。在伊斯兰学术界，激进地反对全球化和理性地观察全球化的都普遍存在。在伊斯兰国家中，有些国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体系中，也有一些反全球化的国家被动地适应全球化。

伊斯兰国家对于全球化的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因此反对全球化。伊斯兰学者阿布杜·拉赫·巴尔卡齐兹（Abd al Ilah Balqaziz）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因为美国人主导全球化的方式、权力、利益和目标。胡赛因·马卢姆（Husayn Malum）认为美国的世界秩序战略就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经济模式传遍全球，破坏其他国家、民族和民众的自主选择权力，全球化是21世纪美国世界秩序的基础。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而是反映了美国霸权蔓延世界的趋势。”穆罕默德·库特普（Muhammad Qutb）认为全球化就是反对伊斯兰教徒，“它们像章鱼一样将触角伸向政治、宗教、道德、文化、传统和习俗等各个隐蔽的角落。”在他的思想中，伊斯兰教是优越于全球化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堕落文明”。伊斯兰教是 “唯一合理的制度”。
[13]

 开罗大学学者哈纳菲（Hanafi）认为全球化代表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统治意愿基础上的潜在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这是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世界村落”等所谓新思想和新观点使他们的霸权合理化。
[14]

 杰出的阿拉伯思想家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认为，全球化是“新型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通过军事、政治等方式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宗教帝国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伊斯兰国家“基督教化”，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服务。
[15]

 反对全球化带着明显的反美色彩，最主要的理由是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行径。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导致伊斯兰世界分裂的原因之一。
[16]



伊斯兰国家对于全球化也存在比较理性的观点，认为伊斯兰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化，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是挑战。埃及哲学教授福阿德·扎卡利亚（Fuad Zakariya）指责反全球化的阿拉伯学者并不理解全球化，它们不能为全球化这一概念给予精确的、信服的概念界定。扎卡利亚认为应该对全球化进行“理性的思考”，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全球性活动才能解决，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他认为批评全球化是轻蔑全球化和反西方文化的表现，在否定态度后面有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定式”。他不承认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霸权。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对伊斯兰文化认同没有威胁，“全球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信仰与共同价值观”。 有些学者对全球化持完全接纳的态度，土耳其·哈马德（Turki Hamad）认为全球化所产生的技术文化正在变成为一种全球文化，无论阿拉伯人喜欢与否、接受与否，这就是事实。他认为：“空洞的言辞雄辩怎能与实在的科学技术相匹敌。”
[17]

 主张参与全球化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在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伊斯兰国家应该通过参加全球化来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制度。

在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阿联酋、马来西亚、卡塔尔等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他们用理性的态度研判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给伊斯兰国家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并没有夸大全球化的挑战，认为机遇大于挑战。他们并没有将全球化与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联系起来，这些国家都是比较亲美的国家。他们从自身国情出发，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他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利用自身优势增强竞争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的这些国家，近年来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北非国家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所受影响并不大。如卡塔尔是成功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国家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把卡塔尔评为金融危机中的五大赢家之一，理由是在油价大幅波动的2008年，卡塔尔通过天然气出口保障其经济稳步发展，GDP取得16％的增长，这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是经济奇迹。卡塔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中向新加坡、瑞士等国学习，大力发展金融、房地产、建筑、制造、交通、通信、旅游、贸易等第二、第三产业，降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卡塔尔不仅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提高，而且国家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以伊朗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伊斯兰国家则抵制或被动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受其反美情绪的影响，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化，是美国借机进行的干涉与侵略。他们认为全球化与伊斯兰传统教义冲突，是西方推行的文化入侵。在实践中，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持谨慎态度。例如，伊朗政府对外资维持较多的限制，包括外资不得进入油气开发领域，外商独资企业不得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等。为防止外资垄断伊朗经济命脉，伊朗议会对外资控股49%以上的项目拥有最后的否决权。此外，伊朗税收体系较为复杂，外汇管理措施严格，银行贷款利息偏高，并长期受美、英等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封锁和制裁。伊朗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139个国家中排名第69位；在2012年公布的KOF全球化指数中居156位。


（二）伊斯兰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及效果


全球化应该是以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方式发展。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中东产油国有巨大的潜力成为全球化的获利者，这要求他们必须做到经济多元化，以及教育、科技与文化的发展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节奏。
[18]

 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很成功，而有些国家则被拉大了差距。


1.经济方面，伊斯兰国家主要是通过经济多元化的方式应对全球化


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结构缺乏合理性的问题，收入来源单一，过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工业、科技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实现经济多元化。在经济多元化方面，阿联酋是伊斯兰国家中成功的典范。政局稳定和靠金融“起家”被认为是其成功的秘诀。金融业是阿联酋重点发展的行业。早在2002年5月20日，迪拜政府就启动了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总投资超过25亿美元。该中心借鉴了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来规范金融运作，至今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超过400家公司的加盟。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均在第一时间落户迪拜，并设立分支机构，成为加盟迪拜金融中心的主力外资。
[19]

 卡塔尔在经济转型中也是成功的典范。卡塔尔通过对外合作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卡塔尔的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13位，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3，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虽然卡塔尔的天然气品质优良，但是受限于开采、存储、运输能力和技术限制，直到1997年向日本出口第一船液化天然气。卡塔尔引入外国资金、技术实现天然气的液化和气转油，这样就能通过船舶运输，这就摆脱了管道限制，打开了全球市场。卡塔尔营造与国际通行标准一致的环境建设金融中心。卡塔尔金融中心搭建了一个法律体系完全与英、美金融业一致的平台，吸引全球优秀的金融机构常驻卡塔尔，以全方位的开放来推动本地金融业的改革，用直接的竞争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致力于把卡塔尔建成中东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埃及最近几年通过建设工业区来吸引外国投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苏伊士、伊斯梅利亚、亚历山大等埃及的主要城市里，数量众多的工业园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工业和高新企业落户。土耳其、意大利和卡塔尔等国企业和投资的工业园先后在埃及建立。这些工业园区既为埃及经济发展注入了可观的外资，又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和进步，还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


2.政治方面，全球化在政治方面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政治民主化的压力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伊斯兰国家中除了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都不是民主国家。西方国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设计和推出了诸多附有受援国必须扩大民主、开放党禁、实行政治多元化的政治改革方案，以促进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和人权。伊斯兰国家在近现代由于缺乏活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政治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有悖于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内容，表现出保守的一面。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广泛传播的影响，民主化在伊斯兰国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发展基本上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天赋人权”“法律主权”代替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君主至上”，秉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权制”、“选举制”和“轮换制”原则；具体操作上按照西方民主的框架，实行宪政制度，采取民主立宪制或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分立形式，甚至个别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制度，多党并存。
[20]

 伊斯兰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宗教的入世性，即宗教与政治紧密联系。所以，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困难重重。在伊斯兰国家中，民主化、世俗化最彻底、最成功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及进行的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在伊斯兰国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中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土耳其建立了获得广泛认同的民主制度，将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力严格限制在社会生活领域，严禁宗教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土耳其通过世俗化革命，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转变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转向了现代欧洲文化，使得土耳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目前，仍然有些伊斯兰国家保持君主制，例如沙特、约旦等国。有些伊斯兰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了选举制，但领导人长期执政实际上是独裁、集权统治，如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和卡扎菲的利比亚就是这样。这些国家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忽视民众的需求，没有顺应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民主化的趋势，未能在政治上做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最终被民众赶下台。


3.社会生活方面，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地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是向其他国家打开大门、拓展疆界的过程，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思想在各国之间进进出出、自由流通。
[21]

 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软硬实力，其社会生活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伊斯兰世界。在越来越多的相互交往中，在影视作品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影响和冲击伊斯兰国家传统的生活方式。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世俗化过程中在社会生活方面与西方国家有趋同的趋势。伊斯兰国家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年轻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认同感较强。其实，全世界的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压力，都渴望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都追逐现代化的高科技产品。例如，肯德基、麦当劳这种西式快餐在全世界流行，“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络在伊斯兰国家同样大受欢迎，“苹果”高性能智能手机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追捧。面对这种状况，除了伊朗、阿富汗等少数国家外一般伊斯兰国家没有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西方化进行太多限制，基本上都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反对的顺其自然的态度。在伊朗、沙特等少数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目前还根据伊斯兰宗教传统对社会生活方式进行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权利进行严格的管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领导人长期执政后，没有解决好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例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而且低估了全球化时代国外势力的影响，最后导致国内局势出现动荡，被反政府势力赶下台，并且引起连锁反应。


4.文化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注重保护文化传统，少数国家积极主动地推动和西方的文化交流


伊斯兰教徒一直对伊斯兰教引以为豪，《古兰经》中说：伊斯兰教是“人类进化以来最完美的宗教”。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还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能够指导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系统。因此任何改变伊斯兰宗教秩序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对伊斯兰文化认同的稀释。
[22]

 面对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伊斯兰国家都很警惕，而且注重保护伊斯兰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于来自西方世界的健康、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应该虚心学习，不能一概拒绝来自西方的东西。因为伊斯兰教徒不能孤立地生活在伊斯兰飞地中，与全球化隔绝开来。
[23]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新生代的领导人在文化方面主动出击，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卡塔尔是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伊斯兰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文化交流，并且与西方国家开展争夺话语权的竞争。卡塔尔国王哈马德1995年上台伊始，立即出资成立了卡塔尔教育、科研与社会发展基金会简称卡塔尔基金会，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教育城，使其成为海湾地区教育科研中心。卡塔尔已经吸引多所美国常青藤大学入驻教育城开办多哈分校，为数千名学生提供同等质量水平的教育和学历。教育城为吸引优秀学校和机构，由卡塔尔基金会提供各种补贴，学生的学费也由政府资助。卡塔尔除了投巨资引入西方教育资源外，还鼓励媒体要与西方主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是成功的例子。半岛电视台是由卡塔尔国王资助，但不受政府的任何压力，坚持独立专业的新闻立场不动摇，因此得罪了不少国家和政府。但是半岛电视台独立的立场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当竞争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报道中，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购买半岛电视台的图像资料。半岛电视台在西方国家中受到民众的支持和肯定。半岛电视台是伊斯兰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既有巨大的差别，也有相通之处，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如果像卡塔尔这样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推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可以改变“9·11”事件后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偏见与误解，提高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力。


5.在国际关系方面，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复杂局面形成的挑战，显得越来越成熟自信


伊斯兰国家大多数地处中东、北非地区，历来是宗教、种族、能源、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而且是大国干预插手的重点地区。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外来势力的影响使中东、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国家面临异常困难的国际环境，是对其外交能力的严峻考验。在复杂环境中伊斯兰国家正面化解问题和冲突，发挥地缘政治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热点问题的调解，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逐渐娴熟。有些伊斯兰国家发挥地缘政治优势，利用娴熟的外交技巧为其赢得了区域性大国地位和生存空间，如埃及和伊朗。埃及成功地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埃及由于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运输通道，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美国信赖的朋友。伊朗长期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在开发核能问题上甚至与美国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没有好的反制措施，一方面是伊朗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很好地利用丰富的油气资源，通过发展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来与美国周旋。伊朗之所以敢与美国长期对抗主要原因是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另外，有些伊斯兰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主动参与地区性热点问题的解决，如卡塔尔。卡塔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在外交上也越来越活跃。在中东一些区域性热点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卡塔尔成功地斡旋了黎巴嫩危机；在多哈主持召开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会谈；在巴以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关闭了以色列在多哈的贸易代表处，并主动召开阿拉伯国家首脑多哈紧急会议，呼吁对加沙提供援助。卡塔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的区域性大国典范。这表明伊斯兰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自信，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高。


三、伊斯兰国家应对全球化对中国的启示


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伊斯兰国家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做法对于中国有一定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不可回避，需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全球化。全球化是正在发生和不断发展的事实，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回避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是抵制全球化或被动、消极地适应全球化，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将会被边缘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卡塔尔、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发展目标。反观那些消极、被动适应全球化的国家，一味强调全球化的威胁和挑战，而耽误利用全球化解决国内发展的问题，最终导致国内社会问题激化，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导致政府垮台，国家陷入混乱。

第二，全球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仅仅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全球化通常被视作西方化或美国化。在西方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有时从形式上很难辨别全球化和美国化的区别”
[24]

 。这是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事务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惯性思维造成的。实际上，全球化是一种互动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只不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经济实力方面占优势，从而更多地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有对全球化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才能合适地应对，关键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跨越式。例如，卡塔尔本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小国，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能源需求给油气资源丰富的卡塔尔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卡塔尔并未将巨额财富全部用于国民消费，而是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金融、文化、贸易、旅游业；而且鼓励资助“引进来、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地区热点问题的调停斡旋，如通过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活动提升国家影响力。

第三，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摸索出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就是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伊斯兰国家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艰苦的过程。在伊斯兰国家中，实现政治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是土耳其，土耳其民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的同时，在坚持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趋利避害，不断创新。伊斯兰国家近年来一直饱受政治民主运动和宗教复兴运动之苦。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普遍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还是在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有些伊斯兰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是有名无实，形式上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切特点，但是实质上缺乏民主之实。土耳其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结合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如果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照搬西方的有名无实的民主制度只会是祸国殃民。

第四，全球化时代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带来社会发展与繁荣。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伊斯兰国家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全球化过程中资源全球配置的机会。伊斯兰国家中有些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产品出口。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卡塔尔、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利用了全球化的机会，发挥了本国优势，优化了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五，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融合是化解文化差异的途径，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与西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在“9·11”事件发生以后，伊斯兰文化被歪曲误解甚至妖魔化了，在西方世界与恐怖主义被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阂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相互敌视对方，将对方视作威胁，导致误解越来越多。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相互学习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正是在相互学习中得以实现的。只有更多的接触交流，才能消除文化鸿沟。另外，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等其他文化如何发扬光大，主权国家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都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只是文化宝库尚未完全打开。在全球化时代就是需要利用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来传播传统文化的精华。

第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需要用娴熟的外交技巧来实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冲突与合作更加复杂，随着国际行为体的增加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更多。伊斯兰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一直面临的困境是价值和利益无法平衡。例如，伊斯兰国家在对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只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既维护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没有刺激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民众。实际上这种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无法从长远的角度达到利益和价值的平衡。在伊斯兰世界中，埃及、伊朗和卡塔尔在处理地区问题上比较成熟自信，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在中东、北非地区或阿拉伯世界。目前，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无全球性大国。立足周边、放眼世界，这是伊斯兰国家对立志于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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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杨雪冬
[1]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德国《明镜》杂志将这个10年总结为西方国家的“失去的10年”
[2]

 。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各类冲突在内的诸多事件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全面挑战。中国的崛起也是众多挑战之一。而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统计显示，“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是2000年以来阅读量最大的新闻，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
[3]

 10年前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疑虑，现在的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心情复杂地充满期待。

应该把中国的复兴放在全球化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虑，尤其是把中国的复兴与近代史上各个大国的崛起加以比较的时候，更有这样做的必要。全球化无论作为历史背景还是作为国家兴衰的推动力都是将中国的复兴与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的每个角落。”
[4]

 中国的复兴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全球化则是约束和规范中国行为的基本历史背景。


一、争论中的中国复兴


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最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传教士和游客的早期记述；二是近代以来西方媒体的报道。由于这两类描绘者的出发点不同，所处的历史阶段各异，因此，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
[5]

 冷战的开始，媒体报道更具有单向性，中国的形象也日益被政治化，中国不仅被描绘成内部独裁的国家，也被刻画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以施密特、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开始看到和承认中国影响力增强这个客观事实，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发展前途依然充满怀疑。其中两个原因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至今也在影响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判断。一是对于中国的了解缺乏全面性，多是以西方媒体偏颇的报道为依据；二是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偏见。这既是冷战的遗产，也是一些西方政府刻意而为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国际形象常常被刻画为：专制国家、内部分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不服从国际规则的傲慢大国。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和判断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或者说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以及中国统治论等判断先后出现。
[6]



中国崩溃论的政治理论前提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福山所作的“历史终结论”
[7]

 ，苏联的解体为这个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批判是中国崩溃论的经济理论前提；此外，台海关系的紧张成为中国崩溃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提。因此，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停止，中国的政治将由于内部动荡和国际冲突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威胁论有三个分支。第一个是中国崩溃论的延续，它认为，如果中国崩溃，将会给世界带来庞大的难民问题以及整个东亚区域的不稳定。第二个是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威胁，其理论前提是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如地缘政治学。该论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现有的国际格局将受到严重挑战，因为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带来资源和地理空间的重新划分，从而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第三个是中国体制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威胁。其最基本的依据是，中国缺乏民主自由的经济增长已经挑战了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同步的理论。

中国模式论是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北京共识”由美国人雷默提出。
[8]

 尽管其表面上挑战的是“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模式，因为其概括的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与其说是经济意义上的，不如说更是社会政治发展层面上的。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模式尽管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似乎更认可中国的发展经验。然而，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提出，可以视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至于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还需要深入探讨。

有人认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或“G2”提法
[9]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责任论的产生。这个判断过于简单，实际上，从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如何承担国际责任问题就已经出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谈判为中国责任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为中国对于包括它们在内的全球事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中国责任论是阴谋论。这种判断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

英国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被认为是中国统治论的代表。他认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世界秩序将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而中国五千多年的独特文明史将为其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重要资源，这也将威胁到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
[10]

 。实际上，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就提出过要重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朝贡制度”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而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的看法更为积极。他认为，中国式的全球秩序将会对国家主权表现出更大的尊重，而民族多样性也将受到更多的宽容；不同经济模式的实验空间将会更加广阔
[11]

 。

根据过去30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判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四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是悲观心态。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人从最初对中国自身发展前景悲观，转向了对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悲观，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即便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也会带来环境破坏、世界资源重新分配等全球性问题。第二种是乐观心态。这个群体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也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考的经验，这有利于打破发展模式上的西方中心论，丰富世界的多样性。第三种是惧怕心态。与悲观心态不同的是，惧怕心态主要出于对中国发展成功会给主要大国以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挑战的担心，主要存在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决策者心里。这些国家因为惧怕所以会动员各种方式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且在战略上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敌手。第四种是挑拨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存在于一些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中，对于中国的发展缺乏全面了解，对于问题的报道片面，甚至扭曲和抹黑，以激化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矛盾。

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认识和判断的变化以及复杂的心态，充分说明了其面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充满着怀疑甚至敌意，另一方面又要为了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与中国进行接触和交往；一方面不喜欢中国进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中，另一方面又要为了维持现有的国际结构而不断地为它提供着空间；一方面政府努力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要不时屈服于国内的选举压力而对华强硬。但是，无论这种两难如何棘手，西方社会依然希望保持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其内部各个国家也会在重大利益上保持立场的一致。


二、中国式的全球化道路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k Hobsbawm）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说，1991年之后，世界历史有五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地区移到了东亚和南亚。虽然这种转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但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才使这种转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12]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到这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开辟了一条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对于中国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充满赞赏。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中国人的思维如何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失败教训结合在一起的。而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这个故事。”
[13]



中国选择的全球化道路是由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有独特性，但是中国处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关系的做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必须面对、必须参与的客观现实，在全球化面前，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做出选择，每一种选择都相互联系，具有相互参照性。二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民族国家的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是依然是民族、企业以及个人发展所依托的基本制度单位，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无从谈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中国发展经验的核心就是有效地发挥了国家的积极作用，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内在欠缺的，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这种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核心是这些边缘（后进）国家是否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边缘（后进）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革命形式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实现了政治形式上的自主，但是大多数不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文化乃至决策上的自主性。这表现为经济上的依赖，文化上的依附以及决策上的被影响甚至被控制，难以找到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长此下去形成了政治独立化和经济文化“再殖民化”并存的奇怪局面。

半殖民地历史、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得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时不刻都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的领导者懂得历史，这一点不像大多数西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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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主权原则为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提供了国际法的保证，而自主性则为主权国家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提供了制度支持，动员了国内资源。1978年后，随着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决策者更加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并注重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提高二者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来应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挑战。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生存权作为基础性权利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的。其次，在不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能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避免受到重大冲击就说明了经济自主性的意义。最后，在加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土文化的挖掘发扬、中国主流文化思想建设以及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这有利于避免自身文化在西方主流文化的主导与挑战下衰败，并为整个社会摆脱文化思想的“再殖民化”提供了信心和支撑。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中国的改革路径被公认为渐进改革，以区别于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路径。中国加入全球进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次完成的。这种渐进性也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之一。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渐进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在时间层面上，1978年打开国门，1992年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对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则是在各个方面全面接轨。在空间层面上，先是特区开放，然后是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接着是内地逐步开放，实现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全面开放。在体制层面上，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社会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对外开放，相互学习。这三个层面的逐步完成，既符合中国规模大、内部复杂的特点，也符合全球化是由多层次内容组成，并存在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

渐进地进入全球化进程，除了为保证国家自主性提供了时空和制度缓冲外，还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结果：首先，由于进程是渐进的，所以中国政府能够保持主动性；其次，渐进意味着没有重大中断或挫折，所以能够保证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最后，由于进程渐进开放和改革就存在不平衡性，一些空间和制度得以与全球化进程隔离开来，从而为避免或减缓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提供了“防火墙”或“隔离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外汇体制改革，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这是中国缺乏改革、非常封闭的领域，但是这为中国避免金融危机的过度冲击提供了支持。

渐进的全球化，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个道理。一方面，全球化既能带来好处，也能带来冲击；另一方面，无论是好处还是冲击都是通过国内制度、机制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内制度、机制的判断，不能简单地用改革是否与国际接轨及耦合程度来衡量，还必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相联系。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现象上体现为物质、资金、信息、人员等的跨边界流动，其推动力除了交通通信技术的变革外，更主要来自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应对全球化的模式。寻求超额利润的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种资本更倾向于采取自由主义的支持态度；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深受这种资本之苦，更倾向于采取民粹主义的反对态度。然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和做法都不利于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和条件。自由主义的做法虽然鼓励了资本的发展，但是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应有职能的发挥；民粹主义的做法表面上似乎保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但是也会有牺牲国家整体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虽然有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但是并不排斥向国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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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决策者很快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制度方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国内发展和国际资本的关系，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并确立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国家也在速度、强度和广度等方面对加入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控，并且不断完善理全球化的方法措施，提高管理能力。

中国管理全球化进程的三个原则是值得借鉴的。首先，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避免了资本力量壮大而制约甚至控制国家的决策和运行。其次，提高国家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始终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国家在人员、技术、政策、机制和制度等诸多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尽快与国际接轨，学习和熟悉国际惯例。第三，借助于国内公民社会处于发展阶段，国家对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进行了限制，保证了经济全球化的有效进行，毕竟经济全球化是目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有着复杂的内部要素和关系。尽管从形式上，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但其内部的诸要素、各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并非是同步、等量进入全球化的，存在着不平衡性。对于它们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这是许多规模较大、国内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重要挑战。国内主体、要素、关系对于全球化机会的把握程度，对全球化挑战的承受水平各异，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将原有的矛盾激化，并且产生新的问题。“第四世界”“贫富分化的社会”“失败国家”等现象都是全球化造成国内分化的典型表现。

中国通过渐进开放、适度管理，首先做到了对全球化与国内诸要素互动的有效调控，避免了国内各种主体和关系同步暴露在全球化面前，从而为全球化效应在国内的均衡推进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在全球化的国内化过程中，中国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一是通过加快工业化，整合国内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升级在国内形成“雁阵发展”模式，从而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竞争力。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既提高了国民收入，也稳定和增加了就业；二是通过财政转移、对口支持和帮扶以及推进协调发展等方式，不断深化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提高全球化带来的“滴流效应”，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三是通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民和农业抗击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增强国内稳定的结构性力量。在许多国家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民往往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中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方面的诸多做法都值得进一步总结。

第五，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趋同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往往成为弱势文化模仿（主动或者被动）的对象，并由此消除掉弱势文化的自主性进而导致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贫瘠。固然，趋同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通过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实现。“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受到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开列了一套自以为“万能良方”的具体政策建议；中国的发展经验受到关注则因为其强调各国要根据具体国情来采取具体措施，并进行创新。

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后进者、“小学生”的姿态，对于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等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和冲动。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边学边干”的创新。这种学习不仅发生在教育、科技、生产等领域中，更发生在政府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学习外部先进经验，实现自我创新，改善治理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政府的不断创新确保了政府治理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的需求，也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减少了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冲突。

除了“边学边干”式的创新，“试点—推广”式的创新也有利于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的适用度。这种起源于革命时代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提升到制度化层面。中国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出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方式也发挥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有效竞争，弥补了国家规模大、权力集中的内在缺陷。

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将其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我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具有的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更具有普世性的启发。一些人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或者出于无法用流行的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发展经验，或者由于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因为担心宣传中国的发展经验会引起西方社会的不开心、不满意，乃至攻击。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公认的现实面前，这些想法显得是那么的天真、偏狭和脆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变化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快速发展，中国成功地解决了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从总体上增强了全球化的益处。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包袱和忧虑，而是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最能说明这点。虽然在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排在第102位，但是识字率排在第56位，预期寿命排在第72位，综合排名为第92位。即便是对中国政治持批评立场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也承认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是“她能自己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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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使世界多极化更加成为现实。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逐步摆脱霸权控制、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多极化的实现是民主化的基本前提。无论在世界市场还是各类国际组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参与对于原有格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加入不仅会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也会带来变革的可能。这是许多主导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西方国家与中国不断产生矛盾和龃龉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批判“北京共识”时所说的，“北京共识”最重要的内容也许是提出了一种建立全球关系的思路，即在多边国家关系中，在承认政治、文化以及区域、国家实践差异的前提下，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新型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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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了世界谈论的热点，而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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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发展模式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离开了主流话语体系，因为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以及冷战的结束让模式讨论显得毫无意义，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又重新点燃这种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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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回声报》发表文章称，“在思想观念方面，如果撇开环境方面的影响不谈，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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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复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事件


从国家产生以来，其兴衰更替就成为每个社会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使西方社会掌握了这种兴衰更替的主导权，并启动了全球化进程。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为非西方国家的赶超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的复兴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个正常事件，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的快速发展具有同样的意义。

笔者更愿意将中国的发展称作“中国的复兴”。这样说有三个主要理由：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地理格局，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影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局面。二是，从历史长时段看，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影响力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甚至主导地位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发展水平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影响力上屈从于西方世界。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不过是中国恢复其影响力过程中的短暂时段。三是，所谓“大国崛起”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政治地理学色彩的词汇，其逻辑来自过去300年西方历史中一国兴起必然是其他国家衰落，然后产生战争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个词汇并不适合中国的语境，因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且将民意民心的赢得而非物质实力的竞争视为国家兴衰的根本，而认为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竞争关系的最次等的方法。

全球化的发展会推动世界交往的扩展，提高人们的相互联系程度、相互依存程度。但是，在现实中，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各种利益、偏见的存在，使得全球化进程坎坷不顺，国家冲突、体制偏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时有发生，甚至激化。中国复兴引起的各种争论和激烈反应就说明了这点。驱动这些争论和反应的，有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是冷战思维。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二十多年了，但是冷战思维依然顽固地存在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政治家的头脑中。这种思维将社会主义看作是邪恶的，会威胁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冷战结束前，视苏联为主要的邪恶对手。冷战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世界找到了新的敌人。中国成功地将市场经济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直接挑战了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存在的价值判断，并且威胁到西方的制度文化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发展进步，总会受到来自西方的严厉批评和无端指责。在冷战思维中，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不断发展，又迫使许多西方人士不断地修改着自己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判断。这对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纠缠。

其次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没有终结，反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全球危机中显得更加强大，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全面，关系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这种地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兴起，这些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它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要面对来自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竞争，还要在国际组织的运行、国际规则的制订方面为后者提供参与的机会和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样，这些国家必须在新的国家力量关系中考量自己的战略利益，协调好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一旦国家的战略利益受到影响和挑战，就会加以反击，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时有发生。

最后是道德优越感。西方社会的道德优越感是长期形成的，并受到其物质、技术以及制度优势的有力支撑。在处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这种道德优越感利于导致“西方中心论”，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随着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赶超步伐的加快，对其了解的加深，它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也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与挑战。道德优越感也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的最后支撑，并常常被用来批评和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近年来，这类事件经常发生，用以掩盖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国家之间的竞争从物质层面延伸到制度层面、道德层面。

全球化不仅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和个人卷入其中，也为它们提供了重新认识自己和彼此的机会。在全球化镜像中，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成为西方以及其他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的新参照系，也为中国反思自己提供了机会。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应该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复兴，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干扰和扭曲，将中国的复兴看作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事件，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看作是正常的模式，而非独特的孤版。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是“中国特色的”，但并非“中国独有的”，因为它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合理吸收了世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绝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独特。相反，它集合了人类创造的模式。即使从理性角度看，一个拥有丰富多样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世界大国也不可能不提供（或早或迟）某种万能模式。而且，由于收入和人力资源发展指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体现了全球最普遍的发展趋势。在各种成功的、相对成功的、未完成的、局部的、半途而废甚至被阻断的现代化并存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无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万能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对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把握得相当适中。”
[21]




[1]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研究员。


[2]
 Dirk Kurbjuweit, Gabor Steingart and Merlind Theile,“ The Lost Decade: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10 Years of Excesses”, Spiegelonline, Dec 28,2009.


[3]
 http://finance.qq.com/a/20091208/007457.htm.


[4]
 尼娜·哈奇吉安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动向》，载《参考资料》，2010年1月20日。


[5]
 周宁：《20世纪西方眼里的四种中国形象》，载《书屋》，2003年第12期。


[6]
 关于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综述，请参考张西立：《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十大看法》，载《学习时报》，2009年11月9日。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8]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9]
 “中美共同体”是美国学者弗格森和德国学者石里克2007年共同创造出的新词，意在表示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参考Ferguson, Niall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 2007，pp.215-239。2009年，他们再次发表文章，声称中美共同体已经终结（“The End of Chimerica”，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No.10-037,2009）。


[10]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1]
 丹尼·罗德里克：《中国将统治世界？》，载《参考资料》，2010年1月18日。


[12]
 Eric Hobsbawm, “World Distempers”, New Left Review,No.61, JanuaryFebruary，2010.


[13]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14]
 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6]
 Andrew J.Nathan,“ When China is No”，Mckinsey Online，February 26, 2009.


[17]
 Arif.Dirlik, “Beijing Consensus:Beijing ‘Gongshi’”, Globalization and Autonomy Online Compendium,2006.http://www.globalautonomy.ca/global1/position.jsp？index=PP_Dirlik_Beijing Consensus.xml.


[18]
 Barry V.Sautman,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No.12，2006.


[19]
 Alain Gresh，“Understand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Le Monde Diplomatique,November 2008.


[20]
 《“中国模式”年》，星岛环球网，2008年1月30日。


[21]
 《中国：万能的现代化模式？》，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网站。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治理改革

杨雪冬
[1]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应对全球化的过程，更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不仅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基本背景，也是中国深刻参与其中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的治理改革必然是面向全球化的改革。


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全面深刻地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制定系统的应对措施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背景，对于其“双刃剑”效应的认识不断深入。全球化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各个阶层以及每个行为者，改变或者影响着社会的观念和意识的形成，成为许多组织以及个人决策、行动、选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制约因素。如何应对全体化呢？

首先要增强全球意识，培养世界眼光。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角之一，同时，全球化也是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世界，更会贡献于世界，牵制着世界；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还是推动者，甚至是主导者；中国不仅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还是修改者，甚至创制者；中国反对各种“中心主义”，主张各种文明、模式的共存。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关于世界、国际关系的重要资源，形成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除了要弘扬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合共生的情怀、和而不同的理念、反对恃强凌弱的立场，还应该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平、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判断，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方法，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等手段。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治理改革其次，要构建价值明确、表达清晰、富有感召力的全球战略。建构一套全球战略，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的立场，而且有助于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预期判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也应该成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价值。中国的“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友善”的国家形象要通过中国的全球战略来加以具体落实。要在全球战略的框架下来思考、布局区域战略、国别关系、国际组织的改革等国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既要在经济领域通过扩大合作实现发展共赢，更要在政治领域通过勇于倡导国际政治民主化来赢得更多朋友，夺取国际竞争的道德制高点。

第三，要将全球意识贯彻到国内各项重大政策、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目前，国内许多重大政策、决策的制订过程，都非常注重对国外相关做法、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但是关注的重心多偏向于欧美发达国家，今后要将视野放得更宽广些，要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那些国家规模较大、发展水平与我国更为接近的国家，这有利于提高学习、借鉴的有效性。此外，政策、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还要重视对其产生的国际后果或影响的评估，国内社会公众对政策理解、评价的国际参照系，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更要重视国际制约，为国内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要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角度来全面思考国家的作用


21世纪以来，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愈发全面激烈，国家往往也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其他社会竞争的有力支持者；另一方面，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各类危机和风险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已经成为了最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源应对危机和风险、提供安全与维持秩序的基本单位。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国家作用的有效发挥就是其中的关键。总体上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是一个赶超者，并且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以及受全球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因此，要更加重视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首先，要保持国家的自由性。国家的自主性就是国家能够发挥公共权力代表的作用，调解国内矛盾，缓和外部力量对社会的冲击。全球化时代也是利益多远的时代。国家不仅要超越日益多元的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缓和社会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推动国家战略，更要保持对国际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将国际社会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国家利益被来自国内外的个别利益，尤其是全球化得社会利益所绑架。目前的重点是要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避免了资本力量壮大而制约甚至控制国家的决策和运行；控制“反全球化运动”的形成，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其次，要辩证的看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和转变国家的职能。国家是有边界的，市场则是全球化的。据统计，中国非金融类海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跃升到2011年的6000亿美元，是世界第5位，增幅22倍，年均增长47%。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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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既要通过完善国内制度环境，发挥比较优势来吸引国际投资，也要推动国内资本走出国门，因此国家的职能，尤其是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利益的职能必须要延伸到国界之外。近年来，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以及国内富裕阶层向国外移民趋势不断增强，长期来看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就业，而且会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对国家的认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随着全球市场风险的增多，国内贫富差距由于全球力量的介入而不断扩大，国家作为风险防范制度的作用也更加突出，这对长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国家职能的扩张提供了理由。但是在危机结束后，国家如何退出已经占领的领域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第三，要辩证的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合作。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力。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且多元化、自组织化的社会。国家要通过制度建设，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的渠道，为社会利益的整合提供更为有效的方式，同时要把更多的权力还给社会，发挥社会自组织的作用，使国家的职能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以缓和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冲击，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应对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合力。


三、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全球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民族文化独特性这对主要矛盾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各个领域的全球化都是非均衡发展的，因此各个领域之间就会形成脱节和矛盾，影响到国家行为的协调性。经济社会全球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民族文化独特性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因为国家治理是以领土为边界的，民族文化的保存是以民族群体为基础的。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全球化的不均衡性更为突出，经济社会的全球化程度对于国家能力、民族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从经济领域开启的，出口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50%。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最后是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人口、信息的流动，为各种主体、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交往的扩展提供了条件，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创造了机会，加快了社会全球化。2010年，中国公民境外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到140个，人数有5739万人次。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从2000年年底的2.25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4.77亿人，占人口总数的36%，年均增长率为229%，互联网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7%。

要应对经济、社会全球化对国家治理能力、民族文化独特性带来的挑战，从根本上需要加快和深化国内改革。目前的重点有三个：首先要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治理的开放度。主权观念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中国虽然是这个体系的后进者，但高度认可主权观念，并将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前提。随着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如何既坚持主权独立完整原则，又能灵活地在主权框架下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主权原则的目的是维护和增强本国的核心价值和利益，而不是封闭问题的国际解决途径。要善于将国际力量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国际物质资源，还要有效利用国际社会资源，使国际力量在参与的过程中，认识、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治理精神、治理体系、治理方式。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已经成为国家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次，要在提高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过程中增强社会的认同。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本单位和主要责任者，因此要提高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力争将国内问题放在国家制度框架内解决，这就需要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增强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尤其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要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性，既要落实各级政府的责任，也要加强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尤其是跨地区的合作。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使它们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这是防止或减少“国内问题”国际化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要在保持民族文化包容性的同时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这是其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也在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着交流交融，发生着碰撞交锋，其复兴与繁荣除了得益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外，更来自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样才能避免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得不协调，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屈从。要提高文化自觉和自信，不仅要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改善当代中国人全方位的生活状况，从鲜活的生活与实践中总结和升华时代的精神特质，要让每个人都能在国际比较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在世界舞台上体会到来自他人的尊重乃至艳羡。


四、要着力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


与近代以来先后崛起的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性：首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保持领土和文化完整性与连续性的国家。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帝国传统并且有过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再次，中国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存的唯一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且与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顺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既是其实力提升的基础，也会成为发展的掣肘。最后，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时没有遇到过的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后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是自我定位和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标志。冷战结束后，随着南北关系的突出，中国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虽然减少了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体制负担，但也意味着要对长期坚持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在受到挑战。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中产生的经济竞争又冲击着长期建立的兄弟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G8、G20以及G2在国际社会成为热门话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对于已经与世界全面接轨并有着多种利益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是三个世界理论，还是发达/发展中国家理论，都不能给中国定位自身提供全面的理由，也很难为中国明确其与自身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提供依据。

其次是政府态度与国民心态。一个大国需要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批评乃至攻击坦然应对，因为已经熟悉了原来国际格局的世界各国，还不太习惯同一个新兴的大国打交道。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国际社会适应中国，而且中国更要主动地习惯与国际社会交往。国民心态中的自卑与自满情结尤其需要克服。百年的屈辱历史、长期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形象建构的负面作用是这种自卑感产生的根源。自满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不断提高而出现的。自卑与自满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由自卑到自满，很容易造成国民行为的非理性，而外界冲击也容易让国民从自满沦为自卑，从而失去自信。自卑与自满这两种心态及其转化形态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之中，而且存在于政府官员之中，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在对待国际社会批评时，或屈服于无理指责，或将合理建议置之不理。

第三是社会交往和国家利益。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政府优先于民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曾经受困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受困于无产阶级之阶级友情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矛盾境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顺利摆脱了这种两难与矛盾的困扰，实现了在对外交往基础上向国家利益的回归。但是人员流动和交往的扩大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对政府主导的对外交往提出了挑战。虽然民间外交、全面外交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能力不足，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还处于磨合过程中，导致民间外交、公民社会外交难以充分发挥对国家外交的有效支持和辅助作用，也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全面扩展和维护。


五、要突出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


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展开的全方位竞争关系。在过去10多年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和判断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或者说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中国统治论等论断先后出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多个领域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如在1995—2010年，贸易伙伴总共对中国提出了784起反倾销动议，采取了563起反倾销措施。单就案件数量来讲，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处在随后2、3、4位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在过去的4年中，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动议数都占了世界总数的1/3以上；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措施数达到了世界总数的40%以上。
[3]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应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掌握主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重组和流动加快，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为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时有抬头，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寻找新定位，在全球问题应对中承担新角色，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寻找新优势。其次，要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抢得先机。世界科学技术处于新一轮革命性变革前夜，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全球范围内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在主动转变，迫切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动员现有优势，构建新的优势，为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第三，要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中争取优势。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各国发展对我国的借重、合作意愿增强，大国间在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上的竞争更趋激烈，西方大国对我加紧实施西方分化、遏制打压，迫切要求我们冷静分析，合力应对，利用好、发展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在各种力量转化中开拓新的力量发展空间。总的来说，我国在国际格局变动中还处于相对弱势，因此要准确研判一驾驭复杂形势，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宏观大势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有效维护、延长和用好得来不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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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应对

杨雪冬　张萌萌
[1]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其“双刃剑”效应的负面内容随着“9·11”事件、SARS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全球性风险的发生充分展现出来。人们对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为全面，因为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所谓的“民族国家终结”，反而强化了国家的地位，并推动了国家作用的变革和调整。各国都在努力趋利避害，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规避和应对全球化产生的风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一、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力量的调整


从总体上来说，21世纪以来，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在相对下降；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则在相对上升。（见表1、表2、表3）。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应对

表1　主要国家2000年以来KOF全球化指数排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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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世界商品出口额前10名国家和地区排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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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于2050年各国经济实力排名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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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ll Straw and Alex Glennie，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January 2012。

美国的衰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美国GDP占世界份额从2000年的30.7%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了24.3%，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2000年的23.6%，下降至2010年的20.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研究，美国的竞争力在2005—2006年以前一直稳居世界第1，但是到了2010—2011年，美国排名已经下降到了第4位，并在2011—2012年排名进一步降为第5。在全球化水平上，据KOF全球化指数，美国在政治和社会全球化方面的表现要明显优于其在经济维度上的表现。

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在相对下降，其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4.71%下降到2011年的3.45%，世界排名也从2000年的第四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7位。尽管实力下降，但英国的全球化程度相比于美国、日本一直很高，与德国相比，也只是在2011年才被超出。而英国的竞争力排名，2000年以来，略有下滑，从2000年的第8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10位。

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曾经仅次于美国，并在1994年达到最高的18%左右。不过，从1995年以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一路下滑。到200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为8.1%，为197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2010年，日本经济更是被中国超越，失去了保持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2011年日本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这是日本自1980年石油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德国201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万亿欧元，位居世界第四位，2007年被中国超越，失去世界第3的位置。在出口方面，2003—2008年德国贸易出口额一直稳居世界第1，2009年被中国超越，2011年又被美国赶超屈居第3位。

印度、俄罗斯、巴西是金砖国家成员，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迅速。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增长明显加快，2006—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9.7%。201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1位。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未来50年内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8%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将超过意大利，2020年超过法国，2025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日、中的第4大经济体；到2050年, 印度经济增长仍会达到5%，并且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就全球化水平而言，印度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也在不断提升。21世纪以来俄罗斯GDP占全球比重一直稳步增长，2000年占世界总GDP比例为0.83%，到2010年增长到2.36%，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9大经济体，2000—2008年平均增长率为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外汇储备排名全球第3，债务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最低，这使得俄罗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超出预期，好于很多其他主要经济体。巴西的经济排名提升快速，2001—2010年，巴西经济累计增长37.3%，GDP年增长率3.6%，2005年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2006年为第9大经济体，2008年以1.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8大经济体，2011年超越英国成为第6大经济体。随着其经济的继续增长，巴西的经济排名将继续上升。2007年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3.4%，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

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WTO。2011年越南GDP总量达1190亿美元。2011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进出口总额排名第5位，在全球进出口贸易排名中居第38位。2011年越南超过菲律宾，成为东盟第5大贸易国。越南也是高盛公司提出的“新钻11国”（Next-11）成员之一。
[2]




二、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及全球化战略


21世纪以来，各国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全面，态度更为积极主动。尽管各国国内对于全球化有着不同的反对声音，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努力拥抱全球化，并且根据本国的情况制订着相应的战略。

美国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就实施了较为积极的全球化战略，特别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1993年年初，克林顿政府在分析冷战后的时代时，将“商业和资本的全球化”作为主要的时代特征之一。1999年2月26 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其中他以全球化为立足点，提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这样一个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美国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
[3]

 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明显优势地位有关。2000年, 美国在国际竞争力排名表上占据了首位，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席约克尔森说，“全球化也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还宣称，“现在我们成为世界标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
[4]



布什较少提到全球化概念。
[5]

 他采取的是一种所谓“无视全球化”的战略。也就是说，“在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框架中, 只是把它看成是威胁, 而并不注重这些威胁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和对付这些威胁与全球化可能提供的机会。”
[6]

 在2000年竞选过程中，他也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主张单方面保护美国利益；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主张缩小美军在全球维和使命中的作用。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增加了一章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关注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指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改变了过去影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其中包括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环境破坏等都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7]

 其中提出国际制度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有意愿的集团会更加迅速和有创造性地反应，至少在短期是如此”，“美国应该领导改革现有制度及创建新制度，包括构建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国内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共同性……”“正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日益深化的认识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的积极的思维”。
[8]



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背景下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氛围中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对贸易、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与小布什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1）虽然也承认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是更强调经济全球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调整，强调贸易的“公平”而非“自由”，主张在WTO框架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阻止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出口补贴和非关税壁垒；（2）主张政府积极干预，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政策调整来培养和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3）强调对因贸易和国际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积极救助，强调贸易政策不能“只为跨国公司服务”；（4）认为美国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未能确立完善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应当加以修改；（5）提议通过税收手段限制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从而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本土。
[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给全世界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新的问题和社会背景下，1997年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英国新首相上台执政。布莱尔政府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思路，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权衡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利弊。在经济上，平衡市场与政府，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变国家投资为社会投资。在国际政策上，主张调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用民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坚持世界主义的多元立场；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10]



在德国，由于隶属的利益集团不同，对全球化的认识与判断也略有不同。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和雇主阶层的立场比较接近，都认为德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德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效益
[11]

 。而对德国公众和学界的部分意见领袖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全球化还是存有一种悲观情绪
[12]

 。尽管他们承认德国的社会福利和有活力的开放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他们又认为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并不能在德国社会内部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转型的速度太快，德国部分产业部门的外迁将会造成德国国内就业市场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福利待遇。所以联邦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兰斯柏格（Herman Remsperger）教授将之归结为德国人对全球化的“混合式情感
[13]

 。

与发达国家的主导、批判等立场不同，发展中大国更为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加速发展。21世纪初新任俄联邦总统普京在其批准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则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优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不广泛参与国际经济联系的体系是不可思议的。”这里不仅提及了全球化，而且明确指出了全球化与俄罗斯未来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更加务实地应对世界变化和确定自身的角色，突破俄罗斯民族的或者地域的封闭性限制，理性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俄罗斯的进一步改革和社会转型更加稳健，并注意借鉴、遵循国际社会变革的普遍性经验和规律。

2000—2013年，印度共经历了3届政府，他们对待全球化的基本观点没有本质的差别。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提出只有全球协调行动才能迎接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和平衡发展的挑战。他强调，政府既要坚决执行使印度经济具有全球竞争力，并有助于印度融入全球经济的政策。同时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本国利益，使本国工业免遭来自国外的不公平贸易和投资的损害。财政部长辛哈认为：“司瓦德西、全球化和自由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全球化是实现司瓦德西的最佳途径。” 2004年上台执政的国大党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总理辛格是1991年印度自由化、全球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因此国大党在21世纪重新执政后在全球化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辛格他们尽管仍然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经济能够平衡发展，保持公平和社会正义；在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增加生产的同时也伴之以就业机会的扩大。他们意识到自由化进程主要使中上阶层获得好处，只要经济继续发展，他们就能继续获益。但是，中下阶层获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因而，自由化、全球化进程需要在中期进行调整，通过采取特殊的措施使农村和城市的穷人获益，使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更加具有包容性。

巴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国家发展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开始积极争取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其后，为了逐步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走出美国的影子，使巴西从“未来之国”变成“现实之国”，劳工党执政的巴西政府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在很多问题上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2001年举行的越共“九大”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吸引许多国家参与的客观趋势”，其中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在《2001—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报告中阐述“战略目标和发展观点”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既促进合作，又增强竞争压力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越南在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将“经济增长与实现社会进步、公平和环保同时并行”，并贯彻“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与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必须紧密结合”的原则。2001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融入国际经济的决议》，提出融入国际经济的五条指导思想和融入国际经济进程中的八项任务，体现了越南加快融入国际经济的重大决心。

在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中，以伊朗为代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选择抵制或被动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受其反美情绪的影响，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化，是美国借机进行的干涉与侵略。他们认为全球化与伊斯兰传统教义相冲突，是西方推行的文化入侵。在实践中，这些国家对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持谨慎态度。土耳其、阿联酋、马来西亚、卡塔尔等相对亲美的国家则比较积极参与全球化。一方面用理性的态度研判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给伊斯兰国家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并没有夸大全球化的挑战，认为机遇大于挑战。他们并没有将全球化与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联系起来，而是从自身国情出发，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利用自身优势增强竞争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的这些国家，近年来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北非国家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所受影响并不大。


三、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影响


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各国经济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起来，各国的传统比较优势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各国的经济依存与经济竞争同步发展。经济领域也是受全球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领域，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措施，趋利避害，维护和加强竞争优势。

第一,加强金融领域管理，保持本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金融领域的全球化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但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爆发了，而且是在一直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发生的。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被迫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放松银根、刺激通胀，进行金融改革，加紧了对跨国公司的征税工作。为了防范类似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美国政府启动了自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改革，以确保金融稳定和公正，内容包括：扩大监管机构权力，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禁止银行和其分支机构以及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投资或设立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对系统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和结算建立统一的标准。其核心是重新要求银行机构与投资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从而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其主要内容包括七项措施。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三是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四是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五是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六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七是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同样，为应对金融危机，德国出台了金融救市计划，以稳定银行系统和金融秩序，确保住所地在德国的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避免信贷紧缩，使银行间的信贷往来正常进行。由国家担保，实行严苛的管理和审批手续，成立国家层次的评估委员会，对巨额贷款和担保进行评估和监督。

第二，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资本的全球流动、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了各国竞争的焦点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印度政府自20世纪初即推出一系列举措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如基础设施方面，公路建设、海运和港口建设、空运、铁路发展、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力求以优良的基础设施吸引跨国公司的更多投资。与以往危机中紧缩基础设施投资以保障财政平衡的政策不同，拉美和加勒比多数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推出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举、社会和产业政策共同推进的反危机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政府迅速转移工作重心。为防止经济衰退，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消费信贷为推动，以此拉动内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贫困家庭补助。其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核心举措。从历史上看，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较低。为应对金融危机，巴西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在主要大城市修建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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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据预计，到2016年巴西将向1.2万项大型工程投资9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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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成为帮助巴西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最大动力。

为拉动国内经济，增加就业以及提高本国竞争力，各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对本国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建设。如英国政府近年来上马了一系列大型建设，缩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论证程序。推出了“国家道路战略”，投资开发北海大陆架石油，开展“北方中心铁路计划” ，建立英国航空动力学中心，支持航空空间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建设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

第三，加大研发力度，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研发，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竞争是各国竞争的核心内容。例如，为保持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英国通过税收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允许大公司享受研究发展项目税收优惠，鼓励大企业研发投入：通过“专利税务措施”鼓励专利申请。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的法规，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规划，并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经费支持力度。俄罗斯政府实施国家支持教育贷款方案，扩大学习的金融自主性，建立政府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家向高校投资，并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科技创新提供大额专项拨款。

在总体技术、研发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在全球化系统中始终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现状，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指导产业结构的升级。例如，印度政府优先建立“技术研发”和“工业生产”两类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深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走创新发展的道路。越南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建设或投入运行一批旨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园区；出台相关规定，鼓励外国组织、个人在越投资自然科学领域或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发展高科技企业，从事科技服务等。为提高支柱产业和主要企业的研发能力，巴西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施科技计划，通过各种政策鼓励技术创新，设立“研发基金”，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扶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关于技术创新的立法工作，为技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第四，加强对脆弱部门的保护。农业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脆弱的部门，但也是保持经济稳定，改善民生的基础。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每年出口的农产品要占其总产量的2/3，占美国总出口额的10%左右。美国农业部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规，积极努力加强国际竞争力，内容包括：农产品计划，创建反周期的“安全网”，帮助农场主抵御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固定政府付款，补贴种植特定作物的农场主；市场贷款，授权对主要计划作物和大豆生产者提供销售援助贷款；环境保护计划，鼓励生物燃料的种植和使用，鼓励农村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印度农业为本国提供22%的GDP，全国60%的人依靠农业为生。1999年印度人民党政府出台了新的农业政策，提出此后20年印度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使印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该项政策提出农业年增长率为4%，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将确保最先大量增加对农业研究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灌溉方面将得到最优投资而且所有在建项目将严格按进度完成；增加农村地区的信用贷款范围和额度，农业信用合作制度将再度健康发展，将使农畜产品保险计划更有效；政府将在所有WTO谈判中充分保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改变印度农业单一依赖谷物的局面，发展高附加值的商品农业，实现农业战略的转变。越南政府也出台农业扶持政策，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出台更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政策，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俄罗斯政府也对本国农业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如2002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试图通过增加预算拨款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报酬，2002年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1.7倍），2006年俄联邦政府第二次通过增加预算拨款提高了农业劳动者工资之后，农村居民收入再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逐年增加。这些措施的施行，无疑有助于对俄罗斯农业的保护及其发展的推动。

第五，重视区域、一体化和贸易合作。经济区域一体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前提，也是各国减弱全球化冲击影响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区域及双边贸易的合作力度。例如，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区域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加大合作等。在双边贸易领域，加大了与澳大利亚、巴西、新加坡、韩国、巴拿马等国家的合作进程，推动上述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进程。同时，美国承诺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特别是在2009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东京参加APEC会议时高调宣布将加入并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11 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 峰会上，正在磋商的9个国家宣布将于2012年年底前正式签署该协定，而且日本也在美国的催促下宣布决定加入TPP 谈判。

随着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日本也逐渐改变原来的战略，转而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日本在21世纪伊始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EPA/FTA谈判。自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首个双边FTA协议以来，到2008年年底，日本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双边EPA已经生效。2011年5月28日，欧盟和日本宣布，将为启动欧盟和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做准备，争取尽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美—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得以签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自贸协定。此外，日本也积极促进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200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经过1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1/5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在2012年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积极推进EPA/FTA、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倡导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将按照欧盟的形式，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韩国的积极回应。

自20世纪末，俄罗斯不断加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对俄罗斯提供贷款资金，在政策咨询层面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同时加强与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独联体跨国银行，以及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的合作。一方面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能使俄罗斯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而能够对区域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施加自己的影响。俄罗斯在经历了长达18年的艰难历程之后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大有好处，除了有助于俄罗斯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大出口等，还会促使俄罗斯进行内部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创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进而提高俄罗斯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更加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深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巴西政府也致力于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地区、集团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联系。作为金砖国家中的一员，巴西定期参与金砖国家的会晤机制，不仅借助相关机制探索如何加强同其他金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也借助相关机制协调彼此的立场，表达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与态度。非洲也是巴西国际经济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2010年，巴西和非洲的贸易额从40亿美元增长到200亿美元。巴西对此并不满足。2012年年初，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访问了非洲多国，创建了专门针对非洲的公司，还下令创建由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门特尔领导的“非洲小组”，以使巴西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攻势焕发新的活力。总之，巴西外交显出前所未有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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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本地区倡导一体化的过程中搭建各种组织平台以外，巴西也将视野转向其他地区，谋求建立各种新的平台。例如，巴西不仅在坎昆召开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倡导建立了20国集团，还与印度、南非结成“三边委员会”以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与德国、日本、印度结成“四国集团”，等等。这些平台的搭建，为巴西更好地融入到世界之中提供了重要支撑，进而使巴西能更快地应对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第六，一些发达国家应对“产业空心化”问题。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尤其是就业市场深受产业向外转移的影响。20世纪后半段，尽管美国通过鼓励金融创新获得了丰厚利润，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增长趋势放缓，制造业在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鼓励“内包”和“本土制造”，提出在既有产业基础上的“再工业化”，实质上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为“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样面对“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本政府致力于平衡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直接投资水平，扩大对内直接投资，确保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日本在亚洲生产或制造大众化、平民化的产品，与新兴经济国家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在国内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给欧美等世界市场。在本土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从而保持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和技术优势。


四、应对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影响


全球化对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国内以及跨国界的人员、信息流动，使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国内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放大了既有的各类问题，对各国社会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推动了各国的社会政治改革。

第一，加快社会政策改革，缓解社会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社会差距拉大的加速器。收入差距的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的积聚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印度政府在强调以自由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之外，突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提高教育和社会保障投入，力图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和谐与地区平衡发展。采取的举措包括：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用于卫生事业的公共开支，引入为贫困家庭设立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加快公共分配制度改革，尤其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注重收入的均衡性；所有拨付各邦而由村委会用于资助贫困和实施农村发展计划的资金，政府将确保其不被拖延和挪用；政府承诺制定一项城市改造综合计划，大规模增加城镇社会住房供给，尤其要关注贫民窟的居民；启动全国乡村就业保证计划；加强对社会的管理；通过公民社会的建设促进印度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

越南在社会方面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是：扶贫减困、保护劳工、发展民族经济和保护环境，力图把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越南政府将社会民生保障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首要任务。与世界银行全球减贫的关注相匹配，越南在全国开展了“消饥减贫”运动，发展社会慈善扶贫工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宗教方面，越南党和政府鼓励各种宗教创新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教义，将国家命运与宗教命运相结合。在环境保护方面，越南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寻求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新自由主义改革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程度。为了改变两极分化的状况，劳工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于就业、社会救援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具体的举措包括：以扩大就业为主减少贫困，帮助青年人早日就业。实施“零饥饿”计划，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对贫困家庭实施救助；社会救助，给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反饥饿，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在农村鼓励小农进行种植。其中家庭救助金计划实施有条件、额度不等的现金救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所需；实施教育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成人扫盲计划，提高成年人的知识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对低收入群体实行较低缴费标准或零缴费。

在英国，布莱尔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推行新的社会福利制度原则：以“工作观念”为中心重塑福利国家。除了对失业者的资金救助之外，为失业的年轻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多种再就业的机会，以及教育、就业和社区服务的措施，提供就业培训以及个人化建议、咨询等帮助。为应对老龄化问题，英国工党政府扩大了养老金的覆盖率，以减少老年人的贫困数量。实行最低工资是工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减少政府的福利开支，促使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去就业，减少失业贫困，鼓励雇主进行投资培训，激发雇员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自20世纪末开始，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措施，如综合治理医疗条件和健康水平不平等的问题，加强中央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控制，增加对国家医疗服务的投入，制定国家医疗标准，扩大患者的选择权力，并引入竞争机制，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提高医疗水平。

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日本针对社会突出的少子高龄化，2000年的年金改革将支付年金平均下调20%。2004年，日本实行了新的年金制度，新的年金制度导入微观经济浮动方式，即鉴于未来被保险者数量的减少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抑制给付资金的增加；固定未来保险费；提高基础年金国库负担比重。在医疗方面，随着经济的低迷和被保险者的减少，保险费收入也随之减少，而老人医疗费却持续增加，结果就出现了不仅政府掌管了健康保险，而且2/3的健康保险工会都出现了赤字。针对这种状况，1997年出台的措施将被保险者的本人负担从10%提高到20%，2002年又提高到30%。70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就诊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也开始增加。

为了从长计议，在现有的丰厚的能源收入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不足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同时，也为了推进国家经济的全面、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俄联邦政府于2004年1月1日建立了稳定基金。根据《俄罗斯预算法典》第13条第1款规定，稳定基金是联邦预算资金的一部分，稳定基金来源于每月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可利用矿产开采税以及部分或全部上一年度的财政盈余。建立稳定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平衡财政收支，积蓄石油部门的超额收入用于弥补未来因石油价格下跌而可能导致的财政不足。在2007年4月26日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时间证明建立稳定基金的决定是正确的、值得的。我们实现了持续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这利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今天的经济任务的性质要求在保留——无条件地保留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调整稳定基金的职能和结构。”普京提出将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一分为三：其一，储备基金，其目的是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严重下跌时确保俄经济风险的最小化；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货膨胀，这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的提高。其二，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收入应计入联邦财政用于完成大型的社会规划。其三，其余的石油、天然气收入计入未来基金，普京认为，“未来基金的资金应当用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经济，用于改善后代及当代人的福利，正因为如此，将其称作‘国家福利基金’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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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30日，“稳定基金”被拆分，当时总额达到38518亿卢布，约合1574亿美元，其中30690亿卢布（1254亿美元）注入“储备基金”，7828亿卢布（320亿美元）计入“国家福利基金”。2008年2月1日，“国家福利基金”正式成立。

第二，加快政府改革，积极寻求国家—市场—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全球化对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布莱尔政府提出“第三条道路”执政理念，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放弃极端化立场，试图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之外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中，提出平衡市场与政府的政治经济纲领；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限制在各自的范围内，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将政府的职能定位在为市场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协调者而非控制者，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非具体的生产者。在最大限度保持了瘦身、提高国家的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尝试在政府治理策略中引入社群主义的合作思想并逐渐恢复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规制功能。一种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个人之间新型的责任分配逐步形成。政府将从自己不该干预或不该涉足的领域退出，还政于民。政府机构变得小而精干，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政府的职能更着重于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集中精力于核心领域，履职更加充分，其功效会更突出，相应的预算却大大降低。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可以及时弥补因公权退出而留下的空白，又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官民互动，避免了不必要的“博弈和消耗”，进而带动整个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

俄罗斯由于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的同时，更强调确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一方面，俄联邦政府在改革中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1）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的主体所实施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整，发展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2）完成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权限划分工作，使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区域性机关的工作积极主动起来；（3）取消各种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重叠职能和权限，从组织上划分经济活动的调整、监督和检察职能，国家财产的管理职能，国家机构向公民、法人提供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普京执政之初就明确提出俄罗斯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1）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遏止分离倾向；（2）在国家杜马形成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确保议会跟政府的合作；（3）打击乱权干政的俄罗斯寡头，消除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寡头经济和政治体系；（4）严惩腐败，打击犯罪。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普京在俄罗斯恢复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不过，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不是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翻版，而是面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府职能的变革，这种变革促使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

日本在21世纪之初就实施了大部制改革，表达了日本要在新的世纪以新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的决心和愿望，并以这样的政府为基础，以形成自由、公正的国际社会为目标，积极发挥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的主体作用。这说明日本的大部制改革并不只是单纯的行政改革，而是希望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彻底地融入西方，发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用。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中央省厅由再编前的1府22省厅整合成目前的1府12省厅，导入政策调整制度，以打破条块分割行政的弊端。（2）强化内阁总理大臣的辅佐体制，确立以政治主导为目标的行政运营。（3）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4）创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为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服务质量, 将各省厅所属的业务执行部门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分离出来, 如国立博物馆、国立美术馆、国土地理院、汽车检查、贸易保险等。独立行政法人从“公平与效率”两方面来设定目标，进行事业运营。（5）构建21世纪新的国家职能，即通过变革中央各省厅的行政职能范围，实现“由官向民的转移”，使庞大、僵硬的政府组织转变成高效率、真正民众的组织，最终达到国家职能合理的目标。正式通过这些改革，日本试图将此前无所不包的“大政府”转变为只承担国家职能的“小政府”。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更加强调维护国家的自主性。为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印度从20世纪末发起强调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运动。1999年印度发起了一场“我们的瓦杰帕伊”运动，把印度人民党的参政野心、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上,提出了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 强调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印度人民党坚持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认识印度的复兴,在他们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己的特征, 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 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 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强调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运动，增强了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21世纪印度政治界尤其是各政党普遍接受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政体形态，印度彻底进入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阶段，联合政党的体制实现了制度化，进行与选举有关的宪法修改。

越南的政治革新在坚持共产党执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坚定地向民主化方向迈进。提高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增加人民参政的途径，密切执政党、议会代表与人民的联系。通过扩大国会职责和国会代表实职化来推进国会实职化。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上，21世纪以来越南继续推广直选和差额竞选。在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方面，越南着力推动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促进政治人物与公众的对话，并为公众监督政治人物创造制度条件。同时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积极反腐，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伊斯兰国家的发展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发展基本上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天赋人权”“法律主权”代替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君主至上”，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权制”“选举制”“轮换制”原则；具体操作上按照西方民主的框架，实行宪政制度，采取民主立宪制或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分立形式，甚至个别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制度，多党并存。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甚至控制，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没有走上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个别国家的长期执政者在“阿拉伯之春”中垮台，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


五、应对全球化的文化影响


全球化推动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使文化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国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本国文化的吸引力，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特性。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策略及措施。

第一，加大教育投入和加快教育发展。如印度政府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包括小学阶段女童教育全国计划，教育保证计划和替代教育、创新教育，地区小学教育项目，午餐计划、教师培训计划等。为了发展高等教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有：首先，迅速加大私立院校的扩展，主要是附属于邦一级的院校尤其是职业教育；其次，中央政府通过立法扩大对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特别是技术教育；最后，通过各种立法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为了解决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央政府启动了地区教育计划，意在提高地方机构的参与程度，规划、推行和监督本区域范围内的教育情况。就教育的开放性而言，2010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外国教育机构法案，外国大学可以与印度同伴合作来提供学生教育课程。

越南政府同样致力于改进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部门与就业市场的衔接，同时注重提高年轻人的道德素养；努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着重发展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配合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满足新的劳动力结构性需求。为促进文化与科技事业的繁荣，越南大力资助文化生产活动，优待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创造便利环境和条件。针对经济改革带来的道德滑坡问题，着力提高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意识，促使他们成为既具有良好专业技能、能融入国际经济，又忠于革命事业、能够建国卫国的新型青年。

21世纪以来美国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也积极推动教育改革，提出大幅追加教育经费拨款，提出全面教育改革计划，提出要在大幅增加教育预算的同时，采取包括延长学时、提高教师待遇和提高教育标准等措施，帮助美国学生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通过文化外交，提高本国“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在文化政策方面，英国一直致力于不断巩固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具体的举措包括：巩固和推动英语全球化，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和教育，把对外英语教育摆到文化外交的首位，尽可能地满足各国对英语教育的需求；加强留学教育，推广海外学生到英国留学的计划，并促进教育机构之间的各种合作与交流，目的是鼓励更多的海外学生来英国接受教育，在为英国创造巨额收入的同时，也为本国吸引了大量高级人才；同时，上述举措对于宣传和拓展英国价值理念、制定国际规则、改善英国国家形象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英国政府鼓励创意产业，关注多种形式文化创意，加强机制建设，开展各种主题活动，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营销等方面实施系统性扶持，推动相关机构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此外，英国政府管理和支持国家媒体，加强监管，明确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目的，进行业务指导和资金支持。一方面致力于扶持/巩固其现有地位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其传播平台，宣传英国国家形象、文化价值理念，巩固和提高英国的“软实力”。

早在1996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文化。“文化立国”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贸易立国”、80年代的“技术立国”之后的第三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立国”是日本政府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随着21世纪国际社会“软实力”的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对于文化产业有了新的认识。2007年5月，日本政府亚洲前景战略会议委员会正式通过，成为日本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文件《日本文化产业战略》，提出：（1）以海外年轻人为争取重心；（2）加强在海外建设宣传平台；（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儿童；（4）在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时，加强“日本标准”的建设。此外，日本还通过打造“酷日本”来推动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日本政府正式启动的文化战略产业，“酷日本”的主旨就是向海外介绍日本时装、设计、漫画、电影等文化商品，同时培养日本国内相关产业所需的人才，将动画、漫画、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饮食、时装、设计等产业定位为“软实力产业”，综合推进这些产业的振兴和海外拓展，强调通过节目交易、数字传输的强化、放宽海外内容流通规定、防止盗版等措施，以民间企业为中心在海外拓展与“酷日本”相关的业务。

面对全球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德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在国内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努力将德国文化加载到全球化列车上，将对外文化交流视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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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表现是为文化对话提供空间，增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信任，其目的是为建立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理念被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在2011年9月概括为：“在全球化时代，德国的对外文化教育政策是赢得伙伴，传递价值，维护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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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德语学习是该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德语的普及将会加强德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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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与各国地方政府合作，在当地学校开展德语教学和德国国情教育也是工作的重点。在世界范围内支持科学与研究也是德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德国从事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德国政府极力将德国的形象打造为欧洲经济中心和世界科研重镇。通过与多国合作，德国的艺术和文化、核心价值观将在伙伴国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推广。

作为新兴国家的巴西，随着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为更好地让世界了解巴西，巴西政府也积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际传播巴西文化、展示巴西的软实力。例如，2010年3月，巴西政府打造了专门负责对外传播的门户网站Portal Brasil，以方便各地人民了解巴西。

越南政府为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文化联系，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与各国开展文学、电影、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些越南文化中心，以扩大越南文化的影响力。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注重保护文化传统，少数国家积极主动地推动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新生代的领导人在文化方面主动出击，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卡塔尔是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伊斯兰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文化交流，并且与西方国家开展争夺话语权的竞争。卡塔尔国王哈马德1995年上台伊始，立即出资成立了卡塔尔教育、科研与社会发展基金会，简称卡塔尔基金会，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教育城，使其成为海湾地区教育科研中心。卡塔尔已经吸引多所美国常青藤大学入驻教育城开办多哈分校，为数千名学生提供同等质量水平的教育和学历。教育城为吸引优秀学校和机构，由卡塔尔基金会提供各种补贴，学生的学费也由政府资助。卡塔尔除了投巨资引入西方教育资源外，还鼓励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其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是成功的例子。半岛电视台是由卡塔尔国王资助，但不受政府的任何压力，坚持独立专业的新闻立场不动摇。半岛电视台独立的立场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半岛电视台在西方国家中受到民众的支持和肯定。半岛电视台是伊斯兰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的成功案例。

第三，发扬本国文化特色，重视民族文化。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种否定本国历史和本国文化的现象在俄罗斯日渐加剧，甚至出现了否定苏联和苏联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本国公民并且特别是本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1）组织编写历史教师参考书。2007年，普京在接见全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时指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应当从教育工作者入手，教师的历史教学应当有正确的历史价值导向，教师给青年一代讲授国家“非常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要正确对待，而不应当妄自菲薄，不应当只讲述那些“极端的、偏激的，有时是带有侮辱性的东西”。为此，俄罗斯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历史教师参考书。（2）出台相关法律，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3）成立直属俄联邦总统的专司反对企图篡改俄罗斯历史、危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职能的委员会。

印度政府赋予教育以道德的色彩，重新设定学校的课程、编写教科书，使它们符合官方的理念，限制外国学者。在新闻宣传领域形成印度特色的媒体发展模式，抛弃美国一个地方一份主流报纸模式，发展全球品牌的且覆盖全国的报纸；抛弃英国市场分成大报和小报模式，印度全国性报纸兼具大报和小报的特色，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率。

越南政府致力于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投资修建了一批大型的历史文化遗迹，推进建设各民族文化旅游村，举办多种民族文化节，开展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建设文化家庭、文化乡村、文化街区，塑造文明生活习惯，鼓励锻炼身体、倡导好人好事，保存和发扬民族的美好传统价值，培养公民文明的生活习惯。


（五）应对全球化的外交影响


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改变着各国的实力对比，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的对外战略。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占据战略制高点，努力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

第一，在国际政治与外交方面，传统大国力求取得主导地位。如美国以反恐名义加紧向世界战略要地扩张，其扩张的重点地区是中东、中亚、东亚和非洲地区。其战略目的一是反恐，如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老巢，并借机在中亚获取军事基地，威逼中俄；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则意在石油，如通过伊拉克战争，军事控制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的中心地区；其在非洲的行动也是意在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并排挤中国在非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存在。近年来，美国日益加强了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加强海军力量，增建军事基地，以增加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近几年来，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美国渐渐地把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了与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相关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日益加强。美国军事战略的一系列调整表明，它就是要充分利用反恐的契机，加紧调整全球化形势下美军的新的战略部署，以适应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安全战略态势。

英国历届政府始终以英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和重点，希望通过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彰显其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与此相比，历任政府对英国完全融入欧盟都持保留态度，与其他成员国因此在一些具体利益上不断产生分歧。布莱尔政府执政初期在对欧政策上采取的一些积极举措，使英欧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自身在欧盟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卡梅伦联合政府在欧盟的问题上坚持务实外交思路，力求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成为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权的成员国，支持欧盟扩大。欧盟实力的增强和英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使得联合政府更加重视英欧关系。在处理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上，英国同样奉行现实主义策略，表现出通过合作谋求共荣的开放态度。其中，中英关系发展在21世纪以来总体上呈现积极稳定态势，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但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振兴英国本国经济。面临重振国内经济的重任，发展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关系成为英国新政府的战略重点。

与英国的保留态度不同，德国政府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树立了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在与美国合作的问题上，一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德国又对美国滥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表达了激烈的反对。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影响极其深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要“外交全球化”。“外交全球化”的提法最初见于1995年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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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到1990年两德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只是在被动地适应当时尚处于冷战状态的外部环境，基本没有自主行动。在国家实现统一后，尽管在外交上德国表现出了一定的进取心，但如此明确的提出外交政策的全球化，还是第一次。。在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国开始在外交上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进取性姿态。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正式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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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1月10日，时任联邦总理的施罗德在联邦议院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将这种“正常化”解释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同时，德国还开始公开宣示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该利益必须要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进入21世纪后，2005年和2009年连续两次政府更迭，黑红大联合政府、黑黄联合政府与红绿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并无实质性变化，都是继续强调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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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外交全球化”和承担更大的责任，表明了德国外交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大转折，其实质就是要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近年来，日本政府改变过去相对保守的外交策略，在对外政策上更强调普世的价值和国际合作，强化日美政治、安全同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俄等都重视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日本现任的安倍政府加强了对地区事务发言权与领导权的角逐，并企图否定“二战”后的亚太体系，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第二，新兴国家致力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利用各种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扩大自身影响力。如印度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就确立了三个长期目标：与中国平等，高于巴基斯坦，核武器大国的地位被认可。通过与美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极大地增强了其在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加速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使两个亚洲大国在经济上实现共赢，确保两国在边界争议、能源资源和贸易市场的全球竞争保持非白热化；同时，印度开始了新的“前进政策”来改善它在包括部分的非洲、波斯湾和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邻近国家”的形象；对于周边的国家开始放弃各种极端的和不稳定的方式。印度政府一方面强调经济外交，继续发展与西方传统大国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与大中东地区的关系，与该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起高层次的联系；同时，将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现代化，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巴西政府开始谋求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积极构筑、利用多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自身的形象，扩大自身影响，参与规则制定，谋求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如在全球问题上，巴西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同时，巴西又坚持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即极力削弱、摆脱美国对自身的影响，增强自身的自主能力；还积极寻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遏制美国的力量与影响；积极利用已有国际平台，以加强南共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南美地区一体化；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地区、集团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联系，组织搭建各种新平台，为巴西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重要支撑。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欧洲理事会、欧安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并通常在区域组织中起主导作用，如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普京政府主张在各个方面与世界主要力量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如欧盟、北约等。俄罗斯没有加入欧盟，并力求与欧盟达成平等合作关系而非成员国。2002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这使得北约26个盟国与俄罗斯达成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俄罗斯提出与欧盟建立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教育四个主要方面的公共空间，以促进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关系。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尽管并不稳定，但也日趋改善。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角色，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经济外交及其他对外事务都取得了突出进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东亚各国保持良好互动与合作，不仅注重国家层面的国际交流，也鼓励个人层面的国际交流，对走向世界的越南人抱越来越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合作的同时，越南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不同形式的合作。

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中有的积极主动地应对复杂局面形成的挑战，并显得越来越成熟、自信。其中些伊斯兰国家发挥地缘政治优势，利用娴熟的外交技巧为其赢得了区域性大国地位和生存空间，例如埃及和伊朗。埃及成功地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埃及由于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这一国际战略运输通道，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美国信赖的朋友。伊朗长期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在开发核能问题上甚至与美国处于战争的边缘。另外，有些伊斯兰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主动参与地区性热点问题的解决，如卡塔尔。卡塔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在外交上也越来越活跃，在中东一些区域性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萌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2]
 指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


[3]
 刘建飞：《全球化与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


[4]
 杨卓林：《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第126页.


[5]
 〔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吴莉君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6]
 周建明：《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15页。


[7]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2006, p.47.


[8]
 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


[9]
 “The ObamaBiden Plan”, http://change.gov/agenda/economy_agenda/.转引自陈宝森等主编：《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


[10]
 梅记周：《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价值观探析》，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4月。


[11]
 Merkel, Angela: Rede der Bundeskanzlerin beim World Economic Forum, am 24.Januar 2007 in Davos; Remsperger, Hermann: Formen und Ursachen der Globalisierung, Neujahrsempfang der Hauptverwaltung Hamburg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Hamburg, 6.Februar 2006; Schrder, Gerhard: Die europische Union in der globalisierten 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Chancen für Polen und Deutschl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üro Warschau, 2010.


[12]
 Hamilton, Daniel S.& Quinlan, Joseph P.: Deutschland und die Globalisierung.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9.


[13]
 （Gemischte Gefühle）”Remsperger, Hermann: Globalisierung: Bedrohung oder Chance für Deutschland？ Vortrag auf dem Neujahrsempfang der Hauptverwaltung Leipzig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in Leipzig, am Mittwoch, 24.Januar 2007, S.2.


[14]
 吴国平：《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15]
 劳尔·西韦奇：《金砖国家与另一面墙的倒塌》，载《起义报》，2012年4月3日。


[16]
 安娜·谢维亚勒：《新兴国家刺激非洲经济》，载《费加罗报》，2012年2月22日。


[17]
 2007年4月26日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6 апреля 2007 г.www.kremlin.ru。


[18]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wrtigen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2010/2011.


[19]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wrtigen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2010/2011.


[20]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wrtigen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2010/2011.


[21]
 在该演讲中德国总统指出：“在一个日益变小的、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Herzog, Roman，Ansprache von Bundesprsident Roman Herzog bei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rtige Politik in Bonn, Bonn, 13.Mrz 1995.


[22]
 Schrder, Gerhard，Die Regierungserklrung vo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der, Bonn, den 10.November 1998,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23]
 Gemeinsam für Deutschlandmit Mut und Menschlichkei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1.11.2005, S.125; Wachstum.Bildung.Zusammenhalt.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17.Legislaturperiode, 26.Okt.2009, S.113.

OEBPS/Image00008.jpg
$ Billions

100

WA

-50

-100

-150

-200

SR P AR

2011:Q3

250
2000:Q1

T
2002:Q1

T T
2004:Q1 2006:Q1

T
2008:Q1

T
2010:Q1






OEBPS/Image00009.jpg
I LEGCPDFBE AL (%)

MLk —
ATHEABOTR —

1 FORECAST j

il A 2

\A A / \ +

I
l"\/“\/\f’\/ \

' \f“\ r\/ V\/ .

4

\///_,_\6

.

10

IR I I O IR AU I ANV A A 8 N A A 12
1946 50 60 70 80 90 2000 10 2022

Sourc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OEBPS/Image00006.jpg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xE 2.5 3.6 3.0 2.6 2.1 0.4 -2.6 2.9
[=PN 1.4 2.7 1.9 2.0 2.4 =1.2 -6.3 4.0
B8 27 E 1.4 2.5 2.0 3.2 3.0 0.5 -4.2 1.8
757 2.7 4.1 3.6 4.1 4.0 1.7 -2:1 3.9






OEBPS/Image00007.jpg
8%

1 6%

4 4%

1 2%

0%

A DO O DIV I DXHE LN DO N
O P SO PSS NN
P I FFF T S F TS

Q N NV & o> H o
SIS I OIS e I L\ e\

57 5% —e— HGDPEL






OEBPS/Image00004.jpg
2003 4 2004 £ 2005 4 2006 £ 2007 £ 2010 £ 2011 4
= 11 7 4 3 19 27 27
ki3 9 12 13 12 4 24 21
= 17 18 21 18 15 18 16
A 35 29 28 28 40 45 44






OEBPS/Image00005.jpg
AL ViAo~ nwwasrua

PY /_’/‘\.
~N\ \ A ,
¥ \ N [
\_/ vV \ /
Y A, .
A
\ /
\/
v
RCRFCCUSCCIC GGG NSNS IO GEEIOINS






OEBPS/Image00012.jpg
A7 BRI

1995 4 2000 4 2008 £ 2009 £ 2010 4

A FDI 172 1 005 726 2 783 235 2 486 446 3 026 381 3 451 405
£ GDP # b f511% 13.6 = 17.2 21.3 23.5

4 FDL 58 1363 792 2694 014 3102 418 4330914 4 843 325
& GDP Lk 451% 18.4 = 21.4 30.5 33.0






OEBPS/Image00013.jpg
R R R BEWCAE DL, 1979—2010

FJ6 (2010)
60000
58000 - J \ .-
FEHR20004FA X H = B -
56000 - PR BN 19904F .
AR A (] e i -
L d
54000 - L
52000 -
50000
48000 - 2010
PR
46000 briIE
44000
42000 T T T T T T T
1979 1983 1987 1991 1995 1999 2003 2007

e DU RR AT R

B>kl . CEA calculations and Census Bureau.






OEBPS/Image00010.jpg
Bfhi: HITETT

1995—2004 £ | 2005—2007 £
2008 4 2009 4 2010 4
(£1Y) (£19)
2 A FDI 144 133 185 952 306 366 152 249 228 249
B A A
= B P B R AR 8.0 - 11.8 7.4 10. 8

BLEYEES (%)






OEBPS/Image00011.jpg
1995—2004 £ | 2005—2007 4
2008 4 2009 £ 2010 £
(£19) (£15)
7t FDI 143 937 211 034 308 296 282 686 328 905
=P A
= B P BE R AT 8.0 - 11.9 13.6 15.5

BRESEE I (

0/(.






OEBPS/Image00019.jpg
2010 £ 2007 £ 2006 4 2005 4 2004 £ 2003 4

EScs| 27 19 3 4 7 11
HE 24 4 12 13 12 9
= 18 15 18 21 18 17
Az 45 40 28 28 29 35
B 111 82 61 61 61 57

BB 42 31 47 52 44 46
ek 75 54 52 57 53 58
BER 68 64 55 59 60 48
HE 124

+EH 56 44 57 56 55 47
T 74 68 44 45 41 41
#E 162 115 62 62 62 62
HE 63 37 51 54 57 53






OEBPS/Image00020.jpg
Rank 2000 2010
1 US (12.3%) China (10.4% )
2 Germany (8.7% ) US (8.4% )
3 Japan (7.5%) Germany (8.3% )
4 France (4.7% ) Japan (5.1%)
5 UK (4.5% ) Netherlands (3. 8% )
6 Canada (4.3% ) France (3.4% )
7 China (3.9% ) Republic of Korea (3. 1% )
8 Ttaly (3.7% ) Italy (2.9% )
9 Netherlands (3.3% ) Belgium (2. 7% )
10 Hong Kong (3.2% ) UK (2.7% )






OEBPS/Image00017.jpg
LIRLIEH ZFFEkLIsH e LBkUIgH AR BKLIEE
HER HER HER H#
£E 27 50 25 15
#HE 21 22 7 90
EE 16 28 12 18
A 44 92 48 34
215 116 122 150 2






OEBPS/Image00018.jpg
EIRUIER ZFEmRNLIEH HESRUIEH BEIRLIER

5 BB 52 110 39 47
Erm 78 100 126 17
BR 76 109 110 16
#Eg 125 83 147 131

thE 73 103 89 41






OEBPS/Image00022.jpg
MERRmA

ey T
WBER fra]

LT T

st
LT

ernance of Major Countries

Gov
in the Globalisation






OEBPS/Image00015.jpg
B : %

Y HERRS BRUNE £ gnA=k::Ni k5 ERE—SRABE
% 59 45 70 75
mEx 82 48 71 62
HE 78 49 72 75
% 78 44 56 68
fEE 85 47 65 66
ZAF 68 38 73 87
BB 82 46 53 72
+EH 73 — 60 77
BR 61 68 50 72
g 89 73 76 82
HA 72 54 49 47
R 71 62 45 89
s 86 54 72 25
hE 91 64 75 52






OEBPS/Image00016.jpg
60

50

40

30

20

[ 201148
W 20104






OEBPS/Image00014.jpg
= Top 1 percent - 81st to 99th percentiles
Recessions = 21st to 80th percentiles Lonest quintile
400

/ 350

[ .
A/,
/S N,

/\'/\v/\,/ — 150

B S — 100






OEBPS/Image00003.jpg
EIRUIEH ZFERUIEH HELRWIEH BUALBKLIEEL
H& H& H# HE#&
% % 50 25 15
#E 21 22 7 90
=E 16 28 12 18
=N 4 92 48 34






OEBPS/Image00001.jpg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e \_/

1 1

1 L 1 L L 1 L 1 1 1 1 L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OEBPS/Image00024.jpg
AFEr

PRLEEL





OEBPS/Image00002.jpg
mH 1990 ﬂiﬁ_% LEE {2000 iﬁﬁ_% WE (%) 2010 £ET;E_§ fbE

E 5l (AF%ET) (%) (AA%ET) (AA%ET) (%)
eS| 731 762 35.0 2694 014 33.8 4 843 325 2347

#E 229 307 11.0 897 845 11.3 1 689 330 8.3

EE 112 441 5.4 925 925 11.6 1523 046 7.5

=E 151 581 73 541 866 6.8 1421 332 7.0
EAF 60 184 2.9 180 275 2.3 475 598 2.3
mEx 84 807 4.1 237 639 3.0 616 134 3.0

=FN 201 441 9.7 278 442 35 831 074 4.1

57 2 086 919 100. 0 7 967 460 100.0 |20 408 257 100. 0






OEBPS/Image00021.jpg
HE& BaiHE& PwC (2011) Citigroup (2011) Goldman Sachs (2009)
1 us China India China
2 China India China us
3 Japan US us India
4 Germany Brazil Indonesia Brazil
S France Japan Brazil Russia
6 UK Russia Nigeria UK
7 Brazil Mexico Russia Japan
8 Ttaly Indonesia Mexico France
9 India Germany Japan Germany
10 Canada UK Egypt Ttaly






OEBPS/Image00000.jpg
20%
189 - E—e—

16% “\ﬁ‘\\\ * .'\\

14% \\; ; A A

e \ N-e——e\s\\ —o—
- * ° . «——®o—9o |
8% —-

6%

4%
2%

0% 1 1 | ! . . . . L 1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YRFHHO  —e—TYR G ——RERHHO  ——RFERFHHD






